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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数字劳动力很重要?
Trebor Scholz

2009年，在纽约市一所批判理论和学生行动主义历史丰富的大学新学院(the New School)举行的“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及其剥削劳动的概念，是否仍然适用于互联网上新兴的价值获取模式?这本书就是我召集的这次国际会议的成果。
今天的数字工作者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加入简单、任何人都可以玩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作和娱乐的网站和实践越来越多地将人们作为少数寡头所有者改善经济状况的资源。互联网上的社交生活已经成为“常设储备”，成为通过越来越难以捉摸的商业监控渠道创造价值的场所。这项调查对隐私权、知识属性、青年文化和媒体素养等方面的斗争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本文集中，作者们共同致力于理解新形式的有薪和无薪数字劳动的复杂含义。在这本出版物中，你会发现对数字劳动的一致分析是围绕传统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的延续。在探索不连续性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被描述为传统无偿工作经济的强化。
在过去的六年里，基于网络的工作环境已经出现，即使是最不稳定的工人阶级工作也没有工人保护。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

(Mechanical Turk)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些都是新的劳动形式，但也是旧的剥削形式。没有最低工资或医疗保险，到目前为止，联邦和州监管机构也没有干预。数字劳工事务;在思考认知资本主义时，这种低薪、有工资的职业绝不能被忽视。
但本书的几位作者也在思考无薪劳动，即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行为被激活为可货币化的劳动。这一论点经常受到挑战，因为与传统劳动相反，休闲的数字劳动看起来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支出，是在通信系统中成为演讲者的行为。它感觉、看起来或闻起来根本不像劳动。这种数字劳动与那些不太显眼、不为人所知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很相似，比如照顾孩子、做家务、代孕。



2011年，Facebook的估值为1000亿美元，这可能与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有关，但也与该公司在7年时间里收集的用户数据有关。人类社交的亲密形式正在为Facebook带来利润，这使得它成为一家如此昂贵的公司。Facebook将其用户数据出售给客户，这些客户大多是第三方广告商。社交网络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免费使用的，但却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寡头们捕获并金融化了我们的生产性表达，带着我们的数据飞走了。作为“用户”的我们，被当作产品出售。我们隐私的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心理和政治后果，为我们换来了“免费”创新服务带来的便利。所有的生活都被投入工作，不公平地利用隐性参与来获取暴利。但是，我们真的能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基于分享创造性表达的价值生产活动吗?《哈利波特》的粉丝们制作同人小说，并将自己的创意作品免费赠送出去，以换取被拥有原创内容的公司所忽视。这种无偿劳动行为还包括“游戏改装”和提交“验证码”。把这些活动或者状态更新的更新和“点赞”看作劳动，真的有意义吗?当代许多关于生产力的讨论都以网络上无处不在的快乐为出发点，并将其与工作和娱乐之间逐渐消失的区别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加洛韦
(Alexander Galloway)写道，要明确区分存在于游戏领域内的非生产性休闲活动和存在于工作场所领域内的生产性活动是不可能的。

作为读者，无论你站在争论的哪一边，数字劳动的话题都是在邀请你重新拾起关于隐私危险状态、财富分配不平等和私人利用公共互联网的争论。
这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867年，当时卡尔·马克思区分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完全以工人生存为目的的劳动，而后者则是用来描述任何额外的劳动时间。1966年，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警告说，响应式机器将加剧对工人的剥削，甚至完全取代工人。1981年，达拉斯斯迈斯提出，观众是作为一种商品生产出来卖给广告商的。斯迈斯写道，观众投入了无偿的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可以观看带有广告的节目。20年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将这种非物质劳动定义为一种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早在2000年，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就研究了资本主义剥削无偿自由劳动的新形式，思考广播媒体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的观众。
观众制造是数字劳动讨论中的一个突出话题，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度，当时广播开始在美国各地的郊区居民中建立共性。以前通过全国性报纸联系起来的社区开始通过广播联系起来，并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开始，通过广播电视联系起来。也有电影院



在捕捉大众和创造共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人们正在逐渐地、但越来越多地抛弃电视机，转而通过数字网络进行交流。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外，《数字劳动:作为游乐场和工厂的互联网》也包含了那些对数字劳动的讨论持谨慎态度的人的声音。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等人评论说，我们可能会成为技术官僚对互联网的拜物教的受害者，这种拜物教剥夺了我们对“真正的”剥削场所——即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的充分承认。过度发达国家的数字劳动依赖于中国等国家被剥削劳工的汗水
对互联网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盗窃和沉迷问题可能会分散我们对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的注意力。坦率地说，花在

Facebook上的时间阻止了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感情，也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推进破坏资本主义的项目。更重要的是，许多人仍然在农场和工厂里劳动，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贫穷的工人、无证工人和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接入互联网的机会。
“数字化”并不能概括我们的全部状况。技术的本质并不仅仅是技术。但是，在不被“推特革命”的谬论所迷惑的情况下，数字媒体也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是时候通过承认在线社交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转变来重新思考数字鸿沟的陈旧概念了。虽然20亿互联网用户确实是全球的少数群体，但使用手机的

50亿人和他们的家庭却不是。Facebook在非洲各地的手机上都可以使用，我们应该明白，数字劳动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困境。我们的沉默并不能使我们免于数字劳动的暴政。



关于本书的组织
按照互联网作为游乐场和工厂会议的结构，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地点”，介绍了辩论中最广泛的问题。第二部分“数字化劳动的审问模式”提供了新兴数字化工作环境的例子和案例研究。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Participation)聚焦于剥削问题。第四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反思了近未来的情景，包括点对点的替代方案。
在第一部分中，安德鲁·罗斯对数字技术和可货币化劳动力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发人深省的概述。他指出，b谷歌或Facebook所有者的利润是当前租金提取热潮的证据。罗斯也在考虑对赫芬顿邮报的集体诉讼。问题是，《赫芬顿邮报》是否有合同义务与为该网站创造内容的博主分享出售给AOL的战利品。
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结构，而不仅仅是我们工作场所的辛劳，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罗斯指出，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基本上无薪或低薪的实习中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补贴。罗斯还要求我们考虑到，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劳动都是无偿进行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动力享有固定工资和薪水。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免费劳动力，但事实证明，它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工作安排的推动者，效率很高。
在“自由劳动”一章中，蒂齐亚娜·特拉诺瓦讨论了她所谓的自由劳动，即不以就业为基础的工作，无偿无偿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很明显，数字经济中新的附加值来源是用户参与。特拉诺瓦说，“1996年，在志愿者(AOL聊天室管理)的高峰期，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帮助AOL每月至少产生700万美元的收入。” 

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继续了这一思路，他描述了社交网络如何将劳动的天赋商业化，不是作为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偏离平均水平的异常现象，这可以被解读为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加以利用。他写道，互联网之战尚未结束，但在编解码器和HTML5等关键战略和战术领域，资本正在取得胜利。技术规则的制定直接决定了网络上的公民自由。MP3、mpg和蓝牙等技术标准越来越多地由私人或混合私人/公共机构决定，这些机构成为全球信息架构的控制点虽然设计决策可以有



这对我们的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有一小部分人控制了整个互联网。在这个层面上有重大的战斗。例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除非使用ie浏览器，否则无法注册联邦紧急救助。技术标准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
McKenzie 沃克指出，他在《 黑 客宣言》(Hacker Manifesto)中提出的矢量阶级(vector class)一词，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可行性越来越不感兴趣;它可以没有工厂。沃克还对“游戏化”的说法提出了警告，因为它可以被认为是让人们不花钱就去做事情，以换取象征性的奖励。
在第二部分“数字劳动的审问模式”中，Patricia Ticineto克拉夫阐述了劳动指标和影响。她想知道，在社交网络的寄生平台上，劳动是否可能是不可衡量的。克拉夫认为，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产生的，或者是在资本通过生产积累之外产生的。她写道，哲学正在记录劳动、度量和影响的持续重新配置，同时努力使物质本身的微观影响具有生产性。
阿伊汉·阿伊特斯在他的章节中提出，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装配线，那么土耳其机械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对阿伊特斯来说，众包是一个混合概念，将新自由主义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融合在一起。他继续说，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不受监管的本质，让人想起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客工计划。德国的客工计划是建立无权利移民立法制度的一个突出模式。
Abigail 德科斯尼克调查了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和评论的粉丝版主、作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他们的人数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免费劳动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美国在线每月7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一点在蒂齐亚娜·特拉诺瓦的章节中也提到过。她写道，粉丝对互联网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劳动。粉丝劳动可以提升产品的热度和声誉，粉丝被引导进入这个新兴的劳动力市场。德科斯尼克的结论是，企业应该把粉丝劳动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他们应该补偿那些能够将自己的工作理解为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获得声誉阶梯的第一梯级的粉丝。
乔迪·迪恩在考虑写博客。她写道，作为博主，我们暴露了自己，暴露了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与恨、欲望和厌恶，但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性、脆弱性和最终的缺乏控制。乔迪·迪恩(Jodi Dean)指出，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对迪恩来说，宣传是沟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建议工作而不工作(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和玩耍而不玩耍(一个人是为了什么而玩耍)



有偿的和以享受为代价的玩)。便利胜过承诺。迪恩的结论是，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少数幸运儿几乎会得到一切，但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什么都没有。在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中，Mark Andrejevic从数据挖掘的新前沿报道。他提出，信息的商业占有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Andrejevic认为，这确实是某种物质奢侈的标志，能够在网上被利用——有闲暇时间和资源参与被监控和跟踪的活动。谷歌跟踪其10亿无报酬用户，并将他们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客户，广告客户因此向用户投放广告。劳动、休闲、消费、生产和娱乐的相互交织使对剥削的理解变得复杂，但Andrejevic指出，基于剥削的在线监控批判的潜在有用之处在于，它邀请我们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构建个人选择和个人快乐的问题。
Andrejevic还讨论了同侪压力和网络义务，这正变得制度化，这种劳动的成果被认为是价值的来源。他观察到，商业监控已经成为我们交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剥削并不意味着工人不会对合作努力的成功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正在失去对生产和创造性活动的控制，但仍有快乐的时刻。虽然他对剥削的批判并没有贬低工人的快乐，但也没有否定剥削性的社会关系。
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认为，金融化和数字化之间并不容易区分。在他看来，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Los Indignados)和2011年的全球抗议活动都传递了对资本主义代表性组织的激进不满，并断言了起义的鲜活历史和潜力。
丽莎·中村(Lisa Nakamura)的章节研究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中中国淘金者对数字劳动力的种族化。这些“金农”生产并向其他玩家出售武器、服装、动物等虚拟商品，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虚拟形象，以换取真实的美元。在《魔兽世界》的文化中，亚洲的淘金者被塑造成不受欢迎的外来工人。虽然在明确提及现实世界中的种族冲突时要保持警惕，但游戏是以虚拟环境中的种族战争为前提的。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结语部分，“脆弱公众时代的有组织网络”，讨论了网络逻辑的替代方案。今天，在放下这本书之后，我们可以提出哪些切实可行且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让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付诸实施?对于用户来说，网络标志着一种双重束缚，一方面是弱关系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找到工作的真实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一种意识



他们的参与使企业互联网的车轮更加顺畅。社会应该给互联网上的主要网站分配多少权力?至关重要的数字平台不应该受到监管甚至国有化吗?主导地位的诱惑是什么?谷歌是否应该能够规定谁有权访问谷歌图书，也许只允许出价最高的人完全访问?

根据马克·扎克伯格的说法，“分享和联系是人类的核心需求。对他来说，消费者沟通是他所提供服务的核心。但是，如果我们从基本需求的角度来谈论自我表露，就会被误解。我们并不是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当我们投票赞成或反对时，这真的是自我表露吗?为了寻求赞美和同行的认可，数以亿计的离职后职场人士像飞蛾扑向阳光一样涌向社交网络，试图通过把自己变成相当普通的东西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其投射出符合雇主期望的身份，难道这不是一个集体自我完善的机会吗?

如果说跨社交网络的阶级意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提议，那么对政治意识的呼吁可能会导致一场反对盲目的个人主义或中间人与用户之间权力失衡的斗争。
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认为，在社会冲突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公司可以转变为工人所有的、自我管理的实体，创造他们自己的共享知识、代码和设计的公地。他写道，劳动的认知形式运动的任务是试图为社会变革创造一种新的霸权和一种新的以公共为基础的联盟，挑战资本的统治。
内德·Rossiter和索恩克·Zehle解释了当前网络向自主的政治和文化“网络的网络”的转变。Zehle和Rossiter强调，为了在其计算领域影响普遍的政治，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变分领域和代码拓扑的条件。他们写道，这样的行动干预了算法层面。
当网络互动的无摩擦共享破坏了我们的隐私，当控制的数字基础设施无形地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取价值时，我们如何为创造性抵抗开辟自主空间?哪些实践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真正的社会力量——集体行动和形成共同关注的公众的力量?

我们是否愿意坐在桌前与中介商谈未来的情景，还是说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启动我们行动的先决条件?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呼吁，今天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他要求社会的交流公地不应该被私人拥有或控制。公地应该对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付费或其他访问要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务实的方法是建立法律管辖权，对公共资源施加限制



将服务外包到网上，为工人提供一些基本权利。
Digg.com的“数字波士顿茶党”(Digital Boston Tea Party)，以及所谓的Facebook关于新闻推送、Beacon和其他各种隐私问题的骚乱，都被频繁提及。社交网络通过这些我称之为“民主的景象”，确实赋予了消费者协商自己消费活动规则的权力，但却没有给公民争取有意义的社会变革的权利。我们看到的不是骚乱，而是及时的用户反馈循环。除了这些反叛之外，进一步的考虑包括建立实际的替代方案——技术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拒绝或退出互联网的可能性。
有一些非专有的社交网络服务，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达到相当大的成员。我希望有一天Facebook会出现大规模流失。社交网络服务Diaspora就是为此而设计的其他倡议包括独立公民媒体项目“蟹草”，这是专门为满足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的需求而设计的我们可以想到像克雷格列表这样的网站，尽管最近有争议，但它是一个很好的在线商业例子，它不关注利润最大化，而是关注用户满意度。
但互联网是如此强烈地屈从于企业利益，即使你跳船，如果你今天放弃Facebook泰坦尼克号，你很可能会跳上下一个救生筏，很可能同样以利润为导向。维基百科、蟹草、Diaspora和克雷格列表是例外;它们不是整个互联网的实用模式。在互联网上，即使是点对点的共享实践，这种几乎总是发生在企业地盘上的“礼物”交换，也为那些我们租用这些平台的人创造了资本。正如麦肯齐·沃克所说，在友谊营销时代，我们租用的是自己劳动的产物。
那些呼吁全面拒绝没有阳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周期的人，需要承认这种地位的罕见特权，需要明白，用户的参与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参与的暴力一方面与数据挖掘有关，另一方面与他们为拒绝主流社交媒体服务而付出的个人和职业代价有关。拒绝就等于社会孤立。此外，在《趋同文化》一书中，Henry 

Jenkins准确地指出，这场争论一直在被框架，似乎唯一真正的选择是完全退出媒体，住在树林里，吃橡子和蜥蜴(Jenkins, 248-9)。相反，我们可以产生真正的反公众，支持非暴力反抗行动，并通过多样化/杂交我们的社交媒体实践创建团结网络。
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正在被使用，我们在互相利用，我们可以一起行动。哪些社会实践更容易让我们一起变得强大?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将我们自己与特定的网络或服务保持一致?当然，我们会想要质疑所有那些只关心底线，而不是真正用这些新兴的在线平台做一些伟大的事情的亲爱的朋友。而如果你仔细想想，嗯，难道你不想在工厂这个游乐场里掀起一些严重的浩劫吗?



注意事项
1 Recent reports about Foxconn showed the atrocious working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Pads are produced.  Nick Wingfield,  “Apple’s Suppliers Pressed to Improve Workers’ Lot,”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12. Web. June 13, 2012. 

2 For an excellent discuss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see Laura 
Denardis’s two recent books, Protocol Politics: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and 
Opening Standar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Interoperability. 1st e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1. 

3 Justin Smith,  “Exclusive: Discussing the Future of Facebook 
with CEO Mark Zuckerberg,” Inside Facebook,  June 13,  2012,  
http://www. insidefacebook. com/2009/06/03/exclusive-discussing-
the-future-of-facebook-with-ceo-mark-zuckerberg/. 

4 “Diaspora*,” Diaspora*,  June 13,  2012,  https://joindiaspora.
com/. 

5 “All about Crabgrass—Groups,” https://we.riseup.net/crabgras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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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转移



1寻找丢失的薪水支票
安德鲁·罗斯

2011年2月，《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被出售给美国在线
(AOL)，公平劳工权益倡导者终于有了一个高调的工具，可以与免费在线内容提供的剥削者作斗争。当网站所有者阿里安娜·赫芬顿从出售网站中获得了整整3.15亿美元时，多年来为网站增光的博主们被忽略了。《赫芬顿邮报》ArtScene和Visual Art Source的定期撰稿人宣布了一场抵制活动，在《赫芬顿》嘲笑无薪作家的行为后，这场抵制活动迅速发展为一场全面的电子罢工。“去吧，去罢工吧，”她嘲笑道，认为没人会注意到，也不会在意。3月，拥有26000名会员的报业协会
(Newspaper Guild)支持罢工，全国作家工会(NWU)/UAW Local 1981也支持罢工，并竖起了一条电子警戒线那些越界为《赫芬顿邮报》
(HuffPo)撰写文章的进步人士遭到了激烈的抗议，有些人还被贴上了“结痂”的标签，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署名放在了呼吁职业团结的文章之上。今年4月，媒体劳工活动家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 Tasini)提起集体诉讼，要求这些未获补偿的博主赔偿1.05亿美元，他将原告描述为“阿里安娜·赫芬顿种植园的现代奴隶”。塔西尼有良好的记录。在此之前，在2001年，他赢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纽约时报公司等人诉塔西尼等人案中)，出版公司在电子数据库中重复使用自由作家的作品之前必须获得他们的许可。

无论如何，抵制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从一开始，诉讼的前景就不太光明。但赫芬顿让他们吃蛋糕的姿态，再加上她作为左倾专家的公众名声，帮助把这件事推到了聚光灯下。关于数字内容的公平报酬的争论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还有关于免费劳动力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受到网络评论家小圈子的培育。之前的社交网络资产被出售时，如YouTube(被b谷歌收购)、Flickr(被雅虎收购)和Bebo

(被AOL收购)，这些交易引发的喧嚣远远超过了随之而来的低调抱怨。
“注意力经济”的辩护者们大肆宣扬网页浏览量曝光给自由职业奋斗者带来的非金钱利益，让他们在动荡的博客圈中驾驭自己的职业生涯。根据这一观点，在广阔的平台上免费推广的价值超过了专业薪酬标准的保证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也有人认为，出版商与其博主的关系简单



这反映了数字信息领域已经确立的规范，似乎要求将最初的服务捐赠作为惯常的进入价格。无论如何，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者没有合同义务与那些事先自愿付出劳动的人分享战利品。在争论的另一方，抵制运动的支持者则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剥夺形式来渲染案件的延续性。赫芬顿所榨取的利润，与那些从欺骗员工中获利的实体老板所享有的利润没有什么不同。谈论自我推销的好处，是那些能够利用市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雇主所吹捧的一种欺骗行为。至于出版商欠博主的债，有人认为她至少有道德上的义务。但塔西尼的集体诉讼更进一步，声称赫芬顿方面“不正当得利”——这一法律主张并不取决于作者是否事先同意免费写作。
赫芬顿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她坚称，在担任AOL内容主管的新职位上，她正在推动招聘数百名专业记者，为该公司在当地新闻业务Patch.com下开设的分社工作。这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更仔细的调查表明，这些新招募的人将服务于很难与所谓的内容农场区分开来的运营——内容农场是一个专门为引发热门搜索查询而编写的肤浅、非原创故事的网站，并利用谷歌算法将网站放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领先的内容农场，如按需媒体和Associated Media，在在线咨询领域大量生产低质量的文章和视频，向他们的自由代理创意人员支付微不足道的计件工资。正如丹·罗斯(Dan Roth)在2009年《连线》杂志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中所报道的那样，“文章不是由训练有素的编辑构思出来的，也不是根据提交的问题委托编写的。相反，它们是由一种算法分配的，该算法挖掘了近1tb的搜索数据、互联网流量模式和关键词率，以确定用户想知道什么，以及广告商愿意支付多少钱出现在答案旁边。”罗斯估计，作为这个类似垃圾邮件的行业快速增长的衡量标准，仅按需媒体一家公司很快就会出版“相当于每年四本英文维基百科”的内容。2。
就像这些网站在内容上掀起了一场快餐革命一样，在员工薪酬方面，它们也在进行一场逐底竞争。在罗斯2009年的文章中，这位电影制作人在现场拍摄，在家里用Final Cut Pro编辑，然后上传到按需媒体，每个视频片段获得20美元的报酬。考虑到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这20美元的片酬在随后的几年里无疑已经下降了。事实证明，

AOL大举进军在线内容的自身商业模式，是推动工资贬值的因素之一。2011年2月，该公司的扩张计划“AOL之路”(AOL Way)被泄露，该计划透露，该公司将向每天最多写10篇博客文章的内部作者支付微薄的报酬。



每一篇文章都为搜索引擎友好性和最大的广告曝光率做好了准备
在最近的经济大衰退中被击倒的创意人士感到了与这种文字工厂签约的压力，因为这越来越成为城里唯一赚钱的游戏。毕竟，为内容农场提供大量垃圾产品的另一种选择是通过免费发帖来玩声誉游戏，就像《赫芬顿邮报》的博主一样。前一种选择涉及到一种对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来说是深恶痛绝的日常工作。后一种选择保证了一种不被异化的思想表达，更接近他们的理想。然而，其中只有一种能保证餐桌上的食物。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并不是一个新的困境。自18世纪以来，创意人就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当时商业文化市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与教皇格鲁布街的涂鸦者们一起勉强维持生计，要么与善变的公众建立起一种知名度关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计不受市场粗暴公正的影响，文学代理人、工会和其他专业组织纷纷涌现或发展起来，尽管新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讨价还价和监管代理人(如新闻工会)，并且比他们更聪明，更新鲜的版本很可能会出现。例如，自由职业者联盟

(Freelancers Union)成立于2001年，专门响应自雇人士的需求，它是近年来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会。它的成员正在学习如何获得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险份额和政治影响力，同时冲浪冲刷着不断变化的创意 /数字景观的每一个新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WashTech率先为科技行业的永久雇员提供劳动保护，其他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WA)的当地员工也纷纷效仿，努力招募独立承包商。

但如果就此断定，在数字劳动领域，世界上没有什么新鲜事，那就错了。相反，每次在线工具的推出，都提供了更巧妙的方式，从用户和参与者那里提取更便宜、更优惠的工作。在这方面，从
web 1.0到社交网络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第一代网页设计的年轻热情是用卡布奇诺和无知的长辈们的赞赏换来的。建立网络的先锋环境就像一场大规模的谷仓饲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协调的志愿者努力。它的后继者也依靠年轻人的开放性进行交易，但其隐性劳动经济的复杂操作与web 1.0的积木式建筑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今天华尔街的外来衍生品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五花肉交易的起源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近年来的社交平台、网络爬虫、个性化算法和其他数据挖掘技术，都是为了从我们几乎所有的在线活动中汲取有价值或可货币化的信息而设计的。



根据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传统标准，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可以或应该被归类为劳动，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为了更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我将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所做的那样，需要深入探究赫芬顿事件所暴露的数字景观的可见表面之下。
然而，从一开始，就让我们记住，新媒体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它们是改变社会力量的推动者，而不是原因。因此，正如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不仅仅是阶级战争的武器，旨在控制和熟练工人，它们也有可能消除雇佣劳动，社会化生产，解放我们的时间。它们是否为后一种目的而部署，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技术发展，不如说是取决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即我们与资本、属性和治理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状态。逆向工程始于技术，但除非它也被视为一种社会挑战，否则结果很可能只会使精通技术的精英受益。



前称雇佣
在劳工运动的全盛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老板需要工人，但工人不需要老板。然而，在2010年第三和第四季度，美国企业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而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公布的实际失业率为17%。利润和失业率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否意味着老板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工人的情况下生存?不完全是，不，但是可以从一百种角度分析的统计数据可能表明，工作领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收入的两个原因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企业正将越来越多的业务转移到海外，尤其是高技能行业的工作岗位，在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劳动力成本。因此，它们仍然需要工人，但不是北方昂贵的工人。第二种解释基于商业经济学家所说的生产率提高。粗略地说，这意味着员工迫于裁员的严峻威胁，要么更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要么接受减薪。在任何经济低迷时期，雇主都会以这种方式推动他们的优势，但在像这次这样吸人灵魂的经济衰退中，没有季度;攻击来自四面八方，无论是以冻结工资、让步、无薪休假、裁员，还是进一步的临时工的形式。第三个原因——这是一个不熟悉的量子——是越来越依赖新型的免费劳动力来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这些公司足够精明，可以从中获利。关于这一足迹的确凿证据并不容易收集，但强有力的轶事记录表明，这一足迹足够大，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免费或代币工资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众包;数据挖掘或其他复杂的数字技术，从用户/参与者那里提取租金;扩大监狱劳动项目;每个白领部门都出现了大量无薪、近乎强制性的实习;以及各种各样的选手志愿活动，它们把我们在文化上的诸多商业活动变成了一场业余才艺表演，少数赢家能获得头奖，其他所有人都能获得运气不好的奖品。基于网络的发展吸引了大多数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免费在线内容的浪潮直接威胁到专业作家和艺术家的生计。毕竟，报纸、杂志和海外新闻机构的广泛关闭，已经让一代工会工作岗位随风而散。随着在线内容聚合商横扫一切，专业人士的薪酬等级也被夷为平地，在赫芬顿事件发生之前，阻力寥寥无几。在信息领域的大多数角落，无偿工作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become normative, and largely because it is not experienced as exploitation.

从经济大衰退的早期开始，商业媒体的权威人士就一直想知道，为了维持运营和提高市场地位，企业在利用新的免费劳动力资源方面能走多远。我们如何利用人们拥有的所有空闲时间(或者用网络布道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的话来说是“认知盈余”)，尤其是那些刚刚失业的人?由于后者中的许多人将把他们的新空闲时间花在网上，我们如何利用他们探索任何途径寻找就业机会的意愿呢?我们能利用他们喜欢做有趣的工作的倾向吗?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如何利用他们的习惯性需求，在没有有偿工作的情况下，参与一些感觉像工作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参与进来?这种思路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可行的商业策略。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公司的高估值也激发了他们对潜在意外之财的夸大。不可避免地，有人认为社交网络是21世纪的石油;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石油仍然是21世纪的石油。
即便如此，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也令人瞩目。2011年，facebook的营收估计为43亿美元，其中近10亿美元是净利润。撇开ipo前超过1000亿美元的估值不谈，这些数字已经足够大了，尤其是考虑到这家公司的员工人数只有2000多一点。以任何历史标准衡量，这样的员工收入比例都是不寻常的，但对于那些主导信息服务高层的公司来说，这是典型的。以2011年谷歌为例，该公司约有3万名员工，但其收入估计为

350亿美元，利润为130亿美元。其他快速增长的社交媒体公司——推特、
Groupon、Zynga、领英和tumblr——也在同一条船上。

对于那些迅速减少的非脸书用户来说，亚伦·索金的电影《社交网络》一定是一个难题。一方面，它所呈现的创意构思的故事是相当熟悉的。以常春藤联盟的温室环境为例，在这种环境中，大学价值观很容易被已经在校园里酝酿的掠夺性市场风气所压倒，再加上一群可识别的角色:一个社会挑战的白人男性工程师;一个聪明的白人女友，通过羞辱进一步挑战他;一个受社会欢迎的男性企业家;被犹太男人不可抗拒地吸引的各种各样的、主要是亚洲的女追星族;还有一个新波西米亚式的创业团队，全天候工作，以取得市场突破。这些都是在技术发明领域制造神话的标准好莱坞模板的更新组件。这就是国家冠军们如何努力将耀眼的创新和光辉的财富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影片中并没有描绘出真实的社交网络，所以不知情的观众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



该公司巨大的财务成功依赖于脸书5亿用户的订阅基础。然而，这些用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付费用户。相反，他们执行的各种活动(技术上称为点击信号)是有价值的数据的来源，这些数据被出售给真正的客户——广告商或行为市场供应商，如Bluekai、TargusInfo和
Acxiom。根据Eli Pariser的说法，“仅Acxiom就积累了平均1500条数据。该公司的数据库里有96%的美国人。其中一些客户付费在网站上做广告，但大多数客户利用这些信息在网络上跟踪用户，投放个性化的广告。当然，对用户来说，代价是免费使用平台和软件，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托管和维护的成本与它可以从网站上每天的流失中提取的信息的可交易价值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社交网络用户都不知道平台所有者是如何从他们交流的自愿内容中获利的，也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如何为所有者创造可货币化的产品的。但正如安德鲁·刘易斯(Andrew Lewis)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你不为某样东西付费，你就不是客户，你就是被出售的产品。””5

20世纪60年代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创造了“产消者”(prosumers)一词，用来描述那些已经不再被动接受市场选择的消费者阶层。但他很难想象这个词会如何被使用，就像今天一样，用来指代大量的互联网用户，这些用户致力于建立关系，完善自己的在线社会同一性，为其他人提供丰厚的利润。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其他20世纪70年代阳光明媚的后工业社会预言家也无法想象，新秩序是由注意力经济驱动的，也无法想象，维持新秩序的不是认知工作者的有酬劳动，而是普通的、无报酬的个人的自我推销。此外，支撑这种经济的回报，在某些方面，让人想起了工业化之前的时代，那些确保社会地位的资产，在那个时代，小心翼翼地、费力地培养与有钱有势的人的关系是相当有价值的来源。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基于社会资本培养的文化的复苏，无论是对于那些在声誉赌注(在Twitter热门和顶级病毒式链接中)中寻求突破或重磅关注的人，还是在更低悬的互联网自我曝光回路中。在某些方面，这种情感货币已经取代了工业化的工资，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靠付费内容获得结构化生活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们现在把自己的署名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希望通过知名度来获得利基生计。但到目前为止，在工业基础上，最丰厚的回报分配给了那些建立和维护提取技术的人，他们拥有该体系的知识属性，他们可以将个人表达的总产出当作它来交易



难道像谷物或甜菜这样的大宗商品换句话说，真正的战利品不属于那些有抱负的明星，他们通过衡量互联网情绪和观点的一系列指标进行排名和评级，而是属于幕后的内容主持人和数据挖掘者，他们利用这些和其他指标来保证自己的利润。结果，对于后一群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工资的命题。总而言之，支撑这种经济的非正式契约是一项极不对称的交易。
通过展示大众呼声来制作免费媒体内容的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纸质出版物中“致编辑信”栏目的建立。由于这些文章是经过挑选、编辑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为了支持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路线而捏造的，因此它们很好地说明了所谓未经请求的公众舆论是如何产生、塑造甚至是口述的。依赖于用户输入的网站，无论是主要行动还是针对某一特色项目发表评论的形式，都是从这些给编辑的第一封信开始直接线性下降的。到目前为止，它们更加原始和未经过滤，它们建立在其印刷先行词的受欢迎程度和成本效益之上。
近年来，随着开放评论部分(“评论免费”)的延长和激增，越来越多的在线报纸版本转向众包呼吁读者生成免费的专栏、图片、视频、设计、事实核查和其他信息供应这些呼吁背后的原则是，读者会对参与感到满意，结果会更真实，特别是如果他们利用的是委托记者无法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在主流媒体之外，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众包作为一种半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用于提取想法、意见、设计和情报，除了知名度之外，对提供者的补偿很少或根本没有。非正式的证据表明，只要一项任务可以被宣传为有趣或酷，你就很有可能免费完成它，或者从看似永远乐于助人的人群中获得微薄的报酬。此外，如果一些输入看起来非常专业，那是因为要么众包电话是专门为吸引专业人士而精心制作的，要么是因为它很可能来自曾经是专业员工的人，已经成为志愿内容提供商的业余半人半人。
另一端则是更为常规的任务，比如亚马逊(Amazon)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等程序的竞标。投标被接受的回报是请求者设定的最低费用，并被分配到可能不超过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和其他电子枪(e-lance)的注册任务员不会被认为与临时雇员有丝毫相似之处，就像那些接受技能密集型众包的无偿创意人员一样。他们不会留下任何受雇的痕迹，



当然，也没有任何法律或监管的义务网络将雇主牵扯进来。然而，他们所做的是使工作的定义更接近它的词源——一个独立的块，或一块，只在其完成期间存在的工作。



分散的工作场所
分布式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描述使用互联网来调动广泛分散的离散个人群体的备用处理能力的方式。这不应该与该术语的旧用法相混淆，该术语用于描述用于协调地理上分散的工作场所的业务流程外包业务模型，无论是来自远程办公还是来自全球生产链上的远程节点。这种模式对上个十年前五年白领离岸外包的浪潮尤为关键，它依赖于复杂的工作流平台技术来分割、分配和重组工作。因此，这种新模式也应该与今天被称为移动办公室的分布式工作场所区分开来。商业战略家主张，允许高薪企业人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设备上工作，对员工士气有好处。但在他们的报告中，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才是最受关注的。工作和休闲时间之间的界限不断被侵蚀——这是雇主们长期以来的梦想——这是将员工置于无情的24/7束缚之下的结果，从这种侵蚀中可以获得数不清的收入。
这种新型的分布式劳动不需要在遥远的分支机构里由领工资的员工来完成，也不需要在有线咖啡店里由手提电脑的搬运工来完成，咖啡馆是一代合同自由职业者的默认工作场所，他们放弃了自己家

(托夫勒的“电子小屋”)的隐私，在公众面前工作，勇敢地、或以他人为中心，社会的群居嗡嗡声。相反，它要么是由根本不把他们的互动输入视为工作的用户完成的，要么是通过越来越多的电子
lance服务网站在线外包给大量的任务者，这些任务者将来自各种来源的收入拼凑在一起。就像在离岸外包模式中一样，这种劳动力的分散是高度组织化的，但它并不依赖于实际搬迁到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相反，节省的成本既可以来自于人群的潜在才能，也可以来自于将劳动微观分工为拼图、临时工作、杂务和零头，如果这些工作比分散注意力更重要的话，只需要断断续续的集中精力。

这些微任务的设计和分配可以说只是源自泰勒主义的工作管理谱系的最新发展。工作人员被有效地去技能化、分散，并且被剥夺了对其劳动所贡献的产品性质的任何知识。相比之下，协调经理则完全控制着劳动过程。至于群众的捐赠劳动，它有更长的历史渊源，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创造性工作的传统，在创造性工作中，金钱补偿的牺牲通常是为了换取工作满足感或测试和测试的机会



宣传自己的才能。上世纪90年代末，在新经济或网络公司提供的正式就业中，这种愿意奉献劳动力的行为首次作为工业原型出现时，被称为自我剥削。在我自己对这些新媒体工作场所进行人种学研究的过程中，我记得我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我，她的工作提供了“你就是忍不住要做的工作”——这一描述似乎总结了充满激情或牺牲精神的工作心态随后对知识和创意产业工作场所的人种学研究表明，工作的满足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长的时间来追求令人满意的完成，以价格折扣来换取审美认可，以自我剥削来回应自主性的天赋，以可有可无来换取灵活性
将过去十年中创意产业的兴起置于大背景下的一种方法是，将其从字面上理解为一种将创意产业化的努力，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知识产权的市场奖励然而，使创造性工作的节奏适应工业模板是一项严峻的管理挑战，而且，在知识属性经济中，竞争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转向众包提供了一种更客观的解决方案，可以削减成本，并使所有者免于任何雇主类型的义务。大众不仅比训练有素的员工更聪明，你也不需要为了利用大众的智慧而缴纳社保，也不需要忍受工资单上那些创意人员任性的个性。
众包和联合技术是奇怪的同床异梦的产物。一方面，开源运动、共享软件和黑客伦理的协作基础显然功不可没，后者在拥抱公地原则方面具有深刻的原始无政府主义色彩。潜在的互惠精神，或者Trebor Scholz和Geert Lovink所说的“自由合作的艺术”，在面对潜在垄断者的共同努力，

数字化领域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毕竟，少数几家企业巨头——谷歌、美国在线、Facebook、雅虎和微软——现在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日常网络流量。另一方面，追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企业竞争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样的协作精神。毫不奇怪，四处寻找新鲜的、穿着得体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家们抓住了众包的机会，把它作为一种释放互联网文化中潜在的、或者说天生的天才的技术。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双重利用都是某种大局权衡的一部分。毕竟，社交网络已经打开了一个信息丰富的公共产品的全新世界——包括反资本主义组织的潜力;真正的自由市场;点对点共同价值创造;大众获取文化;网络抗议;以及各种各样的替代经济(如果你相信有关Twitter的网络炒作的话)



它甚至是推翻中东和北非国家独裁统治者的关键)。总的来说，可以说社交网络平台在资本积累的新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人们为维持非专有网络而付出的代价，这些网络的活动范围足够大，也足够异构，足以逃脱政府或公司的监视轨道。尽管封闭者正在努力推动，但目前的平衡仍然有利于公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被撇去的免费劳动，都可以看作是我们向整个互联网缴纳的一种什一税，让剥夺者远离我们真正珍惜的那部分互联网。



这不能怪电脑
自由劳工辩论的参与者常常近乎于认为，数字技术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它本身就应该为在就业规范领域打一个巨大的洞负责。然而，指责新媒体是技术决定论谬论发挥作用的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除此之外，它还忽略了过去15年里，旧媒体和其他就业领域中无偿劳动的激增。
毫无疑问，新媒体拥有将发行价格压缩到几乎为零的技术能力，它正在主持最快速发展的产业努力，以利用参与者的无偿劳动。但旧媒体也受到了志愿者或业余经济的严重冲击。没有什么比真人秀

TV的兴起更明显了，它几乎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退化的劳动部门。事实上，在利用免费内容作为商业模式的方向上，第一次重大挫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TV行业，当时，为了应对有线电视频道的爆炸式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观众分化，制片人引入了类型格式，从而降低了制作投入和专业劳动力成本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对娱乐工会的攻击。对此的回应是，其中几家媒体工会和工艺行会掀起了罢工浪潮。1988年美国作家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长达22周的罢工在TV史上意义非凡，因为它为该行业播出时间最长的节目《COPS》打开了大门。面对严重的内容短缺，同时也在寻找污点材料，福克斯电视网批准了这部没有剧本的节目，它不需要演员的工资，而且制作成本极低。事实上，在《COPS》(COPS)中，使用手持摄像机捕捉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执行更侧重于行动的任务，开创了许多电影真实感节目。
自2001年以来，随着《幸存者》和《老大哥》的巨大成功，真人秀TV和业余挑战游戏节目所占的节目份额激增。这些节目的制作成本只是传统的、有剧本的电视剧制作成本的一小部分，而收视率和利润却反复无常。事实上，它们的制作成本非常低，几乎所有的制作成本都是在第一次播出时赚回来的;辛迪加或海外销售则是纯利润。从一开始，业主就坚持制片人和编辑与其说是编剧，不如说是编辑，写写剧本和对话，把现实生活中的大块内容拼凑在一起。任何看过真人秀原始画面的人都能看出，这些对话都是经过精心编写和策划的，那些通常分多次拍摄的所谓真实场景，都是高度建构的。尽管如此，这种虚构还是被用来保留的



美国作家协会脱离现实节目因此，网络也开始将游戏节目归类为真人秀节目，以便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制作它们。
不出所料，没有工会组织的真人秀行业充斥着不合标准的条件。下层工人，如制片助理、伐木工、助理编辑、司机和其他技术人员，经常被要求每天工作18个小时，没有午休时间，没有健康或其他福利，他们还面临雇主的强迫，要他们提前交考勤卡。工资率一般是照本付酬的节目雇员的一半，而且大多数加班费是没有报酬的作家迫于电视台准时制节目的压力，也面临着同样的工资和工时违规问题，而且，由于他们通常是随意雇佣的，因此长期处于工作不稳定状态
业余选手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被视为演员，因此不享有演员工会提供的权利和保护。然而，与头奖经济相适应的是，顶级节目中的人才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确，有些人每集都能获得可观的报酬，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报酬来自于以代言形式出现的售后收入。然而，如果有的话，大多数人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津贴，而他们曝光的代价是忍受被剥夺睡眠和大量饮酒的条件，这些条件旨在引发屏幕上的紧张、冲突和对抗。
这些老媒体行业的劳工违规行为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娱乐行业仍然高度工会化的背景下。在工会没有任何立足点的新媒体世界里，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模糊，以及对业余或用户投入的广泛利用，从一开始就是规范的。因此，更准确的结论是，虽然数字技术并没有催生自由劳动的模式，但它已被证明是非标准工作安排的高效推动者。
免费劳动激增的另一个例证是白领或无领实习，这可以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工作类别，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试图进入日益精简和残酷的工作场所。新入职者现在竭尽全力(包括在实习市场上直接为职位付费)，以获得一份无薪实习(通常是许多实习中的第一份)，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撰写简历，在进门时迈出一步，或者在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占得先机。当然，这一飞速发展的行业的最大受益者是雇主。在罗斯·佩林关于实习激增的书中，他估计美国企业每年仅从实习中就获得了20亿美元的补贴，这还不包括许多公司通过雇主错误分类而进行的大规模避税佩林证实，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期间，一代全职工作变成了实习工作，而以前的带薪实习工作迅速变成了无薪实习。据估计，现在美国有50%的实习工作都变成了无薪实习



无薪或低于最低工资，德国为51%，英国为37%。
如果实习真的是一种理性的职业投资，有保证的回报，那么这种形式的雇佣行为的道德准则就会更加透明。但是佩林引用的转换率——记录有多少实习生变成了固定职位——并不是很令人印象深刻。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在一些公司，这一比率曾经高达50%，但近年来，这一比率急剧下降，而且是全面下降。事实上，这些数字正趋向于抽奖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晚期新自由主义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事情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实习只能为你赢得相当于白领工作经济中的彩票。
考虑到这些微不足道的机会，为什么更多的年轻人没有转向蓝领实习的前身，即技术行业的学徒?学徒制仍然提供了一条坚实的道路——尽管要经过漫长的试用期——在多达一千种行业中获得独特的生计。其中一些职业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消亡，但大多数职业相对安全，不会被外包——水管工和电工的工作不会被转移到海外。因此，它们与手工工艺的联系也唤起了一种手工艺自主性，这让我们中间的道德家兴奋不已——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Crawford)的书《商 店 课 》(Shop Class)受到了过热的欢迎，被 称 为“灵魂工艺”。毫无疑问，体力劳动的耻辱仍然是引导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考虑贸易学徒的最大因素。但是，大多数有问题的行业仍然是男性的据点，这是一个不方便的事实，阻碍了克劳福德努力提升他自己热爱的摩托车维修艺术和类似的职业精神。虽然注册学徒中只有不到10%是女性，但女性往往主导着白领和无领工作中最不稳定的部门，而且她们被分配了大部分无薪实习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一项调查，她们占了77%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习经济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工作女性化的另一种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到大多数女性，做了很多无偿的工作。实习劳动还模糊了任务与合同、责任与机会、情感性工作与工具性工作之间的界限。当这些界限被消除时，女性的负担就不成比例了。实习所带来的牺牲、权衡和羞辱，更让人联想到传统类型的女性工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过去被称为二级劳动力市场(以区别于一级市场产生的家庭工资)。
实习与我们的整体讨论特别相关，因为大多数实习生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这方面，这是自我剥削的扭曲心态的又一个例子，这种心态已经走向了就业的杀戮场。今天，对于什么是工业中有工资的工作场所的公平劳动，人们已经达成了相当广泛的共识



更准确地说，在这个话题上分歧的范围是有限的。人们或多或少理解血汗工厂是什么，也认识到它的条件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在新的、放松管制的就业经济中，我们很少有标准来判断受薪或自由职业部门的公平，在这里，任何在工作和报酬(更不用说工作和娱乐)之间划清界限的努力似乎都越来越无效。



是不是马克思?

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将工作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或使用者，或者从正式的生产场所转移到分散的消费点。迈克尔·帕尔姆
(Michael Palm)对自助服务兴起(这一工作转移历史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描述，始于贝尔淘汰了电话接线员，转而支持客户拨号。说服电话客户自己承担额外的拨号工作需要大量的哄骗，更不用说实践教育了当然，回过头来看，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电话生产商手中接过的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相比，为自己拨号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想想买家花在研究和组装消费品上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或者各种各样的客户服务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用户输入量的增长。因为这些时间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客户服务的，它们是最让我们恼火的，所以我们最终把愤怒发泄在机器人的声音上，或者在班加罗尔倒霉的呼叫中心的员工身上。

但这些负担只是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等意大利运营主义理论家所说的“社会工厂”最切实的证据。根据这一论点，工厂的工作纪律被输出到远远超出其围墙的地方，在我们的日常社会活动中，很大一部分生产工作随后被越来越多地无偿执行。因此，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的净主体性——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工作场所的辛劳，都成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这一论点时，它是对资本所有者努力将自己从与工会化的、经常是激进的工人组织的工厂约束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先锋派分析。将工作转移到传统生产地点之外，只是资本的部分回应。另一种方法是搬迁到成本更低、没有工会的地方，第三种方法是尽可能地让劳动力临时工化。如今，离岸外包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多数职业的临时工大军似乎势不可挡。社交工厂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前卫之处，至少在《商业周 刊 》
(Businessweek.19)的页面上公开讨论和敦促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和众包技术提取租金的商业策略时没有

在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会议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否仍然适用于以Facebook为代表的资本积累新模式。这种令人愉悦的工作——有时也被称为“游戏劳动”或“游戏劳工”——的新形象确实适用 



似乎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如何从社会必要的有偿劳动中产生的经典分析。另一方面，意大利学派的一些评论家认为，马克思在《政治批判批判》中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段落中预言了资本主义对“一般智力”或“社会大脑”的日益依赖——这是生产认知模式的来源和代理人的庞大的合作知识网络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似乎确实能够适应或解释作为非物质劳动组成部分的捐赠性或激情性努力的剥削性使用。
在回应关于马克思的相关性的第一次辩论时，值得注意的是，有偿劳动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观察工作的镜头。迈克尔·丹宁认为，对马克思来说，劳动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无薪工作

(因此更难以衡量)的扩散可能是理解全球经济生活的一个更好的分析立场。毕竟，有限的、有工资的工作日(以及每周5天工作制)的模板，连同其对相互遵守的规则、义务和期望的正式包装，是战后劳资双方暂时休战期间发达经济体讨价还价的高度人为的产物。虽然它在那几十年里被采纳并称为标准就业，但它的规范没有任何自然之处，而且它几乎只适用于工会化的男性产业工人的主要就业。事实上，这种密切竞争的安排漂浮在家庭无偿工作的海洋上，它与第二就业部门的临时工作和非正式部门的无薪工作共存，这两种工作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都在膨胀。
此外，毋庸置疑的是，从历史上到今天，绝大多数人类劳动力都没有工资——例如，印度只有7%的劳动力享有固定工资和薪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很有可能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有限工作日内从事有偿劳动，可能很快就会被视为一小部分人的短暂常态，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雇于世界上日益陷入困境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不稳定工作的激增——无论是在低工资的服务业，还是在高工资的知识和创意产业，在这些行业中，个体经营或零工制越来越成为常态——可能被视为正式模式的退化，但是，那些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标准就业之外的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40岁以下的劳动力除了不稳定的不充分就业外，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对什么是公平劳动或不公平劳动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是高度语境化的，需要不断调整。他们不就是自己被剥削的仲裁者吗?不然的话，就接近于指控他们有“虚假意识”。 



关于一般智力的问题，一些高增长的工业部门越来越依赖思想和创造性人才，资本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以保证认知技能的供应，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只要资本所有者对知识属性的控制得到保证，他们就愿意在劳动纪律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创造性工作领域现在拥有多种形式的自主性和自组织，与泰勒式的标准化和去技能化规则相去甚远。然而，围绕知识属性的复制之争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在数字版权管理的监管问题上，与认知阶层中热爱公共资源的黑客部分发生了持续的小规模冲突。因此，将资本暴露在开放的知识网络中寻求利润来源也有其自身的风险;当同样的知识可以免费广泛获取时，对技术上特定的商业模式的投资可能会迅速走下坡路。在免费投入的情况下，给予的手也是索取的手。
因此，关于资本对一般智力的依赖，我们至少可以说，其结果是一个参与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竞争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在这方面，我们远远超出了工厂门口的对抗——这是工资劳动者努力谈判出售劳动力或工资合同谈判的习惯场所——这是限制这种对抗的法律或象征性努力。的确，正如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最近指出的那样，与其他政治原因相比，在薪酬斗争中消耗精力的认知者或创造性人士往往更少。他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关于教育、社区发展、食物主权、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的斗争中，投入到信息格局或其他受不公平分配影响的问题上
然而，如果像一些非物质劳动的倡导者那样得出结论，认为资本由于需要广泛地搜寻，特别是在不确定和敌对的地形上寻找认知投入和盈余而被削弱或被打败，那就太天真了。当前的租金提取热潮的证据是，新市场的利润远不是软的，无论是对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巨型垄断者，还是对Demand Media和Associated content这样快速扩张的内容农场，还是对规模较小的内容聚合器军团来说。此外，它们的商业模式是高度量化的，与用户或贡献者投入的可测量价值非常精确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我们绝不清楚，日益成熟的互联网指标行业是否代表着与劳动价值论的盈利计算的重大背离。正如克里斯·雷曼(Chris Lehman)所指出的那样，数字劳动体系非但没有将工人生产率和报酬的惯例彻底改变，反而“仅仅是将报酬从收费流的下游进一步送到了不择手段的收藏者手中”。25

信息部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速度也不应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工厂大门不再是重要的爆发点。几乎所有的技术



该部门的基础设施是在东亚的世界工厂制造的，那里恶劣的工厂条件经常引起高强度的劳资冲突。创造性的使用，比如笔记本电脑，涉及到高度定制的工作体验，象征着后福特主义的流动、灵活、自我组织的形象，其制造条件则截然不同。在电子产品生产链中，雇佣数十万工人的工厂越来越普遍，该行业最近的趋势是将所有组件操作整合到一个屋檐下，而不是将其外包给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其结果看起来有点像打了类固醇的福特主义。
广达(Quanta)、仁宝(Compal)、纬创(Wistron)和英业达(Inventec)等台湾大型原创设计笔记本电脑制造商，通过建立遍布东亚的零部件供应链，并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整合和组装成品，逐渐垄断了全球生产。然而，由于台湾另一家重量级企业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简称鸿海富士康)2009年进入笔记本电脑行业，这种承包模式目前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富士康在工业领域的崛起，可能会像沃尔玛改变零售业那样，给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按照富士康高管们的幽默说法:“20年后，只会有两家公司;一切都将由富士康制造，然后由沃尔玛销售。直到最近，该公司本身还是台湾笔记本电脑巨头的供应商。由于制造零部件的利润率远远高于电脑组装的利润率，富士康能够通过整合所有零部件制造，并降低自己在最终组装工作上的利润率，来接受它们。如今，作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拥有超过100万名员工的富士康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通过与其他零部件供应商合并，迫使这些前客户采用其垂直生产方式。此外，作为这家巨型企业努力成为原创设计制造商的一部分，它正在发展自己的设计能力，最终目标是挑战目前为其供货的顶级品牌:戴尔(Dell)、惠普(Hewlett-

Packard)、苹果(Apple)、宏碁(Acer)和索尼。
富士康也是一家因其庞大工厂的军国主义劳动纪律而声名狼藉的公司。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厂区发生了一系列工人自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该厂区拥有40万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青年农民工。共有1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幸免之难。这些死亡事件被广泛解读为对工厂残酷劳动条件的一种存在主义回应，而苹果iPad的强劲市场需求带来的压迫性加速加剧了这种反应。在第12次从宿舍窗户跳下后，一名工人的博客发表了这样一篇令人心酸的帖子:“也许对富士康员工和像我们这样的员工来说



使用死亡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曾经活着，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只有绝望。” 富士康首席执行官郭台铭(Terry Gou)发起了一场广泛的公关运动，以回应抗议，并承诺加薪。然而，对自杀事件最能说明问题的回应，是将生产转移到内陆的西部省份;到长江上游1000英里处的重庆，到四川省会成都，再到富士康五分之一的劳动力所在地河南省会郑州。富士康有很多公司。这是自十年前台湾海峡两岸人口迁移以来最大的一次重组，整个个人电脑行业似乎都在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重庆和成都，以利用那里廉价得多的劳动力、慷慨的政府补贴(内陆省份激烈竞标的结果)、以及远离劳工和人权组织审查的地点。但这一次，富士康走在了前列，它的劳动纪律和垂直生产模式正在引领潮流
富士康整合生产的举动可能看起来像是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IBM模式，当时最初的计算机巨头在内部生产一切。因此，富士康庞大而无情的工人队伍也让人想起了20世纪早期的泰勒式装配线。这两种工业模式本应积灰，与过去的大众社会时代无可挽回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们却在这里，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之一的利润丰厚的中心蓬勃发展。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反血汗工厂活动人士一直试图迫使全球北方的消费者直面他们购买服装背后的人力成本。同样的道德运动能否适用于信息技术产品，还有待观察。服装从来没有那种神奇生产的气息，支撑着高科技的光环。对于富士康的龙华工人来说，他们使用了最极端的手段来引起公众的注意——“死亡是证明我们曾经存在过的唯一方式。”通过他们的自杀，他们阐明了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死劳动”原则的字面含义。他们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个以这种方式公开自己异化的人。



《链帮的两头》
在马克思著名的分析中，要使具身在工厂机器中的“死劳动”复活，就需要“活劳动”。作为产生的剩余的结果(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吸血鬼行为)，资本能够像僵尸一样漫游到任何它喜欢的地方，直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它的奸商被迫在自我管理的驱魔行为中挖掘自己的坟墓。以新一代的工作技术，特别是移动技术为例，活劳动也被允许自由活动，选择何时何地打卡，以及是否在途中玩耍。作为对这种难得的许可的回报，虽然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激，但我们似乎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免费工作，或者以相当大的折扣。无论他们是在咖啡馆、远程办公“酒店”还是在海滩上工作，移动办公似乎都远离了工业时代令人汗流浃背的区域。但他们的数字成就依赖于生产链另一端的大量劳动力的统一管理，其中一些规模更大，控制更严格，这是亨利·福特

(Henry Ford)所梦想不到的。就在我们梦想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工具和应用的同时，这些个人的愿望也被挖掘和收获，变成了工业需求，而这些需求由现代性所见过的最非个人的人力资源形式提供服务。
在这些低工资的制造业地区，工作是女性化的，不是因为它涉及工厂和传统女性家庭领域之间的模糊，而是因为劳动力不成比例地由人口中最脆弱的部分组成:农村少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工厂劳动力池中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年轻女性也不成比例地进入了生产链另一端的自我雇佣和创造性劳动的不稳定世界，正如麦克罗比所说，她们在移动，“从劳动后备军”进入了“新劳动形式的中心地带”。第一类劳动力中的妇女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受到严格的约束，同时她们第一次有机会获得一些可支配收入，并感受到城市的自由。第二种——所谓的创意产业——的女性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和对自己生活安排的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同时她们在社交、多任务处理、以及对工作与休闲重叠的一系列社交技巧，使她们成为最适合新自由主义形式的灵活积累的理想工作者。
这些有创造力的工人在自己动手的经济中工作，在这种经济中，熟练的进入者通过拼凑不同的工作和收入来塑造自己的生计。然而，这个由定制工人组成的后工业世界并不依赖于自己缥缈的网络空间基础。就像我一样，它是捆绑在一起的



与工业化早期阶段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生产条件有关。服务于产业链两端的工人来自完全不同的阶层——一个是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另一个是资源不足的移民——但他们都有间歇性工作所带来的极端不确定性的生存条件。无论他们是在改革后监管日益薄弱的中国工作，还是在世界创意之都的温室里工作，他们都发现自己与任何社会保险的保护框架隔绝，被困在拥挤的自我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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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劳动
Tiziana Terranova

真正的非资本是劳动力。
—Karl Marx, Grundrisse

在数字媒体行业工作从来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有趣。当然，对于那些最知名、最有价值的公司的员工来说，工作可能是一种短暂的体验，感觉一点也不像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互联网繁荣时期，同名网络杂志的“网奴”们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抱怨这份工作无耻的剥削性质、繁重的工作节奏和无情的临时工他们大谈“7天24小时的电子血汗工厂”，抱怨每周90小时的工作时间和“新媒体公司的低能管理”。”3新媒体行业的对立情绪，也影响了大批为互联网巨头运营知名网站的志愿者。1999年初，美国在线的1.5万名“志愿者”中，有7人要求劳工部调查AOL是否欠他们多年免费玩聊天主机的工资，从而撼动了信息之爱这艘船。他们过去工作时间很长，而且乐在其中;但他们也感受到了被数字媒体灼烧的痛苦。
这些事件指向了对数字劳动的美化不可避免的反弹，这凸显了它与现代血汗工厂的连续性，以及知识工作的日益退化。然而，作为熟悉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中的劳动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忽视。网奴不仅仅是互联网上一种典型的劳动形式;他们还体现了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与劳动的复杂关系。
在本章中，我把这种使互联网成为蓬勃发展和过度活跃的媒介的过度活动称为“自由劳动”——这是整个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得到承认的价值来源。通过将互联网视为自由劳动所发挥的基本作用的具体实例，本章还强调了数字经济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所称的“社会工厂”(或“societyfactory”)之间的联系。4社会工厂描述了一个过程，即“工作过程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设定



运转中的是一台真正复杂的机器。网络上的自由劳动同时是自愿给予的和无偿的，是享受的和被剥削的，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建立虚拟空间等活动。互联网远不是一个不真实的、空洞的空间，它是由文化和技术劳动彻底地激活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价值生产，这种价值生产完全内在于整个网络社会的流动之中。
然而，英美文化理论的近代史立即使支持这一论点变得复杂起来。在三十年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拆除工作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谈论劳动，尤其是文化和技术劳动?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生化人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的后现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阐明了1980年代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分析的反感背后的一些原因。哈拉威明确地拒绝了理论家的人文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后者是“卓越的特权类别，使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克服幻想并发现这一点。

这是改变世界所必需的观点。6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同样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奴隶后代的劳动分析的不足的不满，他们认为艺术表达是“实现个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7如果劳动是“使[白人]成为人的人性化活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人性化的劳动并不真正属于网络化、后人类智能的时代。
然而，哈拉威在《宣言》中所描述的“统治信息学”当然是专注于控制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其发表后的20年里，这种三角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互联网的扩张为当代的趋势提供了思想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趋势包括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持续的再培训、自由职业，以及“补充”(带来)等实践的扩散

从传统办公室带回家的补充工作广告宣传和商业手册暗示，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去中介化的场所(体现了著名的中间商之死，从书店到旅行社再到电脑商店)，而且是一种灵活的集体智慧得以形成的手段。
本章并不试图对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作出判断。我更愿意做的是绘制出互联网与自主主义社会工厂连接的方式。我将研究“外网”——纵横交错并超越互联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网络——是如何包围并连接后者与更大的劳动力、文化和权力流动的。为了理解互联网的现实如何作为一个整体与晚期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超越网络空间是关于逃避现实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被定义为“外部”的现象有关 



“经济”的理论观点(如交易成本理论)，表明“价值的生产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生产要素的获取和。
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财富。9文化和技术工作是互联网的核心，但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活动。这种劳动并不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所独有的，而是后工业经济的普遍特征。这种生产的普遍性对生产与消费、劳动与文化之间的固定区分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它也破坏了吉尔罗伊将工作区分为“奴役、苦难和从属”，将艺术表达区分为自我塑造和集体解放的手段。然而，生产与消费、工作与文化表达之间日益模糊的疆域，并没有标志着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重组。互联网不会自动把每一个用户变成一个活跃的生产者，把每一个工人变成一个创造性的主体。在自由劳动范畴内重新配置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标志着另一种价值逻辑的展开，这种逻辑的运作需要仔细分析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是对上述一些过程的一种概括。作为一个术语，它似乎描述了一种一方面与后现代文化经济(媒体、大学和艺术)相交，另一方面与信息产业(信息和通信综合体)相交的形态。这种两种不同生产领域的交叉构成了对劳动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参与的挑战——与所有权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和消费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相比，劳动问题对媒体研究来说已经成为边缘问题。
在这里，我们将区分新经济——“一个承认其与互联网公司传统关联的历史时期标志”——和数字经济——一种基于数字化信息的关键特征(易于复制和低成本或零成本共享)的不那么短暂的现象。在理查德·巴布鲁克的定义中，数字经济的特点是新技术的出现(计算机

网络)和新型工人(数字工匠)的出现根据巴布鲁克的观点，数字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包括公共因素(国家对产生阿帕网的原始研究的资助，对学术活动的财政支持，在塑造互联网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驱动的因素(试图通过重新引入商品化来占有数字经济的后来者);以及礼物经济元素(资本主义生产前沿的真实表现，为其最终克服为未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做准备)。 

巴布鲁克提出的是，把资本主义的未来与信息商品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的愿景包含了一个基本的误解。他指出，在讨论组、邮件列表和程序员分布式学习的世界里，互联网远不只是一种销售商品的新方式。跨距离合作和无金钱交换的关系占主导地位，表明这是一种实践关系，具有可行的、可替代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不受物理距离的限制，他们在没有金钱和政治直接中介的情况下相互合作。他们不关心版权问题，他们提供和接收信息而不考虑报酬。在没有国家或市场来调解社会纽带、网络的情况下



相反，社区是通过时间和思想的恩赐所创造的相互义务而形成的
巴布鲁克关于信息共享的观点后来被点对点、文件共享网络的爆炸式发展所强化，这是一种巨大的网络现象，令音乐和电影行业奋起反抗。巴布鲁克从马克思-黑格尔的角度出发，把高科技礼物经济看作是一个从内部克服资本主义的过程。高科技礼品经济是一个开创性的时刻，它既超越了新左派自己做文化的纯粹主义，也超越了自由市场理论家的新自由主义:“货币商品关系和礼品关系不仅相互冲突，而且共生共存。”14礼品经济的参与者并不不愿意利用市场资源和政府资助来追求自由交换的potlatch经济。然而，potlatch和经济最终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市场经济总是威胁要将礼物经济的共同飞地重新私有化。在巴布鲁克看来，商品化，即属性制度的重新定位，是资本主义试图重新吸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策略。
这一早期尝试提供了一个思考数字经济的辩论平台，过分强调了高科技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的自主性。作为互联网特征的交换过程，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在经济前沿的重新出现，一个被压抑的他者，恰好在共产主义似乎被击败的那一刻重新浮出水面。重要的是要记住，礼品经济作为更大的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后期资本主义整体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免费劳动力的提供，是整个经济中价值创造的一个基本时刻——超越了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我们将明确指出，使免费劳动成为数字经济重要元素的条件是基于一个困难的、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创造性生产的文化和情感欲望(这种欲望通常与吉尔罗伊强调的“个人自我塑造和公共解放”联系在一起)与当前资本主义强调的知识作为附加价值的主要来源之间的实验性妥协。
美国在线的志愿者，网络奴隶和业余网页设计师，并不仅仅因为资本希望他们工作，而是他们表现出对情感和文化生产的渴望，尽管如此，这种渴望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是社会塑造的。支持数字经济的文化、技术和创造性工作，是由于资本的发展超越了早期的工业和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而成为可能的，因此在后福特主义已经发挥作用的那些领域尤其丰富



几十年的时间。在过度发达的国家，工厂的终结表明了旧工人阶级的过时，但它也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他们被反复称为有意义商品的积极消费者。自由劳动是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消费被转化为过剩的生产活动的时刻，这种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又经常被无耻地剥削。
管理理论也越来越关注知识工作的问题，知识工作是一种难以定义的品质，它对刺激创新和实现竞争目标的过程至关重要。例如，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新经济管理文献的经典范例《数 字 经 济 》(The Digital Economy)中 写 道，一种“基于人类智能网络化的新经济”。15 .人类智慧提供了急需的附加价值，这对组织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然而，人类智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它不能以与更传统的劳动类型完全相同的方式管理。知识工作者需要开放的组织结构才能进行生产，因为知识的生产根植于协作;这就是巴布鲁克所定义的“礼物经济”: 

监督管理的概念正在转变为以团队为基础的结构。任何负责管理知识型员工的人都知道，他们不能被传统意义上的“管理”。他们往往拥有管理人员无法匹配甚至无法理解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管理层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是首先通过向他们推销组织来吸引和留住这些人才，其次是提供创造性和开放的交流环境，使这些员工能够有效地运用和提高他们的知识

因此，在泰普斯科特看来，数字经济神奇地解决了工业社会的矛盾，比如阶级斗争;而在工业经济中，“工人试图通过休闲获得满足[并且]……被异化于由他人拥有和控制的生产资料”，在数字经济中，工人通过工作获得满足，并在她的大脑中找到她自己的、未异化的生产资料这样的生产资料需要通过鼓励工人参与一种交换文化来培养，这种文化的流动主要保持在公司内部，但也需要涉及“外部”，即与快速发展的知识世界的联系。大会、展览和会议——支持这种普遍交流的更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公司内外网络技术的补充。虽然这些知识流动的流量需要被监控(因此，公司关心内部网的使用)，但互联网有效地发挥了一个工具的作用



channel through which human intelligence renews its capacity to produce.

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管理文献的总体炒作，同时也超越巴布鲁克的礼物经济模型的一些概念限制?在关于数字经济的辩论中，一些话语将其视为一种对立运动，而另一些话语将其视为对价值提取新机制的功能发展，我们将探讨对这种共存的一些可能的解释。经理大师所希望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终结，与左派话语所预示的礼物经济是一回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从“数字经济”在高级劳动形式中的排他性锚定中减去“数字经济”的标签来开始打破这种僵局(我们可以从消除它的先锋性开始)。本章将数字经济描述为一种内部捕获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知识池的特定机制。数字经济是价值和自由文化/情感劳动实验的重要领域。它涉及特定的生产形式(网页设计、多媒体制作、数字服务等)，但它也涉及我们没有立即意识到的劳动形式:聊天、真实故事、邮件列表、业余通讯等等。这些类型的文化和技术劳动并不是由资本主义以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方式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作为对资本经济需求的回答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它们的发展是与文化产业的扩张相关的，是一个从知识/文化/情感中创造货币价值的经济实验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不同于流行的左翼智慧所描述的关于整合真实文化时刻的过程:因此，它不是关于资本的坏男孩进入地下亚文化或从属文化，并将其生产的成果(风格，语言，音乐)纳入媒体食物链。这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特定文化形态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其真实阶段的终结。在合并之后，当地文化被拾取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而促成文化杂交或文化帝国主义(取决于你听的是谁)。与其说资本从外部吸收了集体想象的真实成果，不如认为文化流动起源于一个始终且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领域，这似乎更合理。合并不是资本降格到真正的文化上，而是将集体劳动(甚至作为文化劳动)引导到货币流动及其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的结构中，这是一个更内在的过程。
几十年来，亚文化运动塞满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口袋。在早期文化时刻消费的滋养下，亚文化为服装、cd、电子游戏、电影和电视广告的销售提供了外观、风格和声音。这通常是通过亚文化的积极参与来实现的



参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成员(例如，音乐领域的独立厂牌，时尚领域的小型设计师商店)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参与是一种自愿的现象，尽管它经常伴随着“售罄!”集体文化劳动的成果并没有被简单地挪用，而是在资本主义商业实践中被自愿地引导和有争议地结构化。在这些运动中，文化、文化产业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比合并的概念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经济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只是这段更长的实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知识阶级与非物质劳动
尽管对互联网的民主潜力有无数或多或少虚伪的支持，但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总是有点过于紧密，让关心的政治头脑感到不安。通过指出计算机网络如何成为信息资本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核心，来抵消天真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一直是非常诱人的。在电视上做广告、由印刷媒体描绘的互联网，似乎不仅是资本不竭地寻找新市场的最新化身，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共识创造机器，它把无产阶级化的大众社会化了

知识工作者融入经济不断创新毕竟，炒作暗示，如果我们不尽快上网，我们将变得过时、不必要、可丢弃。如果我们上网，我们被承诺，我们将成为“蜂群思维”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由网络化、智能化主体组成的非物质经济，负责加快资本“不断的分支创新浪潮”的节奏。”20位多媒体艺术家、作家、记者、软件程序员、平面设计师、活动人士以及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是它的文化精英，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化劳动的新形式因此，数字工人被描述为抵制或支持资本的计划，这往往与他们在网络化、水平化和等级化的知识工作世界中的地位直接相关。
因此，对互联网的政治潜力的任何判断，不仅与它被大肆吹嘘的允许分散获取信息的能力有关，而且与谁使用互联网以及如何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有关。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要让网络的去中心化结构发挥任何作用，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它的构成人口(因此才会有关于互联网用户的使用、收入、性别和种族的没完没了的统计数据——世界上调查最多、调查最多、但却不透明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个互联网用户群体主要由知识工作者组成，那么这些人是被视为精英文化和经济权力的所有者，还是被视为不能自动保证精英地位的新劳动力配置的先锋派，这一点很重要。
谁在使用互联网的问题既是必要的，也是误导的。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我们必须先问谁在参与数字经济，然后才能对后者做出判断。它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是因为它暗示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一个阶级中定位知识工作者，知道它是哪个阶级，就会给我们一个关于整个网络的政治潜力的答案。如果我们能证明知识工作者是劳动的先锋派，那么网络就会成为一个抵抗的场所;22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



知识工作者在信息社会中掌握着权力，那么网络就成了中产阶级的一个扩展的封闭式社区即使承认知识工作者在等级和地位方面确实是分散的，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帮助;它仍然会导致一个简单的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网络变成了知识阶层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场域。
知识对量化的顽固抵制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知识不能被完全地限定在特定的社会阶层上。尽管从工厂到办公室工作，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符合条件而有些人不符合却不清楚知识工作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学范畴。
然而，一个更有趣的举措是，不去寻找可量化参数中的知识阶层，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上。虽然阶级的概念保留了一种物质价值，对于理解具体的历史主体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冻结了主题，就像化学周期表中的实体一样——一种元素出生时是某种元素(工人阶级的金属)，但如果经过适当的炼金术过程(教育和收入)，它可能变成另一种元素(中产阶级的硅)。这种对阶级的理解也冻结了文化和金钱的流动，而文化和金钱可以动员整个劳动力。就互联网的使用而言，它引发了我上面描述的一般化的赞同和谴责，并没有解释或理解互联网用户的异质性和共同性。因此，我发现用意大利自主主义者，尤其是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来思考会更有用。在拉扎拉托看来，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指的是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方面，就商品的“信息内容”而言，它直接指的是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其中，直接劳动所涉及的技能越来越多地涉及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水平和垂直沟通)的技能。另一方面，就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而言，非物质劳动涉及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定义和固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等活动的种类。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公众舆论

与知识工作者不同，非物质劳动并不完全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形态。拉扎拉托坚持认为，这种形式的劳动力并不局限于高技能工人，而是每一个生产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



在后工业社会中。在高技能工人中，这些能力已经存在。然而，在年轻工人、“不稳定工人”和失业青年身上，这些能力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存在的，但仍未确定。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是一种虚拟性(一种未确定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属于后工业生产的主体性。例如，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强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阻止这种虚拟性消失或被引导到当前权力结构无法接受的地方。尽管先进资本及其与结构性失业的关系存在种种矛盾，但后现代政府并不喜欢完全失业的人。工作的潜力必须保持活力，失业者必须接受持续的培训，以便作为某种后工业储备力量，既受到监控，又保持活力。也不能让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实验性的、游牧的、反生产的生活方式中去，这种生活方式在英国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刑事司法法案》的猛烈抨击
然而，与后福特主义者不同的是，根据他的自主主义起源，拉扎拉托并不认为非物质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纯粹功能性的:

这种能力的虚拟性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非历史性的;相反，它是一种开放和潜力，它的历史起源和前身是福特主义工人的“反对工作的斗争”，以及在更近的时代，社会化、教育形成和文化自我增值的过程

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分散(作为一种虚拟性和现实性)使知识工人作为工业意义上的一个阶级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作为劳动力的一种集体素质，非物质劳动可以被理解为以不同程度的强度渗透到社会主体中。这种强度是资本主义形态按照其利润逻辑分配价值的“通灵”过程所产生的。28如果知识本质上是集体的，那么在后现代文化经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音乐、时尚和信息都是集体生产的，但都有选择性地得到补偿。在时尚和音乐的情况下，只有一些公司被企业分销链接走;只有少数网站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投资。然而，这是一种集体文化劳动，使这些产品成为可能，即使利润被老牌公司不成比例地挪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众所周知的“互联网物化了集体智慧”的说法并非完全不正确。互联网凸显了非物质劳动网络的存在，并加速了它们向集体实体的聚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能力就在



互联网包括写作/阅读/管理和参与邮件列表/网站/聊天等工作。这些活动不属于“抽象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将“抽象劳动”定义为为价值的生产提供时间，而不管产品的有用质量如何它们见证了一种欲望对生产的投资，这种生产主要是文化理论家在与消费有关的问题上理论化的。
在各种评论人士看来，这种生产活动的爆炸式增长被互联网人口的少数主义、性别化和种族化特征所破坏。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承认非物质劳动的存在是后工业劳动整体的一种弥散的、集体的性质，并不否认知识等级(包括技术和文化)的存在，它预先构造了(但不决定)这些活动的性质。这些等级塑造了这些虚拟成为现实的程度——也就是说，它们从潜在变为作为过程而被实现，构成文化、情感和技术生产的时刻。无论是资本还是活劳动，都不希望有一种永远被排除在非物质劳动可能性之外的劳动力。但这正是他们的欲望无法重合的地方。资本想要保持对这些虚拟的展开和增值过程的控制。因此，网络上相对丰富的文化/技术/情感生产并不是作为一种自由浮动的后工业乌托邦而存在的，而是与晚期资本主义充分、相互构成的相互作用。



集体思想
网络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式言论，提升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集体本质。例如，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提出，互联网是一个集体的“蜂群思维”。根据凯利的说法，互联网是自组织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原则在技术、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广泛存在。互联网是相互联系的人类思想的自组织、无限生产活动存在的物证皮埃尔·列维(Pierre Levy)从另一个角度借鉴了认知人类学和后结构主义哲学，认为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使“集体智慧”得以出现。列维受到早期计算机先驱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等人的启发，主张一种“融合并扩大自我认识和集体思想范围”的新人文主义。31列维认为，我们正在从基于“我想”这个单一概念的笛卡尔式思维模式过渡到集体的或复数的“我想”
(我们想)模式。

什么是集体智慧?它是一种普遍分布的智能形式，不断增强，实时协调，并导致技能的有效动员....32 .集体智慧的基础和目标是个体的相互认可和丰富，而不是对拜物教化或物质化的社区的崇拜

和凯利一样，列维将自己的观点框定在围绕数字化的霸权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竞争和灵活性的常见修辞之中:“我们越是能够形成智能社区，作为具有主动性、想象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开放、认知主体，我们就越能够确保我们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取得成功。”33在列维看来，数字经济凸显了在自动化过程中吸收智能的不可能性:与第一波控制论浪潮将工人从工厂中取代不同，计算机网络凸显了人类智能作为知识经济中真正价值创造者的独特价值。在他看来，由于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创造性主体性的生产，这种生产极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一种人类创造潜力的新中心。
特别是在凯利的案例中，人们很容易将蜂群思维和自我组织的互联网即自由市场的概念视为互联网淘金热的言论，这些言论很快被2001年或多或少出人意料的事件(互联网泡沫破裂、互联网复兴)所摧毁



国际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从硅片工厂的有毒世界到美国在线的电子血汗工厂，在那里，技术工作被降级，工人被淘汰的现象很严重，对这种心甘情愿地忽视高科技行业工作的现实，人们很难不产生一种恼怒的感觉在2001年姗姗来迟的千年虫大爆发之后，我们怎么能在不赞同有线革命的理想主义和目的论精神的情况下，坚持文化生产和非物质劳动在网络上(包括内部和外部)是集体的观念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观察开始:网络文化思想的自组织、集体智慧抓住了网络化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但在分析资本的整体运作(包括不同资本主义游说集团的共存及其与制度治理的关系)方面是有益的。毕竟，资本是集体智慧物质化的非自然环境。网络化智能的集体维度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势头的一部分。认同后葛兰西马克思主义的自主工人主义的意大利作家，通过关注工人在工厂之后所经历的突变，始终致力于这种关系。一个自我组织的集体智慧的概念看起来非常像他们的中心概念之一，“一般智慧”——一个自治主义者从马克思的《政 治 批 判 》 的 精 神中提取出来的概念，如果不是实际的措辞的话。“集体智慧”或“蜂群思维”抓住了一般智力的某些精神，但却消除了自主主义者对其与资本关系的批判性理论化。
在自主主义者最喜欢的文本《政 治 批 判 》 中，尤其是在《机器片段》中，马克思认为(正如保罗·维尔诺所总结的)

知识——首先是科学知识，但不是唯一的科学知识——恰恰由于其与生产的自主性，倾向于成为不亚于主要生产力的东西，从而将重复的和划分的劳动降格到剩余的位置。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知识，它已化身为机器的自动系统

《政 治 批 判大纲》中的“另一个”马克思(被20世纪60年代和
70年代反对《资本论》更正统认可的社会运动所采用)，在《片段》生动的篇章中，将工业机器系统描述为一个由金属和肉体组成的可怕怪物:

生产过程已经不再是一个劳动过程，不再是一个被劳动作为其统治统一体所支配的过程。相反，劳动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器官，分散在无数的个体活工人中间



机械系统要点;被纳入机器本身的整个过程之下，而机器本身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的统一性不存在于活的工人身上，而存在于活的(活动的)机器中，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强大的有机体，面对着工人个人的、微不足道的行为
意大利自主主义者从这些书页中提取了一般智力的概念，认为它是“知识的集合……构成了社会生产的中心”。37然而，与马克思的原始表述不同，自主主义者避开了将一般智力视为地狱机器的现代主义形象。他们声称，马克思完全将一般智力(或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与固定资本(机器)统一起来，从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般智力不能独立于具体主体而存在，而具体主体是机器之间相互衔接的中介。一般智力是固定资本(机器)和活劳动(工人)的接合。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和一般的计算机网络看作是最新的机器——固定资本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么不难想象，一般智力在今天依然存在。
然而，自主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将一般智力描述为人类和机器在后工业生产核心的组合。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金属和肉体怪物就会升级为一个跨越世界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计算机利用人类作为一种方式，让机器系统(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描述的视觉力量被赛博朋克对黑客一动不动的身体的快照所更新，电极像脐带一样将他们连接到矩阵，是一个活生生的、全能的网络空间的附录。除了特效带来的丰厚收益，《黑客帝国》系列的票房成功也验证了对这种变异的偏执解读的受欢迎程度。
对于这种描述中隐含的人文主义，自主主义者反对大众智性的概念，反对活劳动作为一般智性的决定性表达的功能。大众智性——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是活生生的主体及其语言合作的不可分割的知识的储存库....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储存在机器中，但是……它必须作为劳动力的直接相互作用而产生。38正如维尔诺所强调的，大众智性不是关于知识工作者的各种角色，而是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劳动力的一种“品质和独特标志”。”39

在管理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普遍存在的集体智慧可以被看作是对信息社会中劳动质量的共同直觉的结果。知识劳动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它永远是集体和社会生产的结果



40 .知识资本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个丰富而又有点棘手的领域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价值(用自主主义者的行话来说，就是“使之增值”)。
因此，集体知识工作不是关于那些在知识产业中工作的人。但它也与就业无关。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并没有阻止互联网内容的增长，也没有阻止互联网技术的突变。承认劳动的集体方面意味着拒绝劳动和就业之间的等同，马克思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女权主义和后葛兰西自治主义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劳动并不等同于雇佣劳动。这样的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拒绝一些关于失业的丑恶说辞，这些说辞把失业的人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国家政府施恩于人、推动和推动的对象。(接受任何可以找到的工作，否则……)通常失业者只是名义上的失业者，实际上他们是经济困难的命脉，从事着报酬微薄的幕后工作，其中一些还进入了新媒体行业强调劳动不等于就业，也意味着承认自由的情感劳动和文化劳动对新老媒体产业的重要性。



《短暂商品与自由劳动》
就其与文化和情感劳动的关系而言，旧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既有连续性，也有断裂。这种连续性似乎在于它们对公众/用户作为生产主体的共同依赖。两者的区别既在于生产方式，也在于权力/知识在两种类型中的运作方式。尽管各国的历史不同(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强调公共服务)，但以电视行业为例，它是相对保守的:编剧、制片人、表演者、经理和技术人员在这个仍由少数老牌参与者经营的行业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电视作为一种构建国家身份的技术，其历史遗产也意味着，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比新闻媒体更需要承担公众责任。
这并不意味着旧媒体不汲取自由劳动。相反，以电视和平面媒体为例，它们充分利用了受众/读者的免费劳动，但它们也倾向于将后者的贡献结构得严格得多，无论是在经济组织方面还是在道德判断方面。所有这些真实生活电视体验的代价通常是一剂沉重的道德危言耸听:罪犯在高速公路上横行，必须由严厉的警察行动来制止;狂野的青少年缺乏自尊，需要严厉的爱;自私和两面派的电视真人秀选手最终会得到报应。如果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互联网上，那么，为什么互联网不是它的辩护者所宣称的那种分散、分散、令人愉悦的文化生产的乐岛呢?

对于这类问题，最明显的答案来自于早期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将其归咎于互联网的商业化。人们指责电子商务和渐进式私有化破坏了互联网的自由经济，这种交换经济被理查德·巴布鲁克描述为礼物经济的确，也许因特网本来可以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地方。然而，几乎不可想象的是，资本主义能够永远置身于网络之外，而网络是资本主义自身组织结构的根本沟通方式。
资本和互联网之间的明确接口的结果是数字经济，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加速的所有迹象。也许互联网还没有稳定下来，但似乎不可否认的是，数字经济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最快、最明显的生产区域。新产品和新趋势以一种令人焦虑的速度相互接替。毕竟，这是一个你需要每年更换设备/知识，甚至可能是员工的行业。



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经济的速度，它加速的过时节奏，以及它对(大部分)非物质产品的依赖，似乎符合后现代关于商品地位变化的直觉，这些商品的本质被认为是意义(或缺乏)而不是劳动
(好像两者可以分开)因此，反复出现的关于互联网导致现实消失的抱怨，既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也是基于对重组商品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超现实证实了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的人文主义噩梦，这是对再现领域的进步接管的高潮。网络上的商品不是物质性的，相对于现实社会需求的极限来说，是过度的(商品太多，网站太多，杂乱和噪音太多)。

然而，有可能的是，商品的消失不是物质的消失，而是它对其背后的劳动质量的可见的从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本身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变得越来越短暂，持续时间被压缩，它更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成品。持续的、创造性的、创新性的劳动作为市场价值的基础，其作用对数字经济至关重要。价值增值的过程(货币价值的生产)是通过突出劳动的质量来实现的，而劳动的质量才是商品真正的生命力。
因此，数字经济挑战了后现代的假设，即劳动消失了，而商品占据并消解了所有意义。特别是，互联网突出了从持续的、可更新的工作中提取价值，而且它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光产生一个好的网站是不够的;你需要不断地更新它，以保持人们对它的兴趣，并抵制过时。此外，你需要可更新的设备(一般的智力永远是人类和他们的机器的组合)，而这些设备反过来又由程序员、设计师和工人的密集集体劳动推动。这就好像生产的加速已经推动到了商品，字面上，变成半透明的物体的地步。商品与其说是消失了，不如说是变得更加透明了，这表明它们始终依赖于生产和维持它们的劳动。通过一个成功的网站显示出来的是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劳动，也是这种劳动改变产品的奇观，让用户不断回头客。因此，商品的好坏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因此，互联网作为媒介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正如我们所说，这并不等同于就业)，只有一部分劳动力被风险资本主义反复无常的逻辑所过度补偿。在维持整个互联网的不可思议的大量劳动力中(从邮件列表流量到网站再到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免费劳动力。



然而，自由劳动并不一定是被剥削的劳动。在早期的虚拟社区中，我们被告知，劳动确实是免费的:建立一个社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它是免费的，没有报酬的)，但它也被心甘情愿地让步，以换取交流和交换的乐趣(因此，它是免费的，愉快的，而不是强加的)。为了回应会员的要求，信息被迅速发布和分享，缺乏调解，这一点早期的网民们并没有不欣赏。46 .霍华德·莱茵戈尔德的书，虽然被不公平地指责为中产阶级的自满，却是对旧互联网美好时光的最著名的描述，那时网络游客还没有战胜网络先驱者
数字文学的许多不同部分都承认支撑着互联网的免费劳动。尽管互联网经济具有不稳定的本质(昨天是关于社区的，今天是关于门户网站的，明天谁知道呢……?)，但用户劳动的概念保持着一种意识形态和物质的中心地位，在互联网时尚的动荡更替中始终如一。像霍华德·莱茵戈尔德和理查德·哈德森这样通常持不同意见的评论者，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最好的网站，在网络上保持可见性和繁荣的最好方法，是把你的网站变成一个不仅供用户访问，而且以某种方式由用户建立的空间用户通过他们的劳动，通过访问网站

(从而产生广告)、撰写信息、参与对话，有时跳转到合作者的累积时间，使网站保持活力。在维持AOL运行的15000名志愿者中，只有少数人反对它，而其他人则留下来。这种特性似乎是互联网特有的，可以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加以利用，但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依赖于互联网修补匠免费劳动的“开源”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数字经济内部的这种结构性趋势。
与邮件列表和网站相比，用户的劳动在开源运动中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是互联网辩论的一个有趣特征(也是其男性化偏见的证据)。这暴露了数字经济中对男性劳动理解的执着:编写操作系统比美国在线(AOL)的免费聊天更值得关注。尽管在1996年志愿服务最活跃的时候，有3万多名“社区领袖”在帮助AOL每月至少创造700万美元的收入尽管如此，开源运动还是比上面描述的更分散的用户劳动吸引了更多的积极关注。由于它所引发的争论以及它与整个数字经济的关系，它值得探索。
开源运动是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的旧传统的一种变体，它对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免费软件是免费分发的，甚至不要求用户付费。共享软件是分发的



免费，但用户有道德义务向生产者支付一小笔钱，以维持共享软件运动，作为微软等巨头受版权保护软件的另一种经济模式。“开源”指的是一种软件开发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程序的底层代码——源代码，也就是皇冠上的宝石——根据定义可以免费提供给公众，供其修改、更改和无休止的再分发。49

开源运动远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少数人主义的实践，它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金融界的关注。1999年，开源web服务器Apache成为了超过一半的可公开访问的web服务器的“web服务器程序选择”。
50从那时起，它已经扩展到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整个中国最近都宣布切换到Apache。风险投资家们焦急地参加着开放源代码大会，他们被数字专家告知，开放源代码是必须的，“因为你必须开放源代码才能获得开放源代码开发社区的好处——近乎即时的错误修复，网络的分布式智力资源，越来越大的开源代码库。像Cygnus这样的开放源代码公司让市场相信，你不需要对源代码拥有所有权来盈利:代码可能是免费的，但技术支持、打包、安装软件、定期升级、办公应用程序和硬件则不是。

1998年，当网景开放源代码，并邀请计算机修补匠和业余爱好者查看其新浏览器的代码，修复错误，改进软件包，并重新发布它时，专门的邮件列表就其影响交换了意见网景的举动重新点燃了关于数字经济特殊性的争论。它是否应该被解读为互联网礼物经济的传统?还是数字资本劫持了开源运动，完全违背了这一传统?理查德·巴布鲁克称赞网景公司的举动，认为这标志着网络媒体架构中固有的力量然而，约翰·霍瓦特(John Horvarth)等其他人却不这么乐观。他认为，网络上提供的“免费东西”，

要么是一种让你对另一种产品上瘾的产品，要么是让你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的产品。毕竟，接入人员和电信公司的目标是让用户花尽可能多的时间上网，不管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让你消耗带宽
霍瓦特并没有证明互联网礼物经济的持久性，而是声称网景的举动直接威胁到了那些独立的生产者，对他们来说，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正是那些网景所代表的“大男孩”的生存方式。



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是小生产者(其中许多是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大男孩的推土机效应的手段。而现在，这些推土机正径直向这个领域冲来。至于网刮网(原文如此)，这样的举动在商业上很有意义，但也给软件开发领域的工人带来了麻烦。该公司1997年第四季度业绩不佳，已经在暗示裁员。那么，还有什么比让免费软件人员进一步开发你的产品、让代码爱好者修复和进一步开发你的产品更好的裁员方式呢?网景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驯服免费软件这头猛兽，以确保利润

虽然把网景裁员的证据与巴布鲁克的礼物经济的乐观主义对立起来是很诱人的，但也许有更有成效的方式来看待像开源这样的理想主义运动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和当前对开源公司的风险投资狂热开源问题并没有代表一个融合了之前真实时刻的时刻，而是表明了数字经济本身对自由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无论是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意义上，还是在自愿付出的意义上。这包括美国在线的社区领袖、开源程序员、业余网页设计师、邮件列表编辑，以及为了数字工作的兴奋和不确定的承诺而愿意“为卡布奇诺咖啡而工作”的网络奴隶
这种依赖，几乎是一种依赖，是资本主义榨取价值的更大机制的一部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样的过程不是在资本之外创造出来，然后被资本重新占用，而是一段复杂历史的结果，在这段历史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构成的，相互纠缠的，并且在福特主义危机期间至关重要地形成了。自由劳动是晚期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种劳动欲望，晚期资本主义是既维持自由劳动又使其枯竭的场域。它通过有选择地但广泛地减少劳动可以自我复制的手段来耗尽它:从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倦怠综合症到整个文化经济中的报应不足和剥削。晚期资本主义没有占有任何东西:它培育、剥削并耗尽了它的劳动力及其文化和情感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技术上讲，不可能将网络的数字经济与后期资本主义的更大的网络经济泾渭分明地分开。特别是自1994年以来，互联网一直同时是一种礼物经济和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的错误(以Wired集团为例)，是把这种共存误认为是一种良性的、毫无问题的等同。
如前所述，这些过程远不局限于数字经济中最自觉的劳动者。它们是一种弥漫的文化经济的一部分，这种文化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运作



互联网及其他领域。从互联网的先锋时代到它的创业和衰退时代，这段时间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些机制，只是强化了它们。这一点在万维网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网与集
1999年冬天，《连线》(Wired)杂志宣布，仅仅过了5年，旧的网络已经死亡，这听起来像是它又一次响亮而短暂的声明:

旧网络是那些失业的、爱做梦的、反传统的人去重塑自我....的地方新网络不是要涉足你不知道的和失败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地为电视和网络内容通过相同的数字网络传送的那一天做准备

新网络由大公司组成，但也有让观众工作的新方法。在新网络中，经过先锋性的日子，电视和网络汇聚在一个共同点上:它们都依赖观众/用户作为文化劳动的提供者，这些文化劳动被贴上了“真实故事”的标签。网络媒体公司Oxygen的高管格里·雷伯恩
(Gerry Laybourne)想到了一个名为《他 们 在 想 什 么?》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品喜剧，改编自网上发布的故事，因为“有趣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59拜耳还补充道，“在它被制作出来之前，很难看出这一概念与被格里(Gerry)嗤之以鼻的更幼稚的电影(比如《美国最有趣》)之间的界限。”60

美国最有趣节目的幼稚内容与基于用户的内容之间的区别，似乎不在于新网络更严肃的本质，而在于电视真人秀和真人秀节目的低俗输出。从抽象的角度来看，真人秀依赖于观众创造力的方式与网站依赖于用户输入的方式并没有区别。与其他电视节目相比，人物类节目对观众和自愿参与者的活跃程度(即使是在最令人震惊的丑闻中)的依赖程度要大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他们从后现代文化经济中最不情愿的成员身上创造出货币价值:那些不能产生适销风格的人，那些没有资格进入知识经济的快节奏世界的人，通过他们表演苦难的能力，被转化为货币价值。
与互联网上的文化和情感生产相比，人物秀似乎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制作和发行这类节目的媒体集团)与其劳动力——不发达的北方那些被欺骗的、功能失调的公民——之间的一种不同的关系逻辑。在真人秀和TV中，观众作为劳动和奇观的价值增值总是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不允许即时的权力/知识联系中



脱口秀参与者的价值化:你不能让一个Jerry b施普林格的嘉宾在TV上独自讲述她的故事，而不经过任何调解(的确，这看起来太像公共服务广播的名誉受损的访问时段了)。没有真正的24/ 7的现实TV，但选择性编辑水平的增加和减少(根据从地面到数字TV和互联网的通信频谱的不同模式)。以谈话节目为例，不同层次的知识介入嘉宾和价值化装置之间，通过道德或治疗话语和更传统的制度性生产组织使功能失调的主体正常化。所以在演出结束后，嘉宾必须受到观众和主持人的劝导、光顾、质疑，并经常受到欺凌，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敷衍的、正常化的道德为名。在真人秀电视节目中，心理学家和其他专家也会被请来，提供权威的视角，通过这种视角，往往纯粹是偷窥的体验，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实验。
TV节目也属于另一种规模经济:尽管它们越来越多，但与网络上数以百万计的页面相比，它们仍然相对较少。就好像传统媒体的中心化组织，并没有让他们把人们的制作变成纯粹的货币价值。

TV节目必须有道德，即使这些道德被其主题的过度表演所打破。
然而，在互联网中，这种引导和裁决(责任、义务和权利)的过程是分散的，以至于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虐恋、兽交、恋物癖和普通的书呆子主义不是目标，至少在互联网中，作为需要纪律约束或解释的网站)。因此，真人秀与成功网站的质的区别，并不在于后者的民主倾向与前者的剥削性质相对。而是在于，在人展内部，多数主义话语机制的属地化运作，是一种道德的应用，而互联网上过度丰富的材料使这种道德变得多余，甚至不相干。数字经济对道德的关心只是切切切切的。它真正关心的是生产的丰富，与文化和技术劳动的直接接触，其结果是弥漫的、非辩证的对抗，以及资本主义增值模式本身的危机。



新结论:自由劳动的解放2012年2月
《自由劳动》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一个关于互联网未来的资助研究项目的成果，并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2000年代中期进行了部分重写。它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主张，互联网的未来将由用户积极参与的中心地位来驱动。第二个命题认为，这样的过程可以通过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工厂的命题以及非物质劳动和社会工厂的并行概念来有效地解释。今天，在长期的金融动荡和全球经济普遍放缓或衰退的过程中，社交网络的数字经济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宇宙，因为用户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web 2.0巨头的利润和市场价值是普遍低迷的经济气候的例外。这类公司的价值取决于用户的参与，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常识。创造这类公司价值的劳动力构成表明，与实际有偿劳动力的极小比例相比，自由劳动力存在大量过剩。此外，志愿工作、无偿工作、低薪工作以及富人与其他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已成为当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如何理解原文中提出的另一个论点，即这种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劳动形式，而且这种劳动正在被剥削?

将用户参与数字经济称为劳动，与其说是对一种无可争议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经验性描述，不如说是一种政治选择。认同自主主义者关于社会工厂的论点，意味着拒绝消费与生产的分离，并因此主张价值的生产不能再局限于有偿工作的空间和时间。这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中，为完成工作而支付的工资不再被认为是分配社会产生的财富的适当方式。
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围内，活劳动受到双重剥削。除了在有偿数字工作领域明显可见的日益增加的剥削(自主性的减少和生产率的降低)，我们还必须增加一种新的剥削——涉及文化和技术生产的非物质公地。这种剥削必须以不同于有偿工作的剥削的概念来定义。它意味着对自由劳动所产生的财富的私有化，其表现形式是潜在使用者对这种劳动成果的占有的贫困化。这种贫困化可以从单边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对用户互动产生的财富的占有和积累(包括成为公司属性的个人数据，以及分享、发布、链接、评论、等)，也体现在参与数字经济的实际质量上，这些数字经济受到网络巨头对社交网络平台技术配置的单方面控制的制约。由于这种剥夺的机制显然嵌入了使整个社会陷入贫困的金融化形式，要求解放自由劳动力意味着要求两件事:这样的利润应该归还给那些实际生产它们的人——也就是说，归还给活劳动——社交网络平台应该去私有化——也就是说，用户数据的所有权应该归还给他们的合法所有者，作为访问和修改结构他们参与的协议和图表的自由。
这些看似简单的结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像米歇尔·鲍文斯(Michel Bauwens)所说的那样，让免费劳动力获得它所产生的财富，并不意味着要向用户单独付费。既然自由劳动所产生的财富是社会性的，那么它的回报模式也应该是社会性的。这意味着将这些财富投资于共同性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投资于新的福利形式(从基本保障收入制度到住房、医疗、教育、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更大投资)。这意味着不仅在数字经济的特定领域内，而且在整个全球经济中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与当前紧缩、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权利以及极端竞争的趋势背道而驰。谁是应该进行这种斗争以扭转进一步贫困和剥削趋势的主体?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通道在哪里?

当前条件的模糊性隐含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在那些今天完全私有化并嵌入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交媒体技术的背景下，可以完成这种过渡的手段(匿名者可能例外)。正是在这些媒体中，我们目睹了社会和政治运动的形成，这些运动与其说质疑社交媒体使用的具体领域，不如说是质疑支持它们的整体经济结构。“阿拉伯之春”和“集会与占领”运动是这一趋势的两个明显例子，但在过去十年中，无数的倡议和斗争将网络、广场和街道聚集在一起，也是如此。目前尚不清楚，这样的斗争是否能设法积累足够的社会能量，不仅能扭转当前的趋势，还能产生自己的结构和政治理性，这才是真正替代不可替代的专制。然而，自由劳动的解放，不能有更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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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都会的政治经济学》
肖恩·库比特



论政治经济学
世界主义的政治经济，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必须想象，因为这是阻止它被计划的一种方式。米歇尔·福柯(2007)提出，自由市场完全依赖于对属性、合同、货币和法律的不自由的监管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将政治重新引入经济开始。古典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卢梭——认为政治是政治动物的一种自然状态。而ranci<e:1>(1999)则相反，认为政治根本就不是自然的。自然状态可能倾向于将力量、性别和年龄等自然属性作为标准，但当这些“自然”等级受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的挑战时，政治就开始了。他认为，政治就是在政治舞台上围绕包容性展开的斗争。在古代，工匠和现代，无地者、奴隶、囚犯和妇女被统治，没有统治的可能。今天对移民和难民的排斥，在他们没有发言权的强制行动的统治下(Abizadeh 2008)，定义了政治。正如阿伦特(Arendt, 1978)所言，这种排斥将被证明是战后人权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正如ranci

<e:1>在引用阿甘本时所说，

要么人的权利是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有权利的人的权利，这是一个同义反复;或者公民的权利就是人的权利。但既然赤裸裸的人性没有权利，那么它们就是那些没有权利的人的权利，这是荒谬的。(rancire 2006: 61)

更具体地说，穷人可能有拥有属性的权利，但没有属性可拥有——也就是说，他们有权利但没有财产。然而，ranci<e:1>不同意认为民主因此是不可能实现的分析。相反，他认为这是政治的基础。
这就是民主进程所暗示的:主体的行动，他们通过处理身份之间的间隔，重新配置公共与私人、普遍与特殊的分配。民主永远不能等同于普遍的简单统治(ranci<e:1> 2006: 61-2)。 

政治是主体和客体的问题:政治的主体，谁统治，客体，谁被统治。当一个政治对象要求成为一个主体时，民主就产生于这种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要求。民主的假定的普遍主体从来不是普遍的，因为政府总是意味着人民、倾向的政府，而不是被认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对象的政府。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



人——在那些有权利的人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之间——产生了对承认、参与以及对现有政体的变革的需求。
ranci的兴趣是政治上的，但类似的经济排斥出现在劳动理论家

Hernando de索托(2000)的分析中。德索托同意福柯的观点，即财富的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的引擎。相反，正是属性、合同、契约、产权，以及(对我们的讨论至关重要的)知识属性制度等基础设施共同推动着资本体系。这种基础设施排除了不能货币化的财富形式——劳动和属性。穷人的财富尤其被排除在外: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家务劳动、自给农业以及土著和共同所有制。货币化资本和德索托所说的“死资本”之间的区别在于，可以货币化的资本是不可转让的;它是可转让的、可移动的、可流动的，因此也是可转化的。德索托认为，如果我们把死劳动算进去，世界上的穷人实际上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财富。
德索托提出了一个市场解决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由于许多原因，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但请参阅Clastres 1987和Barclay 2005)，这不仅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结果，而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结果。然而，这种市场解决方案可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断推动资本进入新的生活领域的市场化，每一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同样的趋势，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公共利益和全球生态的私有化中所看到的。市场解决方案不太可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阶段的资本是否具有可持续的流动性、流动性和变革性，足以适应新财富模式的突发性，并将其转化为可货币化的流动——转化为货币。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前，网络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知道的最长寿的临时自治区之一。资本未能理解这一点。尽管亚马逊和eBay等早期的试验者先于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中幸存下来，但直到2001年之后的几年，基于网络的商业模式，而不是从杂志出版和广播行业引进的商业模式，才开始主导这种新媒体。这似乎证明了资本殖民任何新公共产品的能力。
在马克思《 政 治 批 判 大 纲 》(1973:690ff.)中的“机器片段”中，“社会的”或“一般的智力”表现为两个过程。其一，几代人发展起来的手工技能被僵化为机器，变成了剥削的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使工人的自我组织系统化。但是，正如维尔诺在《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ple, 2004)中所言，这种创造新制度的创新力量不再是雇佣工人的附带利益;它被写进了我们的合同中。有了商业化的社交网络，资本终于成功地将颠覆转化为利润。互联网之战尚未结束，但在编解码器、HTML5等关键战略战术领域



和Ipv6方面，资本正在取得胜利。这是新自由主义民主普遍化的证据，还是一种新政治存在的理由?

如果有依据，网络传播将提供这些依据。网络既不是失重的，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它积累了对所有非货币化领域中最重要的债务:全球环境。仅服务器行业的碳足迹就已经超过了航空业(Boccaletti, Lö
ffler, and Oppenheim 2006)。智能服务器的设计和能源产生和输送方面的创新是部分解决方案，但事实仍然存在:在材料的提取、制造、分销和零售、使用和回收方面，对计算机中介的通信存在环境成本。定义民主并为信息资本提供其核心资源的排他性并不仅仅是人类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注意到自然世界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Latour 2004);我们无法想象给环境，或者给机器投票。但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把选票投给工匠或奴隶、妇女、黑人、仆人、无地农民、青年、殖民地或土著人民，今天我们也无法想象把选票投给移民。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简单地将这些其他人同化到一个不变的体系中。这个体系必须彻底改变，因为它向生态圈现在不断的要求开放其政治生活。

环境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行为改变的问题——消费的新标准，从根本上说是道德而不是政治。就像在职业规范实践中一样，环境保护主义被视为行为准则。这些表面上的道德规范并没有为行动提供共同的基础——“伦理”一词的根本含义——而是为顺利运作提供规则。它们是自我复制的系统，远不要求对善、美好生活的承诺，也不要求对他人的无限要求，而是确保不需要做出任何决定。这就是德里达挑战的要点:

例如，如果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的因果是什么，我所做的事情的纲领是什么，那么就不存在决定;这是一个问题，在做出判断的那一刻，应用一个特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我知道该做什么，那么就不存在做决定的时刻，只需要应用一套知识，或者至少是一个规则或规范。要有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就必须与知识本身是异质的。(德里达2001:231-2) 

因此，唯一真正的行为就是打破规则。但既然规则是从共识中产生的，那么打破规则就是不道德的。唯一的选择是服从还是邪恶——我们从阿伦特那里知道，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服从本身可能就是邪恶。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了与行动相对立的伦理学，伦理学作为政治的被排除的他者，被定义为行动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埃斯波西托得出的令人震惊的结论:“不仅如此



在邪恶和政治之间没有原则上的矛盾，但邪恶，从某种角度来看，总是政治性的”(埃斯波西托1993:183)。
因此，新策略的演变依赖于摆脱作为行为准则的道德规范。如果要为行动提供依据，就必须考虑每一种情况的独特性。考虑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我们发现自己所处位置的结果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与应用规则或模拟可能的未来情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考虑实际情况时，应该找出它的独特之处:规则手册中没有预见到的、没有考虑到的东西。正是基于形势中这些不可预见的因素，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将给定的世界转变为潜在的世界。管理可能性的地形将我们从行动中排除(de Carolis 1996)，揭示了它的矛盾。偶然性和概率性世界的给定性成为带来真正新情况的面向未来的能力。



人群
最能表达这种新的、后个体状态的实体就是群体。它的复杂性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它是概率性的，不是在统计管理的意义上，而是在虚拟的意义上;人群是一个需求的器官，它从来都不是完整的、普遍的或完整的——也就是说，它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整体存在(换句话说，不确定性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因此也是一种武装号召)，而是把自己投入到行动中，把实际存在的东西转化为未来的原材料。但是，新的群体也是资本最新的殖民化——众包的目标。社交网络将劳动的天赋商业化，不是作为个人活动，而是作为偏离平均水平的异常，可以被解读为趋势，因此既被统治，也被剥削。因此，群体的虚拟本质，即其行动的潜力或力量，被一个预测人群中有多少偏差是可以容忍的——和有利可图的——过程所消除。这可能确实是罗西特和泽勒在本卷中所说的“超越可行动的政治”过程的现实。学科同一性不再产生资本无止境扩张所必需的不可预见的行为。Facebook对友谊的资本化是一个新的轨迹，与此平行的是，在O3b (http://www.o3bnetworks.com)等计划中，将产消者身份扩展到全球南方的广大人口，o3b是一个搜索和电信巨头的联盟，旨在建立一个卫星网络，能够将发展中国家的其他30亿人引入互联网文化。地理延伸、社会学内涵和文化多样性将差异作为增长的引擎。
因此，面对网络活动的挑战不是否定，而是强化。重要的不是实际的，当然也不是消费资本的强制身份和对自我的管理，而恰恰是非同一性:西方思想永远将同一性归因于世界的非同一性本质。在个体自我的粉碎之外，尚待思考的是群体、或群众、或人口的非同一性。自我破碎的含义是，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群体不再是可以想象的。在拉克劳看来，任何社会或政治群体的出现，既不是因为该群体“自然地”存在(就像某些民族主义的描述那样)，也不是作为个体的集合，而是作为一种更原始的人类状况的串联:

在我看来，群体的统一性是诉求表达的结果。然而，这种表述并不对应于一个可以被把握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稳定和积极的配置:相反，因为在所有要求的本质中，都是对某一特定的要求



既在秩序之内，又在秩序之外，它与秩序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既然这个秩序不能充分地吸收这种要求，它就不能把自己构成一个连贯的总体。(Laclau 2005: ix)

但在数据库经济中，需求永远是管理的对象。需求管理贬低了作为社会化引擎的需求。即使在众包中，它被誉为从人群中提取剩余价值的新模式，但在众包中，人群被视为概率的一种突现属性，其行为被认为是可预见的。在这种精算的预见中，辨别生物政治管理的对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奇异的对象。在生命政治中被管理的人口是一个单一的实体。这是宪政代议制民主的主权人民，是市场经济的主权消费者。全球经济只有一个市场。但这个实体是不完整和矛盾的:既不完整也不普遍，它在追求总体性方面失败了。
从政治上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公民权和人权之间的区别所支配的世界。正如安东尼·唐尼(2009:109)所说:“如果难民、政治犯、失踪者、酷刑受害者、被剥夺者不仅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而且是现代性的象征性主体，那该怎么办?”和阿甘本(1995)一样，唐尼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难民和其他难民一样，不是一个主体，因为她不在人口之中。同化无国籍者和被排斥者，将消除通往世界的最后一道巨大障碍，消除对一个今天鼓励金钱和货物自由流动、却只限制人员自由流动的制度的最后一次政治拒绝。
这是建立国际大都市的第一个阶段。它带领我们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作为康德“世界主义意图”的单位。毕竟，各国向移民开放边境几乎是可以想象的，这足以成为欧洲和其他地方恐惧和抗议、激进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弹的发动机。真正不可想象的是，从移民延伸到更不可想象的领域，在那里，政府在没有代表或声音的情况下扩张。
这就是“任何差异都会在后来的某些事件中产生差异”的模式

(Bateson 1973: 351;阿多诺和布洛赫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访谈(布洛赫
1988)中一致认为，没有内容的乌托邦是政治希望的基础。世界主义是人文主义之后的政治模式，在我们被迫接受我们的半机械人集合之后——它使人口成为概念和政治事实，但这样做只是基于技术，特别是电信，被排除在只有人类的政体之外，这是我们曾经想象过的一切——在我们接受人类与地球未来的联系之后。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论述中，要维持的始终只是人类人口。在任何后人类政治中，善的问题不再是事实上由人类定义的，因此是不存在的



在自由主义监管和法律主义的权利框架下，不再可以定义。当代人文主义的生命政治已经放弃了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辩论;唯一的价值是对市场的有效管理。只有财富才能提供美好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充斥着商品和地位、半知半解的精力和半满足的欲望的瘴气。《世界》使我们有可能想象，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单一政治经济学之外，其他商品、更真实的理解和更深层次的满足很可能都是可以实现的。为了将消费主义的强制性选择转变为实际的自由，我们必须从分裂的个人转向需求的微粒群体。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群体的相互依赖，而不是想象中的个人自主性。21世纪的群体存在于与超越人文主义政体的技术和物理学科的相互依存中。意识到系统无法将他们包含在虚幻的普遍性中，被调解的群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能力将自主性让给那些不可想象的其他人的政治机构:机器、动物、环境、地质、海洋和大气。城邦并非完全由它的人口组成。它是由岩石和泥土、水和空气、植物和动物、建筑、服务和通讯组成的。“住在城市里的生物”对流感的描述和对人类的描述一样好。谈论病毒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世界主义是政治的目标，它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是真正的未来，真正不同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它是如此深刻的异类，因为它不完全是人类，因此它的政体不是权利或公民身份的问题，甚至不是构成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实际政治的那种物种归属问题。弗卢瑟(Flusser, 

2000)认为，人类的功能是产生随机性。但是，在一个致力于自我平衡的自我调节的控制论体制中，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最大的希望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有大量的意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保存在我们机器里的祖先的死劳动，以及自然界的巨大未知。正如德索托的穷人的死资本一样，马克思的技术的死劳动也是如此，生存环境的未货币化的财富也是如此。当我们以自身的方式来计算这种财富，而不是按照将宇宙转化为人类物种的环境的相关主义经济学来计算，会发生什么呢?

纠正德卡洛里斯的观点是，我们必须把环境理解为外来的，或者历史上异化的，以至于它现在甚至不再是制造的原材料，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盖亚，它正在积聚力量，以摆脱其癌症般的过度生长的人类人口。当所有的替代方案都太可想象的时候，这是一个达成联盟的好时机。对资本的自我复制体系来说，最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是永续创新之路。技术发明将提供可持续性;永恒的创新将推动永恒的增长。但创新必须来自日益同质化的人口，来自技术基础设施



工程解决方案和组织形式越来越与资本本身同构，也就是说，资本负责革新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围绕事实上的标准规范化。作为一种以永久增长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资本面临着非货币化环境的有限限制(以碳信用额核算是一场闹剧，只有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才可信;在不市场化的环境中不可能有市场)。我们不能把信心寄托在一个普遍的、流行的、通过用户生成内容进行创新的平台上，因为允许这种创新的基础设施本身是有限的。它还受到私有属性制度的困扰，这种制度使资本——迫使每个用户存储自己的知识属性，每个公司创建密码保护数据的孤岛，使其翻倍、翻四倍，谷歌将云的能源需求和物质基础设施混合在一起，这使得它除了提供资本开始臭名昭著的短期补丁之外，更不可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
那些拥有他们不拥有的权利的人;消费最少却受惩罚最多的人;那些拥有足够的退休储蓄，却无法控制自己的钱的人;那些因为我们将财富的创造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分离而受苦的人;那些徒劳地向灾难的责任人追究责任的人;当紧急情况压倒实用主义时，我们所有人都是输家。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价值的，也是关于价值不断变化的本质的(Graham 2006)。在后来的讲座中，阿多诺认为，为了其他更高的目标而牺牲幸福是一种强加。延迟是“一种节俭的经济”，但是“文明和我们的教育所承诺的对我们放弃行为的回报是不会到来的”(阿多诺2000:138)。为了理性或延迟的满足而牺牲幸福，是一种真正悲剧性的牺牲。幸福是不容忽视的。但它也不能被低估，用灵丹妙药和小饰品来搪塞。资本在解决饥荒和贫困问题上不断失败，而在流行病和战争中蓬勃发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失败，但它却自诩为全球的必需品。当代政治行动主义一如既往地开始:在这些矛盾的辩证法中，知识分子的时尚，被我们教导自己背诵的失败的连篇累牍所塑造，已经被扔进了残余概念的垃圾箱。
这些矛盾中最大的是人类的例外:任何构成善的东西都只对人类有益。一神教的创立时刻是一神教战胜泛灵论的胜利，泛灵论是启蒙运动攻击迷信的黑暗秘密，表面上是反对罗马教会，但实际上是反对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特权于自然界中多种多样的人，而不是单一、统一和统一的上帝。漫长的上帝建构(Debray 2004)是一部在国内和殖民地残酷镇压万物有灵论的历史。土著人民维持和发展了这种万物有灵论，这应该让我们感到谦卑和鼓舞。



万物有灵论并不是一种返祖式的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它反对普遍的幻觉(这是民主的共同主张)，反对一丝不苟地排除非人类政治的做法。在思考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时，我们为一种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经济打开了空间，这是我们无法通过购物和投票达到的。在普遍人权制度下，美国武装强加人权的目标是将所有身份都纳入人类的单一同一性之下。政治向非人类开放的利害攸关之处在于这种虚假和自相矛盾的同一性的终结。
我们拥有一个后人类政治的模型。正如Sassen(2006)所建立的那样，市场不再是无形的。它在网络传播中被积极地实现。这个庞大的技术系统现在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否认的代理人。与此同时，正如克诺尔·塞蒂娜和布鲁格所说，市场的特征是

它们本质上存在的不完全性，被转化为参与者的连续的知识项目。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作为一个客体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缺乏“ 客 观 性 ” 和 存 在 的 完 整 性，它 与 自 身 的 非 同 一 性。市场总是处于物质上被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它们不断地获得新的属性，并改变它们所拥有的属性。(克诺尔·塞蒂娜和布鲁格 

2002: 168)

这种非同一性是我们在后人类政治中牺牲作为人类的同一性所能获得的，后人类政治不仅包括技术，就像市场已经做的那样，还包括自然世界。市场交易者和我们绿色主义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他们比我们更关心他们接触的流动对象。其原因本身就很有趣:从哈贝马斯到德勒兹，非同一性是主体的一种特征。市场不仅仅是一个代理;对这些交易员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主体。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当代全球化政治经济学的主体。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将代理归于物质和技术行动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转向承认其主体性的新政治理论。
ranci<e:1>的政治概念是由它的排他性所构成的，它指向的是一种不完整的现象，一种假定的普遍性的非同一性，这就是市场交易者认为市场缺乏存在的原因。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坚持认同的概念——性别的、地域的、文化的、种族的、性的，但总是已经是生物的。这种有限的统一性是政治哲学的罪魁祸首 ——使新世界成为可能的激进的邪恶。我们有三个潜在的政治经济学主体:市场、个人和群体。这三者在根本上是不相同的。我们认识到这三者的半机械人本质，但还没有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其他部分的依赖关系——一种关系



是哈曼反相关立场的乌托邦内容(见克拉夫对本卷的贡献)，然而，这消除了他坚持的对象先于并超越它们的关系。政治(也许与本体论相反)是情感的和中介的，因 为它首先是关系的，而客观只是作为最初的本体论立场的产物。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客体，就意味着被排斥，并因此而被统治和剥削。这就是为什么，首先，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揭示和释放被排除在财富和公民身份之外的自然和技术(祖先)参与者。只有在这样激进的步骤中，人类未来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实现，一个超越工具理性和金钱暴政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我们或许可以从唯一一个拥有与Knorr Cetina的交易员同等激情的部落开始:Parikka(2007)和Mackenzie(2006)所歌颂的黑客。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激情，它将使绿色世界成为互联网新政治经济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个框架中，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中看到的戏剧是构成了对政治主体性的需求，还是实际上通过类比将论证扩展到经济领域，对经济主体性的需求。点对点运动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并且越来越多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这是

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站绝对没有的。主体性的一个传统条件是意识到自己所进入的关系。这种意识可能不是沉浸在社交网络中的属性。意识的特点是需求:对提供之外的东西的需求。对包容的需求只是一个伏笔。这种要求是对“善”的重新调整，政治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我怀疑，这种需求在Facebook上是不可表达的，但它是点对点网络和Ezio Manzini(2009)提出的SLOC(小、本地、开放、连接)模型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模式，就其已经被实践的程度而言，是网关，而不是道路;未来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是未知的。有管理的未来根本就不是未来。政治未来不是由新兴市场构成的，而是由被排斥者对一种新政体的不可预见的要求构成的，这种要求必须在与旧政体的斗争中实现，这种斗争从根本上更新了其预设，包括其伦理基础。既然我们情不自禁地提前思考，我们就计划，但计划的是真正未知和不可预见的东西。所以未来是可以想象的，但不会被管理得不复存在。想象一下:一个政体之间交流的世界，包括被统治者和被排斥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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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黑客宣言的考虑
McKenzie Wark

在这个过度发达的世界里，资产阶级已经死了。它既不统治也不统治。权力掌握在我所谓的矢量主义阶级手中。在旧统治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地方，新统治阶级对物质生产条件的兴趣有限，对矿山、高炉和装配线的兴趣有限。它的权力不在于对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而在于对管理这些东西的物流的控制。
矢量权力有两个方面:集约性和广泛性。密集的向量是计算的能力。它是建模和模拟的能力，但不仅如此。它是监控和计算的能力。它也是一种玩弄信息，把信息变成诗歌和叙事的力量。广泛的向量是将信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力量。它是将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作为资源进行移动和组合的能力。再一次，这种力量不仅具有理性的意义，而且具有诗意的意义。
矢量权力因此可以省去许多旧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机器。谁真正拥有一个熔炉或一条装配线，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向量类将这些功能外包出去。因此，中国制造业和印度服务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这些不发达国家正在加入资本主义发达世界。相反，它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由矢量力量统治的过度发达的世界。
矢量阶级只有在渴望一个不像其资本主义前辈被迫与劳动者妥协的世界时才团结起来。尽管发生了种种悲剧，20世纪仍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但它的胜利大多局限于西方。在西方，劳工与资本打成平局。资本不得不对剩余的大量社会化做出让步。我们得到了免费教育、医疗保健、选举权和妇女解放。《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确实在西方实现了。这就是现在正在瓦解的妥协。
矢量类几乎没有固定资产。他们试图避免真正拥有工厂。它避免直接支付工资。它对国家生产和消费空间的生存能力越来越不感兴趣。福特主义已死矢量阶级所渴望的是一种与世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世界使它的身体完全可用，而不需要任何承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最能解释矢量权力的文化形式是色情。



然而，矢量阶级的战略和利益并不一致。它至少有两个派系。矢量主义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可以描述为一个军事娱乐综合体。其两派的区别在于，一方将娱乐作为军事战略来追求，另一方则将军事战略作为娱乐来追求。他们之间的是威廉·吉布森在他的小说《幽灵之国》中所说的“冷战内战”
我们在21世纪初美国政治表面上所看到的，是这场冷战的表面效应。一派只对资源战略感兴趣。它认为它在伊拉克获得了最后一个未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试图建立后勤基础设施来确保它的安全。它的伊拉克之旅非但没有失败，反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美国对伊拉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任何兴趣。在很多方面，伊拉克越不稳定越好。正在建设的基地是为了保护石油，而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然而，矢量主义阶级中的另一个派别越来越担心这一战略的成本。它的兴趣不在于自然的战略，而在于第二天性的后勤。它的业务是在品牌、专利、版权的力量下，协调生活方方面面的业务。如果资本主义的权力把“存在”降为“拥有”，那么矢量主义的权力就把“必须”降为“出现”事物的实际质量变得次于装饰商品的物流和诗学。
矢量主义阶级的这一派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商品的非物质化有可能破坏价值稀缺性的基本原则。一旦数字技术完善了作为内容的信息与物质形式的分离，文化材料的大规模社会化就打开了大门。在某种程度上，这让矢量阶级措手不及。他们没有完全想到，私有属性不是文化的自然形式。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大规模的、无名的、默默无闻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将商品文化的原材料转化为公共属性。而好消息是，这场运动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经过几个世纪的私有化，文化又属于我们了。这种胜利当然是局部的、有限的，就像西方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限的一样。它只适用于文化，而不适用于矢量权力的许多其他方面。但是，这仍然值得庆祝。
对于矢量主义阶级来说，现在的政治是试图将文化价值的某些方面重新商品化，使其变得稀缺和稀有的政治。以苹果iPod的政治为例，它试图把这个设备变成一个恋物对象。再看看Facebook，它的主张是，我们都应该为了这种特权而互相娱乐，忍受广告。这样的媒体根本不是进步，而是“奇观社会”的一种颓废形式。我们不仅要被动地消费这些影像，还得自己制造它们。
这里的模式是把图像生产中的有偿劳动力尽可能地减少到接近于零，并付给他们报酬



只以认可的货币支付。我们必须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观的特权付出代价。载体阶级的权力从对文化产品的直接所有权中撤退，而是围绕着对载体的控制而巩固。我们得到了所有的文化;他们得到所有的收益。矢量类的一部分正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走向完全封闭、专有的世界。网络游戏通常就是这样。在像流行的《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中，你需要花钱去获得那些人为稀缺的物品和地位而你却永远无法拥有它们。它们仍然是私有属性。你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租回来。《魔兽世界》是商品经济的完美无缺。《魔兽世界》是幻想版力量矢量类的完美体现。你花钱租用一切，他们可以随时驱逐你。
夹在试图解放信息的社会运动和试图控制信息的矢量阶级派系之间的是黑客阶级。任何为别人提供所谓知识属性的人都是黑客。这是一个矛盾的阶层。一方面，我们依赖矢量阶级，他们拥有实现我们所生产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很难从信息的私有属性中获利。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束缚了我们自己的生产力。
我在2000年第一次提出了黑客阶级的概念，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我一再被告知，即使它存在，它也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坦率地说，我认为最近的信息政治证实了这一论点。黑客班不会在五一扛着红旗在林荫大道上游行。但它完全有能力围绕网络中立性、知识共享、科学领域的公开出版、挑战愚蠢有害的专利等等进行组织。当代相当于旧劳工运动的工会意识，已经真正到来了。它甚至有了自己的先锋队，尽管是一个匿名的先锋队。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将黑客阶层的项目视为“受挫的技术官僚精英的项目，他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与既定的专有利益相抵触”。这话有一定道理。然而，如果一个人过于冷眼看待美国劳工组织的做法，他可能会得出同样愤世嫉俗的看法。在一个阶级在实践中是什么和它能做什么之间总是有差距的。
这是一个将黑客阶级意识的通常地方性或基于问题的方法推向整个世界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世界观的问题。挑战在于从我们的角度来思考整个社会的整体——想象一个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世界。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超越创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之类的妥协形式。不放开知识属性，而是设想一个完全没有知识产权的世界，这意味着什么?真正思考和实践知识产权又意味着什么



信息政治是一种不稀缺、没有所有者的东西?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冷漠态度，通过妥协的形式来选择我们的运动，这种形式提供了有限的自由，但把向量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留在了向量主义阶级的手中。任何好的策略都不会被收回，尤其是那些最极端的先锋派，即情境主义者。克里斯汀·哈罗德(Christine Harold)认为，“也许这是因为，像所有好的品牌一样，情境主义很容易被挪用到新的目的上。”然而，有时候看似破产的战术后来又证明了自己，而看似严肃、专业、成熟的运动发展，最终可能会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先锋派仍然有它的角色，它把陈腐的艺术和政治形式抛在脑后，面对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权力形式，它们也有可能过去。
2007年，当音乐家电台司令(Radiohead)与百代公司(EMI)解除合同时，他们通过互联网向粉丝提供新专辑《in Rainbows》，让他们以自己选择的价格购买，这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是自由文化运动力量的标志。你甚至可以选择支付零英镑零便士，仍然拥有它。这里面暗含着对礼物的某种理解。礼物总是会给接受者带来义务。如果我卖给你什么东西，我对你有义务。我必须提供我们约定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我给你某样东西，你就有义务给我——或者至少有一种微弱的、非常普遍的义务，要在某个地方把礼物还给某人。电台司令明白这一点。新专辑的礼物创造了宣传、商誉、未来演唱会的门票销售，甚至是金钱的礼物。很多歌迷真的很想为自己的音乐付费，但作为礼物付费是因为他们想要履行一项义务，而不是因为他们被强迫付费，或者因为涉嫌盗窃或盗版而面临法律制裁。

但把文化作为礼物送给所有人的限制在于，这样做会为传播媒介增加价值，而这并不是免费的。矢量阶级更具前瞻性的策略是，撤退到这个据点，但要坚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将自由文化视为一种策略，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认为黑客的做法是不断询问有关属性的问题，而不是仅仅确定一个模型。
我所说的“copygift”就是一个例子除了著作权之外，还有

copyleft，但著作权和copyleft都将属性视为理所当然。Copyleft是对知识属性的辩证否定。它使知识产权与自身对立。但也许还有其他非辩证的策略，不是反对知识属性，而是逃避它。如果不是抽象地把自己的文化赠予所有人，而不是赠予特定的人，而是让它永远成为赠予特定的人的特殊礼物呢?比如，这更像是连锁信的模式。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前，有关职业的文献就流传了，而且是以PDF文件的奇特形式流传。它们是



被设计成可以传递，如果不是手对手，就是电子邮件对电子邮件，不太容易被任何人搜索和检索。
当然，矢量电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病毒式营销。这个游戏就是想象这种策略的其他用途，然后更进一步，发明新的关系。谁知道关系可以是什么呢?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三种常见的自我理解模式，我们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情况下就接受了它们。第一种是海盗的浪漫故事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黑客。区别在于:海盗是夺取他人属性的人。海盗拿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海盗也有浪漫的一面，但那是越轨的浪漫。当然，这种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属性的概念，即觊觎属于他人的属性。
你爱怎么称呼它都行。如果不是黑客，那就干点别的。但不是盗版。海盗夺取他人的属性。黑客从原本属于每个人的属性中创造出新的东西。信息想要自由，但却无处不在。海盗的形象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锁链上。黑客的形象坚持认为，信息本身就是免费的，总是脱离属性的形式。信息是我们存在的地方，也是我们社会存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既没有逃跑，也没有退却，游戏才刚刚开始。并不是说海盗这个角色没有用处。2011年，海盗党(Pirate Party)在柏林市政选举中赢得了席位，他们的竞选纲领结合了对保障最低收入、毒品使用合法化和在信息权利方面的复杂立场然而，在过度发达的世界，进步政治的未来可能在于将劳工的利益与广义的黑客阶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实验——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可以说存在于用于营销目的的载体之外的话。
其次，我想提醒大家不要使用游戏化的修辞。这可以被广泛地理解为通过提供象征性的奖励作为交换，让人们在不付钱的情况下做事情。这些奖励的吸引力在于其稀少性和分层性。你可以通过赢得这个象征性的代币来区分自己，这个代币是根据这类代币的整个层次来排名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礼物经济的逻辑。你做某件事没有报酬，因为你想做这件事，不是作为勉强提供的劳动来换取工资或其他奖励，而是为了乐趣，作为“玩工”。不同的是，礼物不是给别人的，也不是通过别人给一般的公地的，而回报也不是别人给予同样礼物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所提供的是一点认知能量，执行某个矢量业务所要求的任务，而奖励只是一种形式的、抽象的代币和排名。它不是礼物经济;



这是它的一个模拟。并不是玩耍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它是一种以游戏的形式提取劳动的游戏。广义上的游戏化，是矢量阶级最复杂的策略。它不再像知识属性那样关心单纯的图像、故事或曲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放弃了属性!相反，它的兴趣在于两件事。首先，是其管理网络的专有算法。其次，可以从这些网络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数据仍然是绝对专有的。简而言之，矢量阶级将传说中的一般智力带入物质存在，并尽其所能使其成为私有属性。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最后是社会工厂的概念。对我来说，这似乎总是与70年代意大利的特殊品质有关。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将经济从工业劳动过程中转移出来的欧洲大国。当时的挣扎与其说是对其他过度发达国家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示，不如说是对过去的一种倒退。
事实上，在过度发达的世界里，很难找到对工厂劳动有任何了解的人。在世界上的这些地方，工厂不再是劳动经验的主导形式，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了。与其说社会工厂，不如说货币化的闺房或许更有意义。以前是私人的、情感的、亲密的生活品质，现在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一个人需要很好地展示，即使是煮咖啡或卖鞋，更不用说在办公室的社交迷宫中谈判或参加可能导致临时合同的会议。
但意大利的经历确实表明，在过度发达的世界，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普遍存在的一件事就是不稳定。工作条件变成了临时性的，几乎没有福利。只有极少数员工被认为是永久性的。其他所有人都只是雇佣的帮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手、眼、脑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现了:让劳动力更有保障、更有报酬，还是扩大社会契约是更好的策略?这是一个有两个维度的问题。哪个在战术上更可行，但也是哪个在一开始就更可取?我们要以劳动为重点，以劳动保生命吗?还是我们想要确保生命本身的条件?

对于这两种选择，我们很难不感到悲观。而且，我们也很难反对人们可能找到的任何一种机会，以确保生活不被商品化，无论他们在哪里都能找到。但退一步说，也许直接保障生活条件的斗争是有道理的。对于过度发达世界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警钟:我们所做的事情终于被无产阶级化了。斯蒂格勒称之为语法化的逻辑，或者我称之为抽象的逻辑，现在延伸到了以前的白领和专业任务上。与此同时，信息已经摆脱了它在任何给定物质性中的嵌入性，现在可以很容易地从其中转移出来



物质表达到另一种。尽管旧的文化工业试图人为地恢复它，但出售与特定事物捆绑在一起的信息的经济的整个基础已经消失了。
考虑到这两种情况，恢复知识分子努力的声望似乎和恢复旧工艺行会的特权一样是徒劳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廉价物品时代之后，到来的是廉价信息时代。
在我看来，这似乎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直接保障生活条件上，而不是间接地作为对劳动的奖励。任何特定公司或行业的任何特定劳动力总是脆弱的，尤其是现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那么，为什么不为保障生命而奋斗呢?如果我们不得不劳动，或者我们喜欢劳动，我们会同意劳动，但我们要求有生活的权利，有爱的权利，有创造的权利，有玩耍的权利，有奋斗的权利——有充分利用日常生活的权利。我们要求所有人都有维持生活的工资。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教育。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免费医疗。我们要求人人享有各种形式的生活基础设施。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做。



笔记
1 See the classic presentation by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Verso, 2001). 

2 William Gibson, Spook Country (New York: Putnam, 2007). 

3 To paraphrase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New York: Zone 
Books, 1994), p. 17. 

4 Julian Dibbell, Play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5 Andrew Ross,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5. 

6 See McKenzie Wark, “Copyright, Copyleft, Copygift,” Open no. 12 
(2007),  skor.nl.  Also available at http://meanland.com.au/articles/post/
copyright-copyleft-copygift. 

7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 The Many Headed Hydra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8 “The New Rebels,” 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 2011, 
http://www. spiegel. de/international/germany/the-new-rebels-germany-s-
pirate-party-celebrates-historic-victory-

a-787044.html.



第二部分:对数字劳动模式的质疑



5人群回归
土耳其机械与新自由主义例外美国

Ayhan Aytes

众包应用中最普遍的例子之一是名为captcha的人类身份验证工具
(von Ahn et al. 2003;见图5.1)。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反向图灵测试，即人类让机器相信他们确实是人类，而不是一个在网络上爬行并填写随机表格以传播垃圾邮件的软件机器人。

大多数时候，验证码认证所需的任务包括读取作为图像文件提供的乱码文本，然后将其输入文本框中。Re-captcha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验证码，它使用两组文本——一组用于评估目的，另一组用于转录光学字符识别扫描期间捕获的难以阅读的单词。因此，re-captcha不仅可以作为人类身份验证工具，还可以作为认知劳动平台这个过程的关键方面是，没有一个完成captcha的个体能够知道被转录的文本的整体含义，因为它被分割成单个单词。在大多数众包平台中，任务碎片化通过将认知工作者与最终的智力工作分离，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此外，大多数众包系统在劳动者和请求者之间维持着一种短暂的、基于任务的、有限时间的关系，不支持双方之间的直接沟通，进一步消除了认知劳动和由此产生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亚马逊网站(Amazon.com)的数字劳动力市场土耳其机械(Mechanical Turk)也存在类似的脱节。
Amazon Web Services于2005年11月建立了其数字劳动力市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可以全天候浏览、选择并完成由公司或个人承包商设计的人工智能任务(hit)。每种HIT所需的劳动类型各不相同:查找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和图像，将文本从英语翻译成英语，



图5.1典型的重新验证码任务。
转录音频，用描述性文本标记图像，或回答关于各种主题的调查。这种劳动的产品可能会有很多用途，从垃圾邮件生成到训练机器学习算法，这些算法最终会在未来承担一些人类的角色。每个

HIT的支付金额从一美分到几美元不等，取决于所需的时间或任务的难度。
亚马逊网站建立亚马逊土耳其机械(AMT)的最初动机是在其人工智能程序在其零售网站上查找重复产品页面的任务失败后出现的

(Pontin 2007)。在经历了一系列徒劳而昂贵的尝试之后，项目工程师们转而让人类在一个精简的基于网络的系统中在计算机后面工作。后来，AMT将这个认知劳动平台提供给私人承包商，以换取每完成一个HIT的佣金。AMT的数字车间模拟人工智能系统，用人类的脑力取代计算。在AMT所称的“人工智能”的推动下，这一社会技术系统代表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关键形成，因为它促进了主要是西方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从全球劳动力中提供认知劳动力需求AMT解释其劳动力市场对软件行业的价值如下:

有了亚马逊土耳其机械，你的客户可能会觉得你的应用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来完成任务，但实际上是土耳其机械劳动力的“人工智能”在帮助你有效地实现你的业务目标
根据Panos Iperiotis的说法，大约一半的AMT工人——或者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称呼自己——来自美国，另一半来自66个不同的国家。大多数非美国人。土耳其人来自印度，占

AMT劳动力的33% (Iperiotis, 2010年)。罗斯等人已经证明，AMT的人口统计数据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突出的是一个



每年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年轻男性印度工人群体不断扩大。大约三分之一的印度工人报告说，他们部分依赖AMT“维持基本收支平衡”
(罗斯等人，2010)。亚马逊网站(Amazon.com)将其基于小额支付的众包平台命名为“ 土 耳 其 机 械 ”(Mechanical Turk)， 借 用 了 18 世 纪 自 动 棋 手
(Automaton Chess Player)的名字之一，作为该系统在认知劳动力和看似自动化的复杂任务之间建立的关系的简称。在这两种情况下，赋予机器动画的工人的表现都被机器的壮观所掩盖。

1997年，IBM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实现了下棋机器的概念，自启蒙时代以来，它一直是想象人类思维操作自动化的关键概念工具。这个隐喻也是20世纪上半叶控制论话语作为一种普遍系统的理想化的核心，具身在战后的符号处理器上，后来成为当代计算机的架构基础(Bowker 1993;香农(Shannon) 1950)。在这一章中，我将研究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根据它在配置认知劳动分工与计算和控制的自动系统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早期现代遗产。特别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以不同的程度和方法，智力工人的劳动表现是相应社会经济机器的学科结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
在当前的配置中，这种认知劳动机器位于由数字网络促进的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中，利用国际劳工法规中的立法灰色地带，以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Ong 2006)。众包是这一配置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通过认知资本主义扩大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范围4，其中非物质劳动起着关键的结构性作用5毫不奇怪，这种配置也体现了一些冲突，这些冲突的种子是在通过认知劳动分工实现工业劳动机械化的早期现代概念化过程中埋下的。这种概念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它执行了为工业生产而训练人类思想的不可克服的冲突。



温顺的自动机
沃尔夫冈·冯·肯佩伦的国际象棋选手自动机于1770年在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蕾莎的宫廷里建造和展示，并给了

图 5.2 Joseph Friedrich Freiherr von Racknitz 1789 年 的 小 册 子 Über den 
Schachspieler des Herrn von Kempelen und dessen Nachbildung雕刻的土耳其人。

印象中，抽着烟斗的土耳其人模型，由橱柜下面的精密机构控制，可以与人类对手下严肃的国际象棋(见图5.2)。然而，土耳其人看似机械的头脑实际上是被肯佩伦的象棋大师助手操纵的，他隐藏在伪机制之下。自动机国际象棋选手在欧洲和美洲展出了84年，吸引了许多著名的挑战者和观众，如拿破仑·波拿巴、查尔斯·巴贝奇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卡罗尔1975;Windisch 1784)。
福柯在其著作《纪 律 与 惩 罚 》 中，将18世纪的自动机视为人体和社会秩序的模型(福柯，1977)。因此，机械论的概念



关于人体的理论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个是解剖学上的形而上学层面，主要由笛卡尔的身心二元性构成;另一个是技术上的政治层面，由国家的经验方法构成，通过军队、学校和医院来规范身体的运作。在这两种登记册的背景下，18世纪的人形自动机作为一种模型，一方面用于服从和使用，另一方面用于经验分析。
福柯经常因为在他的史学中忽略了种族的他者而受到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顺从概念取代了东方主义的痕迹，在选择性的谱系中只关注欧洲主体。在分析带有东方“他者”意义的自动机时，这种缺失变得更加关键，比如肯佩伦的下棋自动机。然而，我相信下象棋的自动机的伎俩不仅仅是将欧洲棋手的制定身体与土耳其人的代表身体交换，通过其机械技巧使其充满活力。它还包括由自动机的国际象棋表演在观众中建立的初始假设，这些假设对于影响关于机械化原因的公共辩论至关重要，而这些辩论为这些表演提供了更大的背景。这些最初的假设与启蒙话语所利用的东方主义潜流密切相关，以便在土耳其人的形象上配置温顺的主体

活跃于启蒙运动自动机中的东方主义假设在肯佩伦自动机的文化表现中也很有效。我将着重讨论土耳其人形象作为下棋自动机主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提供性的两个主要方面土耳其人表演的第一个关键方面是它的阈限质量。这种阈限性创造了一个缓冲地带，抵御了大多数启蒙运动的人形自动机所执行的人机理念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对没有灵魂的身体的异端理解，这种潜在的风险往往与自由主义、无神论和公开起义的煽动有关(Vartanian 1960)。事实上，将这种不稳定的角色降级到一个东方人物身上有一个悠久的传统，起源于中世纪的浪漫文学(Truitt 2004)。东方自动机通过其与这些文学叙述中的阈限空间和经验的联系，传达了监视、纪律和道德限制的强制执行。
土耳其人表演的第二个方面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温顺，它传达了一种有纪律的生产体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开明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谢弗1999)。东方人与温顺的联系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在中世纪，穆斯林臣民被认为是宗教法典的严格追随者。基督教神学将这种联系与东方自动机的话语联系起来，将穆斯林的特定话语配置为自动机(Biddick 2011)。此外，温顺预示着隐藏的棋手的表现



代表东方自动机的智力劳动。这种温顺的双重表现突出了18世纪欧洲认知革新背景下的智力劳动问题(福柯1977)。土耳其人表演的这两个方面——温顺和限制——对于在18世纪欧洲大规模劳动机械化过程的背景下，把握其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理想化的权力模型的功能至关重要。
下国际象棋的自动机在多个层面上扮演着权力模型的角色，第一个层面是知识作为权力工具的展示。隐藏的棋手是肯佩伦(以及后来的梅泽尔)节目的公开秘密(卡罗尔1975)。肯佩伦承认他的机器人只是一个“快乐的骗局”(Cook 1995)。正如谢弗所指出的，启蒙运动自动机的作用之一是“允许权力选择性地进入艺术和自然的内部运作”(谢弗 1999: 135)。换句话说，这个公开的秘密也是知识和权力的守护者们自负的眼色，提醒着普通大众他们的特权和地位。
肯佩伦表演中的神秘元素可以被认为是在自然哲学的表现体系中，它将整个自然视为一个神圣的剧场。这种表现系统的效果可以被用来给观众创造一种特殊的道德印象(谢弗1983)。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这样阐述这种道德效应:“在大自然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了无数的效应，这需要一个被赋予积极的主体

动力;但代理人在幕后。肯佩伦的自动机得益于这个剧院里的假设，作为机械化思维的技术神话思想的重要代表，它不仅是一台机器，而且还提供了一种语言，使解释这个神话成为可能(Beaune 1989)。就像在每一种技术媒介中一样，它承载着定义其意义的文化体系的话语传统和表述的铭文。自动机国际象棋选手执行了这些铭刻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定为技术难题，在整个思想机械化的历史中一直保持着相关性。机械棋手的难题，或者机械化符号处理，已经被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实践者解决了，包括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埃德加·爱伦·坡、查尔斯·巴贝奇、诺伯特·维纳和艾伦·图灵。
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自动机作为一种安全的实验装置，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探索难以穿透的本体论局限性，并且大多数时候模拟生活以重新定义它(Riskin 2003)。在机械论哲学的推动下，类人自动机不仅改变了对生物的文化态度，也改变了对机器的态度，因为它们表现了机制也是生物的观念。机械的动态性与生命的机械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类人和的实验装置得以探索



动物自动机，并通过它们在欧洲的公开展览所引发的辩论而得到普及。沃尔夫冈·冯·肯佩伦的《国际象棋选手自动机》以独特的重点阐述了机械化生活的问题:没有身体，心灵能存在吗?对于这个问题，它同时给出了两个答案:是和还没有。实际的答案是“还没有”，因为这台自动机确实是由人类操作员控制的。然而，这个具有欺骗性的“是”的回答作为一种哲学游戏仍然很有价值，可以用来探讨后来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并系统实施的想法，比如自我调节机制。
与18世纪的其他自动机相比，土耳其人的机器并不仅仅像时钟一样工作;相反，它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可以在国际象棋的符号逻辑中对抗外部行为正如技术历史学家奥托·迈尔(Otto 

Mayr, 1970)所指出的那样，与发条宇宙(即专制封建主义的政治宇宙)的观念相反，自我调节系统的机械、政治和经济观念影响了启蒙运动关于自由主体和民主的观念。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工业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合理化的结果，即主体根据其理性的经济利益进行自我调节。各种学者已经为这种无冲突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哲学论证，其中最著名的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上个世纪，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普遍的符号语言或思想代数。自从莱布尼茨时代的商业扩张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一种通用语言，使欧洲商人能够与新殖民地的人民建立可持续的交流。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可以通过逻辑计算框架，微积分推理器(约1680年)来操作，这是现代计算的先驱模型(维纳1948年)。莱布尼茨认为，心灵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动机，它根据一套预先确定的法则不由自主地运作。“精神自动机的运作，即灵魂的运作，不是机械的，但它在最高程度上包含了机械中所有的美”(莱布尼茨2005:365)。然而，对莱布尼茨来说，自动机/自我运动的灵魂并没有消除能动性，因为符号和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推理中起着构成性的作用。基于这一原理，莱布尼茨提出了微积分推理器，作为世界人民之间一切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这种观点在莱布尼茨的马基雅维利式格言“计算”(让我们计算!)中得到了表达:“如果出现了争论，那么两个哲学家之间就不需要争论了，就像两个会计之间一样。”因为只要把他们的铅笔拿在手里，对彼此说:“calcullemus”就足够了。”12

国际象棋是可计算符号系统的完美例子;因此，当土耳其人通过象棋说符号的语言时，它进入了“机器的世界”(拉康1991:47)。但那台机器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主体性，因为



演员的本质和他们有限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在国际象棋的一套规则中严格定义的。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

国际象棋是一种国家游戏，或宫廷游戏:中国的皇帝下过棋。棋子是编码的;它们具有内在的性质和内在属性，它们的动作、情境和对抗都是由此衍生的。他们有自己的品质;骑士还是骑士，兵还是兵，象还是象。每一个都像是被赋予相对权力的陈述的一个主体，而这些相对权力结合在一个表达的主体中，即棋手或游戏的内在形式....在其内在性的环境中，棋子彼此之间以及与对手的棋子之间存在着二元关系:它们的功能是结构性的....国际象棋的确是一场战争，但却是一场制度化、规范化、编码化的战争。(Deleuze and Guattari 2004: 352)

因此，一个自动化的棋盘代表了理想的启蒙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主体及其可能的行动是根据社会权力结构所告知的规则进行编码的。每个主体都被赋予了相对的权力，他们不能超越他们有资格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当这些内在属性被抽象成几何函数，并与其他学科的函数相结合时，它们有可能表现出无数但有限的最终结果的可能性。这是机械化国际象棋成为想象一个社会的模型的另一个原因，这个社会的编码主体表达了多种结果。因此，下棋的土耳其人具身了一种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体与东方的机械顺从的整合，在国际象棋游戏的编码社会经济领域中进行。
19世纪中期，在土耳其人的美洲之旅中，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an Poe)用这种看似矛盾的表现来论证为什么不可能有自动棋手。在里士满的《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上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他推测“国际象棋中没有一步棋必然会跟随另一步棋。我们不能从人们在游戏某一阶段的特定性格中推断出他们在另一阶段的性格”(爱伦坡2009:1)这种感知上的悖论主要是由于爱伦坡对自动机可能的运行原理的假设，该假设主要基于线性机制范式，在其运行过程中，机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一个相关因素。坡明确地将他的论点建立在将下棋自动机与查尔斯·巴贝奇的计算机性能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并得出结论:

棋手的操作和巴贝奇先生的计算机的操作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如果我们选择称前者为纯粹的



我们必须准备承认，机 器是人类最奇妙的发明，无可比拟。
(坡，1910:84)

坡对机械化思维的抗拒，可能也与他的智力劳动所面临的一种特殊困境有关。象棋机器人作为“纯粹的机器”的可能性，一定给坡作为一名智力工作者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前景。计算机的设计者，巴贝奇，已经暗示了坡在他的智力工作中使用的特殊技能和劳动，作为认知劳动系统机械化和分工的一部分。查尔斯·巴贝奇特别以报纸为例
在一个工厂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劳动分工都得到了令人钦佩的说明，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读报人几乎无法想象，工厂在整个晚上呈现出一个多么有组织的活动场景，或者是多么多的人才和机械技能为他们的娱乐和信息而投入了行动。

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巴贝奇认为，脑力劳动分工的过程将服务于将人类认知劳动的功能转移到机器操作的最终目标。因此，对于坡来说，下棋的机器，暗示着这样一种“信息制造”的处理，必然也构成了一个神秘的谜题，因为它暗示着他以前不可替代的智力劳动的交换价值。在坡后来的一篇投机小说中，他把冯·肯佩伦描绘成一个把铅变成黄金的炼金术士，这导致了黄金价值的大幅下降，并导致了国际市场上铅价的通货膨胀这种叙述可以被解读为暗指智力劳动交换价值的预期下降，这是通过认知劳动分工实现理性机械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认知劳动分工对开明主体的特权劳动地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当社会经济棋盘上的任何角色通过工业组织被调节成更小的单位时，任何人都可以扮演这些角色。
这个社会计划作为笛卡尔机械论宇宙扩张的一个实例，主要是由人类思维流向计算组织和机器(包括国家)来引导的。在本卷中，乔纳森·贝勒的文章通过仔细阅读维勒姆·Flusser的作品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启蒙运动的科学话语引领了将人类思想编码为数字表示的趋势。我的历史分析认为下棋自动机是行为的一种



这种趋势的原型存在于新兴设备的相关张力中，这些新兴设备后来将这些最初想象的编码实现为商品化的社会和文化程序，如相机或计算机。事实上，Flusser发现摄影师在相机程序中寻找可能性的尝试与棋手在国际象棋程序中寻找新的可能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相似之处(Flusser 2000: 27-30)。在这两种情况下，人类和机器都融合成一个统一体，这就解释了机器的人类工作人员如何既控制它们，又被它们控制。这些机器，作为一套被编纂的社会关系，被整合到其他社会经济机器中，从工业生产制度到国家的纪律机器。通过强调机器的这一特殊定义，乔纳森·贝勒引导我们认识到忽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潜在和共同风险。
Flusser对工具的使用与米歇尔·福柯的使用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表明了有形和无形的工具、制度和话语的战略星座，这些工具、制度和话语被铭刻在知识和权力的政治中。根据福柯的说法，工具/配置是“一套支持关系的策略，并由某些类型的知识支持。”14福柯使用“工具”一词是为了超越话语，包括描述知识结构形成的物质、行为和制度要素。这个术语经常出现在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治理学研究中。
福柯以监狱为例，强调其光学属性，这是基于边沁的圆形监狱架构。在这种观点中，监狱同时是一种技术媒介，被设计为看而不被看，因此也是一种通过监视的内化而主体化的工具。正如阿甘本简洁地描述的那样，机器“首先是一个产生主体化的机器，只有这样，它也是一个治理的机器”(阿甘本2009:20)。因此，“机器”一词为研究心智机械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有利位置，它综合关注其技术、工业中介，如作为一种学科形成的认知劳动分工及其构成性社会经济条件。
因此，分析工业认知劳动机器从其想象的启蒙概念原型到后工业资本主义中大规模可计算的社会系统的演变，需要考虑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基础。
认知劳动机器的功能角色从启蒙主体的特权劳动向新自由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的不合格人群的转移，主要是由21世纪的数字网络实现的。这种转移通过认知的微观划分进一步扩展了对认知工作者的符号学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影响



任务及其跨文化、时间和地理区域的分布。



人群回归
众包是一个混合概念，将新自由主义外包范式与数字网络上的人群融合在一起。在2006年6月的《连线》杂志上，Jeff Howe向其精通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读者宣传了这个概念:

从产品设计软件到数码摄像机，所有领域的技术进步都在打破曾经将业余爱好者与专业人士区分开来的成本壁垒。业余爱好者、兼职者和业余爱好者的努力突然有了市场，因为在制药和电视等完全不同的行业中，聪明的公司发现了挖掘人群潜在才能的方法。这种劳动力并不总是免费的，但它的成本比付给传统员工的工资要低得多。这不是外包;而是众包。(Howe 

2006:1)

众包作为传统就业方式的一种替代方式，也标志着群体概念意外地回到了全球北方的议程中。但此时，它的话语意义仅限于全球南方的社区。正如威廉·马扎雷拉所说:

按理说，人群属于全球北方新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过去。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也标志着全球南方不自由或不够自由的政治的现在……人群是把自由主义主体从过去拉出来的暗物质，而大众则占据了后自由主义政治的新兴视野。(马扎雷拉 2010: 

697)

马扎雷拉发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区别与福柯的“纪律社会”与吉尔·德勒兹的后工业“控制社会”之间的区别是平行的。虽然群体与工业纪律相对应，但大众只能在后工业控制社会的背景下考虑，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命令是“分形的，其目的是通过控制差异而不是通过强加连贯的社会机构来整合冲突”(马扎雷拉 2010: 

700)。以控制指挥也是计算机和数字网络充分融合的后工业服务经济中生产方式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看看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和它所传达的一些假设是有用的，因为它是最突出的活动，赋予了大众它的特征。由于它依赖于通讯的商品化，而通讯本身就形成了社会关系，



非物质劳动指的是“社会性”变为“经济性”的过程。拉扎拉托认为，作为社会关系商品化的延伸，主体性成为非物质劳动的“原材料”(拉扎拉托1996)。这部分是因为“今天的生产直接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Mazzarella 2010: 700)。在这里，需要挑战的关键假设是，社会关系的经济表达发生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然而，众包由于其去属地化的作用而扰乱了这种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在认知劳动实践的全球体系背景下考虑主体性的生产。尽管它与工业商品消费/生产周期相似，但信息生产周期对主体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的直接作用域是在通过同时建构活跃的消费者/传播者主体而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信息和传播行业。因此，“主体性的生产不再仅仅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为了商业关系的再生产)，而成为直接的生产”(拉扎拉托1996:1)但是，当传播者由于智力劳动的碎片化和信息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或大众与人群之间的全球收入差距而不再是消费者时，这个过程如何仍然有效呢?

哈特和内格里的众概念也有类似的假设。他们将后工业生产的特征扩展到大众，并声称“大众生产的不仅仅是商品或服务;最重要的是，大众也产生了合作、交流、生活形式和社会关系”(哈特和内格里，2005:339)。此外，哈特和内格里认为，通过认知劳动产生的主体性具有自主性，这主要是由于其假定的集体性。“这种新的劳动形式……为经济自我管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生产所必需的合作机制包含在劳动本身中”(哈特和内格里2004:336)。非物质劳动的这一特征与劳动力的工业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中被认为是“可变资本”，因为它只有通过资本才能被激活和形成生产力。
然而，我认为，众包机器以其独特的配置，挑战了所有这些假设，并从本质上否定了劳动的工业和后工业配置之间的本质主义区别。在由众包协议维持的数字劳动力市场中，人群受制于一种让人联想到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形式。但这种劳动分工在其与全球关系的影响方面不同于工业分工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构成了全球南方工人的独特条件。这些条件可以被描述为国际法的灰色地带，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设计的，目的是利用劳动力成本的明显地区差异，王爱华将其概念化为“例外制度”。 



众包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例外机器
王爱华(Aihwa Ong)借用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术语，将新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例外的全球体系。在施米特的意义上，例外状态定义了一种建立在司法秩序之外、由主权统治创造的政治阈限。与施密特的描述类似，王强调新自由主义政治形态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因为这些例外主要适用于在一致的立法框架之外做出决定。她将新自由主义的例外表述为“管理和约束、包容和排斥、赋予或否定人类行为价值的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王 2006: 5)。这些排斥技术的一个重要例子是劳 动力套利。
Ong认为，劳动套利是通过劳动的非属地化来决定治理和约束条件的策略之一。劳动套利打破了国家劳动立法与作为公民的劳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Ong将劳动套利描述为“利用时空坐标来积累利润的最新技术，发挥一种新的灵活性”(Ong 2006: 174)。认知劳动特别容易受到劳动套利技术的影响，因为计算机化的劳动分工可以将任务分割成更小、更标准化的单元，允许全球工人的集合完成(Ong 2006: 161)。我认为，众包是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的一种工具，它标志着劳动套利的一种新实例，在这种情况下，在线认知劳动力市场被建立为聚合平台，同时充当技术移民系统。
亚马逊的土耳其机械众包系统清楚地说明了认知劳动套利的剥削方面。土耳其人社区似乎对剥削的说法有不同的反应。一些美国的土耳其人反对这种说法，并表示他们对土耳其机械的兴趣仅仅是出于体验的新鲜感。这一事实可以用美国工人通过AMT赚取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收入来解释
另一方面，来自印度或中国等国家的工人似乎对土耳其机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最感兴趣，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AMT低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例如，来自新德里的计算机自由职业者拉杰什·马戈(Rajesh Mago)在他的博客中批评土耳其机械:

他们把请求者发布的任务称为HITs(人类智能任务)。人类也是如此



智力只值几分钱吗?哈哈!我知道没有人强迫任何人做这些任务，但这并不能证明使用“智力”这个词是正当的——这是对人类大脑的嘲弄
马戈说，2008年，他每天为土耳其机械工作几个小时，完成了超过10,000个HITs。他赚了572.62美元。他的HIT满意率为98.2%;也就是说，他工作的请求者拒绝了他完成任务的大约2%，而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根据马戈的说法，请求者没有给出任何可信的拒绝理由。此外，即使是被接受的工程的付款也经常被延迟，这一问题似乎影响了许多其他印度土耳其人。拉杰什·马戈(Rajesh Mago)已经不在土耳其机械公司工作了，回想起来，他得出结论:

我总是挑战自己，不断地测试和实验，为低薪的HITs工作，以为自己能赚到可观的钱。但是，土耳其机械请求者非常聪明;他们比我做了更多的研发工作，并且确信他们能以最低的价格或免费完成工作!17

马戈的案例凸显了新兴的全球认知劳动力市场不受监管的本质，并唤起了战后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的外籍劳工(Gastarbeiter)计划，即西方工业在劳动力套利方面的长期历史利益。德国的外籍劳工计划是建立无权利移民立法体系的杰出典范，最近在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移民工人计划(H-1B签证)的激烈政治辩论中，它启发了美国立法者(Jacoby 2009)。德国的外籍劳工计划最初只允许来自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男性工人以临时移民身份入境。这些男性被要求每周工作长达80小时，以远低于家政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战后蓬勃发展的德国工业提供劳动力需求，并在正常立法、权利和工会保护之外的例外状态下受到剥削。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例外制度借助数字网络推动了这种早期形式的劳动套利。此外，数字网络特有的时间性及其“不受时间限制的时间”创造了另一种效应——时间套利——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套利的后果。根据Shehzad Nadeem的说法:

时间套利可以定义为利用地域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时间差异牟利。这在两个尺度上运作。在地理范围上，许多公司利用时区差异来实现24小时的商业周期。在劳动过程规模上，时间套利可能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或劳动过程的加速。(纳迪姆2009:

21)



人们可以把数字劳动过程的加速看作是数字网络上生活节奏普遍加速的延伸。根据曼纽尔·Castells的说法，数字网络用他所谓的“永恒时间”取代了工业时代的时钟时间
定义为使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不遗余力地消灭时间，将年压缩为秒，将秒压缩为秒。此外，最根本的目的是消除时间的顺序，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个超文本中。(Castells公司2004:12)

此外，Castells将网络时间描述为“网络社会中主导功能和强大社会行动者的时间”(Castells 2009: xlii)。
在网络社会的这些社会文化前提的背景下，有可能将时间套利视为西方人类学话语的异时时间性的实现，因为它将“他者”投射在一个永远在线的时间性机械区域内。根据Mazzarella的说法，全球南方人群的分期部分是由其异时性(allochronic)特性所建立的，这个术语是从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借来的，用来描述西方人类学和知识传统中建立的一种特定话语，目的是将“他者”置于西方历史时间之外。根据费边(2002)，异时话语是统治和维持全球不平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的人群通过他们的非物质劳动，在网络的机器永远在线的时间内被物质配置，以推动以西方时间性为特征的线性物质进步。换句话说，西方的异时性话语已经以时间套利的形式被具体化，成为新自由主义例外体系的一种机器。
我认为，认知工作者与其劳动的直接文化产品在地理上和时间上的分离，最终为地球另一端的社会关系提供信息，创造了另一种例外状态，我称之为文化例外状态。这种超然的结果是，所生产商品的文化和信息内容是在认知工作者的社会语境之外消费的，因此不会直接改变她作为消费者/传播者的社会文化条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认知劳动机器的这一特殊方面是通过信息的分离过程实现的，这是战后控制论的一种创造。控制论带来的信息的肉体脱语境化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假设——例如，英美人对数字信息的偏好超过了依赖于上下文的模拟信息(马文 

1987)。卡洛琳·马文认为，这种偏好主要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呼吁，要求在一种清洁的环境中重生。



一个严格统一的世界，一个比其他任何人的世界更像我们的世界”
(马文1987:61)。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含义，在“后9/11”恐惧言论的背景下，网络“Gastarbeiter”对新自由主义议程变得更有吸引力。



结束语
如果数字网络是认知劳动的装配线，那么土耳其机械就是它的模型装置。当网络将控制对象从身体转移到集体思想时，土耳其机械通过将集体文化生产模式排除给认知工作者，并将他们限制在立法、时间和例外的文化状态中来实现这一目标。
AMT将认知任务划分为离散的部分，这样任务的完成就不依赖于工人自身的合作，而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从外部组织起来。通过消除认知工作的合作方面，劳动力成为一种可变资本，因为它只有在资本的激活和组织之后才能创造价值。
由于认知任务的碎片化，众包工作者不仅为任务算法提供所需的信息，而且反过来，他们也是由算法产生的，受到其流程的约束，流入一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效率，进而决定了他们的生计。当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需要通过土耳其机械系统完成任务的过程大多是不断为网络经济的生产/消费周期提供食物的文化生产算法时，这种影响就变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该系统最内在悖论的来源:通过将不可预测的全球各种品味、表达、隐喻和概念亲和力近似为一个单一的大众本体论，逐渐减少定义其信息作为产品的经济价值的差异。



附注
为了描述象征分析服务的工业生产所特有的特殊类型的非物质劳动，我更喜欢使用“认知劳动”这个术语。这种区别有助于避免人们对所考虑的非物质劳动的非物质性的强调，尽管许多作者都仔细指出，这个术语并不仅仅指生产或消费方面的非物质过程。然而，我相信，非物质劳动仍然有一些关于精神过程与身体分离的传统假设的痕迹。认知劳动标志着后工业主义的认识论和话语的顶点，这在概念的平行系统化在学术、军事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突出表现得很明显。正如马特奥·帕斯奎内利所描述的那样，“认知劳动生产各种机器，而不仅仅是软件:电子机器、叙事机器、广告机器、媒介机器、表演机器、精神机器、社会机器、性欲机器。”在19世纪，机器的定义指的是一种转换能量的装置。在20世纪，图灵的机器——所有计算的基础——开始以0和1序列的形式解释信息”(帕斯奎内利 2004)。使用认知劳动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另一个关键优势是，通过其具身和分布特征，可以讨论特定社会技术系统与构成主体性之间的历史关系。

2 non - u.s.。工人不需要为他们的收入向美国政府纳税。如果申请人的年总收入超过国税局规定的纳税申报门槛，美国工人的收入就需要纳税。

3 “亚马逊网站 帮助: 机械 土耳其人，” 
http://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
display.html?nodeId=16465291。

4 认 知 资 本 主 义 一 词 在 Nick Dyer-Witheford、Paolo Virno 和 Yann 

Moulier Boulang的各种用法中，指的是网络社会中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和信息消费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积累。

5根据齐泽克的说法，“今天，非物质劳动是‘霸权的’，这正是马克思所宣称的，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大型工业生产是霸权的



特定的颜色赋予整体色调——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发挥关键的、象征性的结构作用。”见斯拉沃伊·齐泽克，《客体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论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2005年秋，http://www.lacan.com/

zizmultitude.htm。安·斯托勒(Ann Stoler)在她的著作《种族与欲望教 育》(Race and 

Education of Desire)中，通过关注荷兰档案记录中的殖民事实
(斯托勒1995年)，强调了福柯的史学，特别是福柯的《性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对种族他者的忽视。在欧洲，直到19世纪，“土耳其人”一词与“穆斯林”交替使用，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而奥斯曼人从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用这个词来贬低安纳托利亚的游牧部落。

8 认 知 科 学 家 唐 纳 德 · 诺 曼 (Donald Norman) 使 用 “ 可 用 性 ”
(affordance)一词来描述一件物品与其效用相关的感知质量
(Norman 1990)。

9 w;R.汉密尔顿编，《 托 马 斯 · 里 德 作 品 集 》(爱丁堡，1846);引用见
Schaffer(1983)。

温迪希强调了自动机作为其预期效果之一所传达的想法的大胆性。“他仅仅表现了自动机的本来面目;一台机器，它的机制并非没有优点，但它的效果看起来如此奇妙，只有从大胆的想法，和他用来实现幻想的幸运选择的手段”(温迪希1874:字母V)。

肯佩伦意识到自我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并为一种与詹姆斯瓦特的著名发明非常相似的蒸汽涡轮机申请了专利。瓦特汽轮机的调速器被认为是自调节系统的原型。

12 Gottfried Leibniz, Dissertio de Arte Combinatoria (1666);引自
Ronald Chrisley和Sander Bege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itical 

Concept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2000)，第14页。
坡在1849年出版了《冯·肯佩伦和他的发现》。
14福柯在他的采访中解释了这一术语，发表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知 识:采 访 和 其 他 著 作 选 集，1972-1977》，C.戈登主编([城市:出版社])，194-8页。德勒兹(1992)在翻译“dispositive”时更倾 向于使用“社会机器”一词。
15然而，这种假设可能并不总是反映整个现实。土耳其机械最近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一些关注，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通过其工作人员播出的故事



amt。虽然在土耳其机械中产生的收入可能无法完全弥补美国工人在传统全职工作中损失的收入，但许多土耳其人仍然认为这是一份方便而灵活的工作，每天可以获得8到15美元的收入。

16 Rajesh Mago，“作为工人与他们一起工作后的Mturk回顾| PC提示和 技 巧 ”，http://www.pctipstricks.com/myreview-of-amazon-mturk-after-

working-part-time-as-worker-for-few-months/。
1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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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为免费劳动力的粉丝圈
阿比盖尔·德·科斯尼克



狂热者还是工人?

从历史上看，粉丝活动一直被嘲笑为轻浮、无关紧要，甚至病态。亨利·詹金斯在他的著作《文 本 盗 猎 者 》(Textual Poachers)中追溯了fan这个词的用法，它起源于拉丁语fanaticus，其含义为(詹金斯引用了牛津拉丁语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狂欢仪式和狂热狂热”、“过度和错误的热情”和“被神或恶魔占有”。詹金斯认为，狂热和精神错乱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

[T]在当代文化中，粉丝仍然是一个令人反感的类别，它时而成为嘲笑的对象，时而成为焦虑的对象，时而成为恐惧的对象，时而成为欲望的对象。无论被视为宗教狂热分子、精神变态的杀手、神经质的幻想家，还是为欲望而疯狂的追星族，粉丝仍然是一个“狂热分子”或虚假的崇拜者，他们的兴趣从根本上与“正常”的文化体验领域格格不入，他们的心态与现实危险地脱节在《文本盗猎者》出版后的二十年里，个人电脑处理能力的增强、数字创作工具成本的下降以及在互联网上出版的便利性促进了粉丝活动的繁荣。如今，粉丝网站、博客、留言板随处可见，每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上都组织起了粉丝团体;在这些网络社区里，粉丝们发布他们的作品:评论和细读，故事和诗歌，歌曲和视频，重演和动画和混搭，壁纸和截屏和图标。粉丝作品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这种来自粉丝的音频、视觉和文字材料流入公共消费领域的现象，并没有极大地改变一些文化评论家对粉丝圈的负面评价。相反，网上粉丝内容的丰富导致一些人贬低粉丝是多产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没有做出任何重要或有价值的东西。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业余爱好者的崇拜》(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中写道，他引用了赫胥黎
(t.h. Huxley)的理论，即把无限多的猴子和无限多的打字机匹配起来，最终会产生一部杰作:

今天的技术把所有的猴子和所有的打字机连在一起。只不过在我们的web2.0世界里，打字机不完全是打字机，而是联网的个人电脑，猴子也不完全是猴子，而是互联网用户。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精力充沛的猴子——其中许多在创造艺术方面并不比我们的灵长类表亲更有天赋——并没有创造出杰作，而是在创造一个无尽的平庸的数字森林



但粉丝对互联网的大量贡献可以被视为另一种方式:劳动。网上的粉丝作品构成了对各种商品的未经授权的营销——几乎每一种产品都吸引了某种程度的粉丝。本章将论证，粉丝活动不应该被贬为无足轻重、浪费时间，往好了说是病态，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新的宣传和广告形式，由志愿者撰写，这是企业在市场碎片化时代迫切需要的。换句话说，粉丝制作是一种工作范畴。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粉丝的工作都是无偿的。像许多为互联网提供内容的创造性活动一样，粉丝圈是Tiziana特拉诺瓦所说的一种免费劳动。特拉诺瓦写道:

我们把这种使互联网成为蓬勃发展和高度活跃的媒介的过度活动称为“自由劳动”——这是整个文化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重要的、但尚未得到承认的价值来源....互联网远不是一个“不真实的”、空洞的空间，它是由文化和技术劳动彻底地激活的，是一种完全内在于整个网络社会流动中的连续的价值生产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随着创造性在线劳动的报酬问题对包括新闻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许多行业都变得至关重要，随着美国作家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和自由职业者联盟(Freelancers 

Union)等创意工作者组织大声疾呼，要求更多地承认在线作品值得付费，我们正处在一个成熟的时刻，可以确立粉丝圈是一种免费劳动的事实，并呼吁粉丝、学者、而那些从粉丝活动中获益的公司也应该认真考虑粉丝是否应该为他们的工作获得报酬的问题。



Hebdige:亚文化风格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要弄清楚，粉丝活动构成了一种作品。为此，我们将回顾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著作，特别是关于亚文化和粉丝社区的学术研究，它们认为粉丝圈是一种主动生产的形式，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形式。迪克·Hebdige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文化》中指出，酷儿亚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泰迪男孩、朋克摇滚、机车帮)是如何将普通物品转化为风格的能指的——这种风格标志着亚文化成员与(亚文化眼中的)规范、同质、主流社会。Hebdige写道:

[O]对象在亚文化中作为“风格”被制造得有意义又有意义....[T]这一过程始于对自然秩序的犯罪——修剪一头短发，购买一辆摩托车、一张唱片或一套特定类型的西装。但它以一种风格的建构而告终，以蔑视或轻蔑的姿态，以微笑或冷笑而告终。它发出拒绝的信号
《Hebdige》说，亲和群体集体对滑板车、唱片或西装等日常商品采取行动，并为这些物品注入某种反映该群体价值观和兴趣的敏感性;当亲和群体重新配置和重新定义它们的意义时，这些商品就会“变得刻薄又刻薄”。家庭主妇手中的安全别针和朋克摇滚歌手脸颊上的安全别针是不一样的。“最平凡的物品——安全别针、尖头鞋、摩托车——……都具有象征意义....这些物品成为被禁止的同一性的标志，价值的来源。5如果没有亲和群体对这些“最平凡的物品”的专门用途和重新语境化，这些物品就永远不会获得它们的象征维度，也不会成为“价值的来源;也就是说，它们不会拥有多重价值，它们不会以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群体具有价值——它们不会成为特殊的物品
因此，Hebdige的作品是本章称之为“粉丝劳动”的劳动类型的早期表达。粉丝通过表演作用于商品，给商品注入价值，这种表演是由某种表情的展示和具体动作组成的，这些都可以用态度的概念来概括。粉丝们开始把某些实物、着装方式、发型和行为视为态度的组成部分，这种态度标志着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区别，也标志着他们与他们认为的主流的区别。在Hebdige的研究中，亚文化对商品所做的工作，意义制造的工作，将商品作为其态度和风格表现的关键组成部分的重新语境化的工作，是在自我中进行的



兴趣，因为亚文化比任何东西都更希望明显与众不同，与社会其他部分分开。亲和群体在日常物品上投入时间、精力和想象力，以使这些物品满足他们的需求，其中包括帮助巩固和代表群体的集体同一性，这通常与社会规范明显相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Hebdige的作品之后几十年，在亚文化和粉丝研究中才浮出水面的是，亲和群体通过赋予普通事物以特殊意义，实际上增加了这些事物的市场价值;换句话说，亚文化在物品上做文章，是为了让它们成为他们不墨守成规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标志，但他们的作品赋予了物品新的价值和吸引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广告。因此，即使是最叛逆的亚文化的作品也符合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即资本主义劳动的规范:所有生活在资本统治下的人都必须劳动，以促进、销售和消费商品。



桑顿:品味文化
虽然《Hebdige》关注的是亲密团体将事物重新加工成风格的人工制品，但莎拉·桑顿(Sarah Thornton)在她对20世纪90年代英国科技音乐、舞蹈俱乐部和锐舞场景的研究中，强调了亚文化使用日常物品创造社会参与新模式的方式。在今天，随着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网站加入在线社区变得越来越普遍，亚文化创造娱乐形式的群体参与的观察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但桑顿提出了一套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在今天被证明对理解亚文化如何创造在线互动模式和

15年前理解面对面的技术俱乐部和锐舞场景一样有用。
桑顿将俱乐部文化归类为一种“品味文化”。桑顿写道，品味文化“聚集在他们共同的品味基础上……他们对共同媒体的消费，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与自己品味相似的人的偏好。”参与一种特殊的品味文化“使参与者对这种文化的好恶、意义和价值观有了了解

(通常是信仰)。”这些文化通常不是永久的隶属关系机构;相反，它们是“具有流动边界的临时社区，可能在一个夏天聚集在一起并解散，也可能持续几年。”此外，品味文化“充满了文化等级制度”，例如，在俱乐部文化的例子中，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比被认为是虚假的东西更有特权，时髦的东西比主流的东西更有特权，地下的东西比媒体更有特权
桑顿在这里所描述的是小说的社会创新。桑顿的品味文化也可以被称为粉丝文化，这些类型的群体围绕着某些对象聚集在一起，这些对象可以是“普通媒体”，如音乐、电影、电视节目和漫画书，但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商品。围绕这些商品，粉丝们建立起具有特定等级、价值观和信仰体系的社会。粉丝的大量工作包括参与粉丝文化的规则和规范的构建;粉丝调节其他粉丝之间的互动，建立粉丝讨论和游戏的条款(例如，明确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并引导和教导新人进入粉丝圈。地位游戏——新手成为社区“大牌粉丝”或版主的斗争，或者希望修改群体价值体系以获得认可的粉丝派别的斗争——在粉丝圈中很常见，并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大量的情感兴趣和娱乐。桑顿的研究是最早阐明狂热社会维度重要性的研究之一。她透露，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粉丝社区的构成和参与(尽管这种参与可能是短暂的)，她强调，如果没有学习和维护规则、地位的获得和失去、坚持或打破共同的信仰体系等活动，普通的商品对很多人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换句话说，粉丝们的社群建设劳动，赋予了物品很大的吸引力。没有粉丝劳动，消费的社会性就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物品的购买者不会将这些物品与加入和参与由品味和价值观相似的人组成的社会的乐趣联系起来。



詹金斯:着迷/沮丧
Hebdige和桑顿对粉丝劳动的早期理论得到了詹金斯和马特希尔斯对粉丝劳动的矛盾和复杂性的分析的补充。詹金斯指出，粉丝们选择在物体上工作(他主要研究的是电视制作的粉丝)，因为他们在与物体接触时体验到多重情感:

粉丝们的反应通常不仅包括单纯的迷恋或崇拜，还包括沮丧和对抗，正是这两种反应的结合，激发了他们与媒体的积极互动。因为流行叙事往往不能让人满意，粉丝必须与之抗争，努力向自己和他人阐明原著中未实现的可能性。因为文本继续引人入胜，粉丝们不能把它们从注意力中打发掉，而是必须设法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挽救它们

詹金斯指出，粉丝们对自己感兴趣的物品的内在情感冲突——迷恋与沮丧，喜爱与厌恶——驱使着粉丝们在这些商品上工作。詹金斯观察到，媒体粉丝写同人小说和同人评论，制作艺术、音乐和视频，以此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文本版本，他们想要的文本，最能满足他们需求的文本。从詹金斯那里，我们了解到，粉丝劳动通常是定制化的工作，将大量生产的东西变成满足个人特殊欲望和愿望的东西。
我们还了解到，粉丝劳动不是奉献，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仅是奉献，也是对抗，粉丝觉得他们必须劳动——也就是说，把时间、注意力、创造力、智力和精力投入到商品中——才能让这些东西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粉丝们在物品上工作，是为了掌握它们。詹金斯写道:“粉丝们绝不是逢场作戏，而是积极地宣称自己掌握了大量生产的文本，这些文本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生产提供了原材料，也为他们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基础。”“9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粉丝的概念远不是像奴隶一样被商品迷住，而是作为一个个体，通过强行改变这些物品以更好地为它们服务，来断言她或他对商品的掌握。粉丝将商品视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原材料”——呼应了

Hebdige关于亚文化的写作——“把普通的东西变成风格的标志和公共表演的道具”——以及“他们社会互动的基础”——正如桑顿(在詹金斯之后四年)所声称的那样，品味文化构成了社区这让个人参与到地位游戏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中。



詹金斯让我们看到，粉丝的立场是，没有一个粉丝的对象本身是完整的、完美的或完整的。粉丝们渴望赞美一个对象的正确之处，指出它的错误之处，并为这个对象的发展提出解决方案和新的方向，因为他们认为，粉丝圈就是使这个对象变得完整和完美的东西。对象是关于粉丝的。与其说是扇子对物体的投入，不如说是物体满足了扇子的需求——而且，一开始，它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范友必须在对象上投入精力，才能对对象进行定制，使之更符合范友的意愿。
詹金斯还让我们了解到，从粉丝的角度来看，他或她在商品上的劳动与该商品的官方生产者的劳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如果粉丝必须抚平一件物品的粗糙边缘，如果他们必须探索和实现一件物品未实现的可能性，那么，赋予该物品不受欢迎的属性、压制其更有趣的潜力的责任就在官方生产者身上。粉丝们觉得自己被迫在事物上劳动，这意味着把这件东西推向市场的劳动是劣质的，或者是不够的，或者顶多说是留下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粉丝劳动者和官方制作人之间的这种距离，是粉丝不常把自己视为劳动者的原因之一。粉丝们定制大众商品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粉丝同伴，而不是为了市场，也不是为了普通消费者(即非粉丝)。有人可能会假设，粉丝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出于对释放自己喜欢的物品的最佳和最高承诺的兴趣，而不是像官方生产者那样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因此，许多粉丝认为他们的动机比官方制作人的动机更纯粹，并将自己视为高于市场价值、广告和销售的问题。粉丝对官方制作人经常感到的挫败感和敌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粉丝将自己视为官方制作人运作的同一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希尔斯:粉丝和交换价值
然而，正如希尔斯在《粉丝文化》一书中所说，粉丝实际上是官方制作人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尔斯谈到了流行的“抗拒”粉丝的概念，他说:“狂热粉丝对商业化和商品化表达的敌意……导致了狂热电视粉丝(以及其他相关媒体粉丝)的理论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消费主义的。”但希尔斯写道，粉丝圈有一个内在的矛盾:

在“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及其新商品的快速周转的同时，粉丝们也卷入了这些非常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粉丝是“理想消费者”，因为他们的消费习惯可以被文化产业高度预测，并且很可能保持稳定。但粉丝也表达了反商业的信仰(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因为这些信仰并不完全符合粉丝所处的文化环境)

因此，希尔斯认为球迷的体验至少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方面:“反商业意识形态”的一面和“商品完美主义”的一面。
希尔斯对粉丝圈的这两部分的提出，使他比之前的亚文化和粉丝研究学者更清楚地阐明了粉丝劳动是如何为商品增加价值的，以及为什么粉丝否认或干脆拒绝承认他们的增值活动构成了劳动。希尔斯说，看看那些收集旧的、不再生产的物品的粉丝们如何在

eBay上以有时相当高的价格出售它们，

根据传统的使用和交换逻辑，eBay上出售的许多商品应该几乎一文不值。然而，由于其中许多商品被粉丝强烈主观地估价，这类商品呈现出一种重新定义的“交换价值”....[F]基于“使用价值”的商品与属于经济“适当”的系统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与媒体相关的收藏品市场的存在是由粉丝的生活体验所支撑的
使这些商品具有超出其最初销售价格的价值的是粉丝赋予它们的东西——粉丝将旧东西赋予新的用途，以及粉丝围绕它们构建的情感景观。希尔斯指出，“对文本的‘挪用’或对消费的‘抵制’总是可以作为交换价值的新实例加以回收，”13，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粉丝的“占有”，许多商品的交换价值会低得多，价值的保质期会短得多，潜在消费者的基础也会小得多。如果没有粉丝的参与，用希尔斯的话说，许多物品在进入市场后不久就“几乎一文不值”。但粉丝和粉丝研究学者历来不愿将粉丝的增值行为视为劳动，因为“粉丝身份通常被视为与消费者身份相对立的。14与这篇文章特别相关的是希尔斯的观察，引用了泰勒和威利斯的一项研究，15粉丝批评他们自己社区的成员，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值得补偿:“[F]那些行为与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相关’的人(例如，他们可能试图出售录制的非直播视频)很可能在相关的粉丝文化中受到谴责。“16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以《星球大战》同人小说作者在亚马逊上简要列出她的同人小说为例，17粉丝社区经常严厉批评那些试图出售他们的同人作品的成员。因为粉丝通常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对消费主义的“抵抗”，他们拒绝考虑自己的作品可能构成宣传材料或辅助产品，从而增加了粉丝对象的价值，因此可能值得获得补偿，无论是从官方制作人还是从其他消费者那里。
那么，把赫伯迪和桑顿的理论与詹金斯和希尔斯的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粉丝并不把粉丝崇拜的对象当作商品，即使它们就是商品，即使他们花了很多钱(在某些情况下，是一大笔钱)来获得这些对象，即使是粉丝圈赋予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远远大于它们最初的销售价格。因此，粉丝并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增加或创造交换价值的工作(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努力是增加个人使用价值)，也不为自己的活动寻求补偿。
然而，在数字时代，与模拟发行技术相比，粉丝们将自己的作品公开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很明显，粉丝们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是一种劳动，而这种劳动绝大多数是免费的。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等学者对互联网如何主要由自由和自愿的创造性劳动组成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特拉诺瓦关于数字经济需要不断更新的概念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对粉丝劳动的讨论。特拉诺瓦在《网 络 文 化》中写道，数字经济“挑战了后现代的假设，即劳动消失了，而商品承担并消解了所有意义。”特别是，互联网突出了从持续的、可更新的工作中提取价值，并且是极度劳动密集型的。18她指出，网页设计师和维护人员的工作是不断更新一个网站，以确保它是一个“好”的网站 



网站，和程序员的工作，反复更新软件，以保持应用程序的相关性和使用;

这是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劳动，通过一个成功的网站来展示，这是劳动改变产品的奇观，让用户回来。因此，商品的好坏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

与特拉诺瓦的例子类似的是，粉丝们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以评论、故事、视频和音乐的形式提供新的材料，使产品更新，并为它们提供(并创造)消费者需求。特拉诺瓦还谈到了希尔斯所写的亲和群体中固有的矛盾——即社区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起作用，不值得得到补偿，与社区创造大量实际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特拉诺瓦观察到“互联网作为媒介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大量的劳动力(这并不等同于就业[…])，只有部分劳动力被风险资本主义反复无常的逻辑所过度补偿(在1990年代后期的网络繁荣期间)。在维持整个互联网的不可思议的劳动力中
(从邮件列表流量到网站再到基础设施问题)，我们可以猜测，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免费劳动力。” 

然而，免费劳动并不一定是被剥削的劳动。在早期的虚拟社区中，我们被告知，劳动确实是免费的:建立一个社区的劳动并没有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它是免费的，无偿的)，但它也被心甘情愿地让步，以换取交流和交换的乐趣(因此它是免费的，愉快的，而不是强加的)

自组织社区(如第一个AOL聊天群)的成员不介意付出自己的劳动，这一事实反映了粉丝们自由地贡献时间、精力和创造力来制作粉丝作品，然后在网上分享的方式;这两个群体都是为了“交流和交流的乐趣”而这样做，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觉得他们的互联网劳动是“不无偿的”。特拉诺瓦将互联网“礼物经济”21作为一种框架，亲和群体用它来描述他们的无报酬交换模式，但事实上，群体并不把他们自愿做的事情视为工作，这并不会减少它的价值创造。“1996年，在志愿者(AOL聊天室管理)最活跃的时候，有超过3万名‘社区领袖’参与了进来。 

“我们帮助AOL每月至少产生700万美元，”22特拉诺瓦说。今天，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帖和评论的粉丝版主、作家和艺术家有数百万人，他们的活动为公司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在线(AOL)每月700万美元的收入。



罗斯在“关于数字劳动力问题”的演讲中以特拉诺瓦和希尔斯为基础，强调美国正在向“基于广泛使用无偿或业余用户劳动力的互联网经济”过渡。对罗斯来说，这种转变引发了许多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公平的问题，而企业雇主和创意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这些问题。罗斯写道:

在新媒体的世界里，工会没有任何立足点，过度工作、低薪和牺牲劳动的公式完全是规范的。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社交网络或开源中广泛使用业余或用户输入，
Tiziana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最初被描述为“自由劳动”的系统性剥夺，促使一些评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数字环境的经验是否应该引导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对劳动和企业的基本理解

罗斯认为这种对互联网用户自由劳动的剥夺是一种“创造性工作者的自我剥削”。罗斯的一位线人所说的“你忍不住要做的工作”，似乎是娱乐和娱乐的工作，罗斯说，是“增值工作”，可以“以数字方式延伸到员工生活中醒着的每一刻”——甚至不需要成为员工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罗斯将特拉诺瓦关于20世纪90年代
AOL聊天室的结论应用于当今的社交媒体网站，声称无工资劳动力为所有这些网站注入了财务价值，这对网站的创始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F]对于商业企业家来说，[建立一个社交网站]实际上是一个无工资的命题。带宽、托管和维护商业平台都有成本，但就可货币化的产品而言，是用户，或者行业战略家所说的产消者，谁创造了所有的剩余价值(这可以被描述为这种免费服务提供给用户的价值和他们为商业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24

罗斯和特拉诺瓦一样，承认“交流和交流的乐趣”以及粉丝劳动“不是强加的”这一事实，阻止了粉丝为他们的增值活动寻求补偿。对于很多粉丝来说，捐赠劳动是心甘情愿地付出，以换取在一个相对开放、不受限制的互联网上享受和玩耍的机会。Ross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澄清:

[T]社交网络目前在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人们为保留一个自由的交换媒介而付出的代价，这个媒介的活动范围大到足以超越任何政府或公司的监督。换句话说，这是另一种权衡，



而这种平衡，就目前而言，仍然是有利于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进入用户生成价值的互动性免费劳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向整个互联网缴纳的一种什一税或贡品，这样，剥夺者就远离了我们真正珍视的那部分互联网

财富在社交媒体公司之间分配不均的事实(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所有从社交媒体网站中受益的公司)和为这些实体创造内容和价值的粉丝是心甘情愿接受的，粉丝们把他们的志愿劳动视为获得互联网参与利益的先决条件。



粉丝志愿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假设粉丝拒绝在志愿服务模式之外的任何模式下劳动的几个原因。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粉丝圈这个概念带有疯狂、社会边缘化和异常的内涵，而这些内涵所固有的假设是，粉丝被特定的对象和文本所占有——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被奴役。这种将粉丝圈定义为一种被动接受、接近或陷入疯狂的状态，无疑为粉丝们希望定义的自己对-à-vis更大社会的权利设置了一个较低的门槛。当一个群体被归类为异常或次正常时，它通常只会争取存在和不受干扰地运作的权利。从20世纪50年代的漫画迷，到90年代的说唱和嘻哈迷，围绕着一些媒体迷出现了道德恐慌，而社会谴责的适用范围要大得多，从《星际迷航》迷到肥皂剧观众，再到电子游戏玩家;因为在上个世纪的过程中，有太多的粉丝群体因为自己的热情而经历了拒绝和批评，所以粉丝敏感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隐藏自己的粉丝兴趣，什么时候该公开自己的粉丝身份。网络交流的匿名性让人们可以谨慎地以粉丝的身份运作，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闭门造车的形式，因为很多人在面对面的社交中很少讨论自己的网络粉丝活动。互联网允许个人隐藏自己的粉丝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社交领域，避免与粉丝圈产生任何关联。一个基本上不公开的群体，通常远不急于公开组织和发布经济诉求。
“粉丝圈”的概念在市场营销和消费圈子里已经成为一个更被接受和享有特权的术语——公司明白他们的产品需要在线上和现实世界中的粉丝、追随者和朋友——但即使被认为是一种值得花费时间和金钱的行为，粉丝圈也被视为一种边缘的、娱乐的、只是为了好玩的活动。它不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核心，也不是创意产业职业生涯的合法基础。
除此之外，粉丝圈被广泛地归类为纯粹的休闲活动，完全超出了人们生活的“严肃”领域，比如工作，粉丝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显然是反商业的，这种感知阻止了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报酬的。正如

Hebdige所指出的那样，亚文化经常以反对社会规范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的成员对普通物品进行重制、返工，并找到新的用途，部分原因是为了反抗这些物品被宣传为破坏社会习惯流动的一种方法。风格可以是干扰的信号，是打破主流的行为和信仰特征的信号，



为商品注入非规范的含义来定义亚文化风格，是拒绝资本主义倾向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倾向于将每个人都视为与其他人完全相同的人，将所有人都降低为同等的、可互换的消费者。希尔斯告诉我们，粉丝也可以“抵制”他们喜欢的文本和对象的商品方面，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占有活动纯粹是出于经济动机——粉丝对特定的事物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与之有情感、智力、心理或艺术上的联系，而不是因为粉丝希望从中获利。事实上，粉丝们常常认为，是官方制作方的逐利动机导致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做出了不正确或不太理想的决定，让粉丝们在爱情和挫折的驱使下，而不是金钱的驱使下，对自己已经依恋的产品进行抢救或修改。大量粉丝话语和粉丝研究学术中所假定的财务与粉丝圈的对立，并没有为粉丝考虑游说，以获得他们为公司产品增加价值的报酬提供肥沃的土壤。
罗斯和特拉诺瓦声称，即使粉丝们确实把他们的生产力视为劳动，他们也可以把这种捐赠视为参与互联网上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社交媒体网站的能力的必要交换，以使公司受益的方式，免费提供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创造力。他们的免费劳动换来了一个免费的互联网。把粉丝正式组织起来，作为一种工会，这种想法本身，多少有点违背粉丝自由的基本原则。对于粉丝来说，虽然他们确实会围绕着特定的物体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做的是定制量产的东西，以满足自己独特的欲望和需求。大多数粉丝劳动的目标是修改一件商品，让它适合所有人，让它更适合粉丝劳动者，以及其他和粉丝劳动者有共同品味的粉丝。任何相当数量的粉丝都不太可能就他们都想在各种公司制造的物体和文本上执行的工作类型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某种与明确定义的生产类别相称的薪酬计划。从本质上讲，粉丝劳动是特殊的，每一种粉丝作品都源于粉丝生产者的特殊利益，并受到其影响。
此外，由于尚不清楚粉丝创造的品牌延伸、宣传和营销材料为公司带来了多少收入，粉丝很难以佣金或收入分成的模式寻求报酬。粉丝制作的视频、网站、评论、海报和其他艺术品、故事、歌曲和评论与围绕任何给定产品的官方广告和促销流融合在一起——粉丝的劳动可以提高产品的热度和声誉，还可以增强产品对潜在消费者施加的吸引力或吸引力，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产品的销售中有多少是来自粉丝的努力，而不是来自付费的企业营销人员。



粉丝补偿
然而，尽管数字经济依赖于无偿的、由用户产生的劳动，但互联网也一直是一些补偿创新的场所，这些创新在未来可能会很好地服务于粉丝。事实证明，对于吸引大量观众的博主和视频制作者来说，从广告中获得收入是可行的;如果公司允许粉丝制作者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图像、文字、视频和声音，那么粉丝制作者同样可以从谷歌AdSense或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中受益，因为大多数粉丝制作者使用的是专有媒体(公司可以默认许可)。通过不起诉粉丝或向他们提供版权侵权的停火-停止函)。
另一种使少数粉丝受益，并可能使更多粉丝受益的补偿形式，是将粉丝劳动者从业余爱好者提升为付费专业人士。一些公司在官方产品中加入了粉丝作品，或者将其作为产品的广告，这推动了这些粉丝在创意产业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些公司雇佣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作家和版主，他们的作品是在粉丝网站上第一次遇到的。对于有抱负的创意专业人士来说，粉丝劳动最终可以被视为声誉阶梯上的第一梯级，其中最高梯级是全职工作。
要想让粉丝为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就必须让粉丝和企业都承认，粉丝是一种劳动形式，可以为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增加价值，值得得到补偿。关于粉丝圈的讨论历史，尤其是粉丝社区内部的讨论历史，使得这种承认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如果企业能够开始将粉丝群体视为他们最伟大的促销活动的潜在开发者，如果粉丝能够开始看到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个人使用价值，而且具有市场交换价值，那么，可以想象，粉丝可能会成为第一批为互联网劳动和报酬等重要问题制定可行解决方案的社会群体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粉丝将有助于塑造创造性劳动在数字经济中如何得到公平补偿，而不是成为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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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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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超越生命政治的数字、劳动力和测量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本章转向最近的技术科学发展，以重新思考情感劳动与数学(数字)计量形式的关系的价值。我特别关注Luciana Parisi的作品，因为我在这里的目的和她的一样，都是要描绘出这些发展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含义，至少要描绘出思想上的转变，或者他们可能引发的对思想的思考(以及未被思考的)。由于Parisi将哲学话语作为对技术科学发展的批判性分析的指导，同时也作为她最终希望贡献的话语，我也希望这样做。虽然专注于过程的哲学——尤其是吉尔·德勒兹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的哲学——是Parisi所吸引的，但我将这些哲学与思辨性现实主义哲学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进行了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表明，哲学，即使是无意识地，正在被纳米技术的技术科学发展的含义所吸引，以及它在努力使物质的微观影响富有成效时所提出的测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哲学目前正在记录经济、情感劳动和生物政治治理的重新配置。



纳米技术和测量物质的影响
在她最近对纳米技术的分析中，Luciana Parisi报告说，纳米技术的特别新颖之处在于纳米机器可以“重新排列每个原子的位置”

(2012:48, n. 2)。这意味着“每个原子都可以被放置在一个选定的位置，成为一个正在被重新设计的生命系统的一个活跃的或结构性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这种控制原子位置的新能力表明，“分子的高速振荡和模糊性，这是量子物理学发现的核心，不再是由粒子和波之间的原子叠加所定义的绝对不确定性。”相反，模糊性提供了一种混沌的不稳定性，可以转化为“奇怪的动态生产力”
(Parisi 2012: 49, n. 2)。在纳米尺度上，Parisi继续说，“粒子可以变成概率波，跨越不可穿透的障碍，同时占据两个位置，并预测未来的状态”(Parisi 2012: 33)。

从纳米技术科学到人造原子的纳米设计，被商标为“可编程物质”，其目的，正如Parisi所看到的，是“消除材料的物理组成——原子、光子、质子、电子——及其特性之间的区别，如颜色、形状、平滑度、亮度等等。”使得“材料可以像软件的设计和调试一样瞬间改变其实体”(Parisi 2012: 38)。Parisi总结道，

通过进入纯势能的领域——颜色、形状、粗糙度、电、矢量等，可编程物质承诺了一种瞬时实现势能的架构....在这里，控制不再是通过预测来计算未来，或者通过预先设定的概率来计算未知。相反，生物物理偶然性的消失与不确定性的纳米编程成正比，即在思想和扩展的设计中包含模糊状态。(Parisi201

2:39

我详细地引用了Parisi的一篇文章来阐述我对测量的讨论，就像她把她对计算和计算的讨论放在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中一样(Parisi 

2009a, 2009b, 2009c)。纳米技术的发展也意味着我在2007年与格雷格·戈德伯格、雷切尔·希夫、亚伦·威克斯和克雷格·威尔斯合著的题为“对情感本身理论的注释”的出版物中回归到与劳动、情感和测量接触的早期时刻。我们利用了乔治·卡芬齐斯的不同意见



哈特和内格里认为非物质或情感劳动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相反，卡芬齐斯认为，资本主义“将一种极其量化的生活形式强加于其组成部分”，他对不可测量的主张提出了警告，并提出资本家一直在寻找、现在仍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衡量最初看似不可测量的东西。卡芬齐斯不仅认为剥削仍然可以用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来衡量，而且他还提出，那些抵制资本主义的人必须具有与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数量能力相匹配的数量能力
虽然考虑到卡芬齐斯对度量和资本主义定量能力的兴趣，我们觉得情感劳动的可测量性或不可测量性的问题必须以不同于劳动者生产时间的方式提出，因为情感劳动如保罗·维尔诺(2004)等人所拥有的那样，甚至超越了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中交流和认知能力的劳动，超越了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劳动，成为生命政治社会中的情感劳动，在生命政治社会中，情感指的是一种前个体的、无意识的、非认知的、主观的身体能力，可以影响或被影响。在这里，情感是向未来实现开放的不合格强度的矢量，是一种纯粹的潜能。以这种方式定义，情感劳动向我和我的合著者提出了纯粹潜能或强度向量的具体化问题，与劳动者的有机身体形成对比。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身体是情感的身体，或者什么是强度向量的体现。我们怀疑它可能是模仿人类有机体或人类劳动者的身体。如果衡量和其他劳动一样是情感劳动的核心，我们就会问应该如何衡量情感



身体、情感和媒体技术
前面关于情感的定义来自于Brian Massumi所采用的哲学传统、德勒兹和怀特海的哲学，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斯宾诺莎和柏格森。虽然Massumi(2002)发展了他的情感概念化的大部分是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与人类有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的关系，但他将情感概念化为个体前潜能，与德勒兹的虚拟性产生共鸣，似乎让情感从人类有机体中溜走了。事实上，Massumi有时确实指出，在物质的不同尺度上，影响是潜在的或不确定的。那么，情感似乎指向了身体和物质/能量的重新配置;情感可能被人的身体或被设想为有机体的身体以外的身体所体验并成为身体的体验。
在《关于情感本身理论的笔记》中，我和我的合著者专注于情感的技术框架，从Massumi测量情感的技术开始，将其作为意识体验之前的一小部分时间，一种技术增强或测量装置，理论上被

Massumi忽略了，但对于他的前意识影响的例子来说似乎是必要的，前意识影响是在意识出现之前的一段可测量的时间，这种测量必然会将情感推向意识，将虚拟推向现实，虽然不会耗尽虚拟性或情感潜能。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情感是潜在的，因此，不能被实现，只能被实现;实现化只能是从虚拟中发明出来的问题，而虚拟本身在本体论上仍然是虚拟的。在我和我的合著者看来，也许可以把情感的身体想象成一种技术集合或一种测量技术，其中测量在不消耗或完全捕获的情况下进行测量，这是一种计算上开放的测量技术。
在《热死:基因工程和人工生命中的出现和控制》一书中，帕里西和Tiziana特拉诺瓦(2000)提供了一种开始解决我们疑问的方法。《热死》提供了身体、技术和劳动(重新)配置的谱系，使我们有可能把身体作为有机体仅仅看作是一个形象，一个历史上特定的形象，关于身体是什么或它能做什么。帕里西和特拉诺瓦关注自创生，即身体作为有机体的特征，他们认为，直到19世纪，作为自创生有机体的身体才成为身体是什么以及它能做什么的象征。他们继续提出，这种身体的形象适合19世纪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纪律社会，“在那里，在身体外部和身体之间循环的流体被折叠到自己身上，以便在有机体/自我/主体的坚固墙壁内被引导”(帕里西和特拉诺瓦 2000: 4)



作为有机体的身体被组织为“在积累和消耗的热力学循环内进行繁殖;并接受工作训练”(帕里西和特拉诺瓦，2000年);5)在这里，帕里西和特拉诺瓦提出，身体是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物质力量组织模式，由资本投入到存在中，并通过生物学、物理学、神经科学、医学等各种话语加以阐述，重新配置工作、身体、生产和再生产。
如果情感的转向是对身体、劳动和技术的重新配置的记录，正如我和我的合著者继续论证的那样，那么我们也想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科学，它们现在提出信息是物质/的一般理论

3 .热力学只是一个特例在这里，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影响都指向物质固有的自组织，或者物质具有信息或信息的能力。它也指向支持数学的数字技术，这种数学能够附着和调节身体物质和一般物质的信息基质，因此技术科学——例如，生物媒体和新媒体——将基思·安塞尔-皮尔逊(1999)所说的“后生物阈值”引入“生命本身”。也就是说，这些技术正在改变身体所能做的事情或其情感能力，后生物学是一个门槛或限制。然而，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认为在她对纳米技术的论述中，帕里西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限制在思考身体、情感、技术和劳动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也指向了最近关于本体论的哲学辩论。
自2007年《情感本身理论笔记》出版以来，情感作为一种技术组合的思想已经通过关于情感、媒体、技术、治理和经济的跨学科讨论得到了完善。这是因为媒体研究话语已经将其焦点从大众传播的技术和使用转移到感知和感觉的影响或能力，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感知和感觉。事实上，媒体正在被定义为人类感知作为存在和感觉的假定中心的减法。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写了一篇关于声音技术的文章，倾向于德勒兹和怀特黑德的过程哲学，他认为:“如果我们减去人类的感知，一切都会移动....在分子或量子水平上，一切都在运动，都在振动”(古德曼2009:83)。对于主观性和客观性而言，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体被另一个实体所感知。“所有的实体，”古德曼继续说道，“都是潜在的媒介，它们能够感受到或其他实体能够感受到它们的振动”

(古德曼2009:83)。在这里，媒体被理解为非人类中心的影响，其中“影响是维度之间的过渡、门户和通道”，正如Jussi Parikka所说
(Parikka 2010: xxvi)。

在这些术语中，媒体被更广泛地描述为“世界力量的收缩，形成特定的共鸣”



环境”(Parikka 2010: xiv)，因此中介是偶然的和内在的。中介(如果它甚至应该被称为中介)不是关于连接两个或多个实体，尽管根据上述实体的定义，它们是媒介，它们确实连接其他实体。尽管如此，对于古德曼和Parikka等理论家来说，将调解描述为调节、强化或去强化节奏和力量可能更好，这些节奏和力量既属于人类感知，也高于人类，高于人类。在这里，媒介被扩展到有机的、非有机的、化学的和神经化学的各种平台。正如Parikka总结的那样:“与其说我们拥有媒体，不如说我们本身就是媒体，又是媒体的一部分;媒体……在混乱上空投放了一架飞机”(Parikka 2010: xxvii)。
媒体的这一定义借鉴了当代对集合的思考，认为它是一种情感

(去)强化的模式——也就是说，对感觉、感知和概念的提供，以及它们在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强度调节。因此，对效果的分析不是将它们作为预先确定的条件的最终结果，而是立即作为影响和进一步影响可能性的原因或条件。这就是Massumi所说的“准因果性”的工作原理，也就是说，在每一个实现或个体化中不确定性的(永恒的)回归这些实现化和个体化很可能被认为是情感的身体，这些关于媒介的讨论所激发的身体。如果所有实体都是情感媒介，那么他们可能会分享伊丽莎白格罗兹对身体的定义:“不连续的，不可总计的一系列过程，器官，流动，能量，有形实体和无形事件，速度和持续时间”(格罗兹1994:164)，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对媒介组合及其强度调节的提供是开放的。考虑到媒体是情感的体现，身体是情感的媒介，问题就出现了:一个实体或物体应该如何被思考，或者当作为有机体的身体不再是生命的形象，有机物质不再比非有机物质更有特权时，关系如何被思考。最后，解决这些问题与度量和情感劳动有什么关系?



握住，媒体技术，和测量
虽然帕里西一直依赖德勒兹，但她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怀特海。正是怀特海的哲学伴随着帕里西观察到对技术科学的持续投资，以及对数学技术的阐述，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正如纳米技术所意味着的那样，进化、适应、以及改变，从而取代后生物学作为思想和物质延伸的视界。我认为，之所以转向怀特海，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过程的思考与德勒兹的不同。怀特海关注的是实体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实体确实形成了;它们生而灭(怀特海，1978)。以这种方式，它们产生了空间/时间，而德勒兹的虚拟、纯粹过去和持续的概念把一切都放在时间中，把所有实体放在关系中，如果不是相互关系，也是与虚拟关系。对怀特海来说，虽然存在着变化，但这是他所描述的"融合"的问题，通过一种新的结合或多种理解的结合，实际的变化，其中理解是一种前意识，前个体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一个实际的场合(实体)接受并回应另一个。一切事物，不仅仅是人类，都在理解每一件事物的朝向;它在经历它的形成时，从世界中退缩或向世界前进。套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把握是一种“决定”，消除潜在的场合，划定一个特定的场合，这个场合消失后，成为另一个场合或一组场合的过去或“基准”，这些场合作为一个“社会”而持续存在——再次套用怀特海的术语。帕里西设想的纳米技术的方向恰恰是理解。
毕竟，正如帕里西所看到的那样，纳米技术旨在“用物质和思想的纳米程序替代生物物理材料”(帕里西 2012: 40)。这超越了技术与人类的结合;也超越了半机械人和基因工程。这是因为纳米技术启动了“物质有机本质的无机重新编程过程”，迫使“生物生命面对其量子状态的远非平衡动力学”(帕里西 2012: 40)。纳米技术意味着对所有物质层面的理解体验进行重新编程，尤其是对怀特海所说的“永恒物体”的理解，或者对属于每个实体的潜力的理解，当每个实体变成自己的时候，“进入”到它里面。因此，对帕里西来说，纳米编程的目标不是原子，而是原子的把握——尤其是它对永恒物体的潜力的把握。正如帕里西所说:

如果原子理解它们在颜色、形状、尺寸、电力上的嬗变，那是因为它们理解



永恒的对象进入他们的现实。然而，这些原子的把握不过是对更多潜力的渴望，对纯粹的力量的渴望，以成为空间和时间的新形式，新的皮肤和新的认知架构。因此，物质的纳米编程间接地使原子的欲望成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实际经验场合的数据。(2012: 48)

换句话说，纳米技术的目标是通过人为地提供在任何物质水平上都没有实际经历过的体验的基准，来编程潜能。让潜能成为可体验的(而且不仅仅是对人类而言)，与其说是为了控制潜能，不如说是为了让它更有生产力，更奇怪地有生产力。Parisi总结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纯粹思辩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不需要为了体验现实而生活，也不需要为了成为现实而具身思想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数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或“生活和思想的数学化或计算”(Parisi 2012: 48)。在这里，数学化作为一种测量技术而起作用，在那里我们进入了不可计算或计算开放的领域
但是，当然，关注潜能的技术科学调制，或者上面所说的影响，指向一个计算上开放的计算或测量，这并不奇怪。毕竟，如果不对影响或潜能进行调制，或者对其量子状态的远离平衡的动力学进行测量，如果不影响潜能的向量，将潜能推向实现，是无法测量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开头所述的影响或潜力被认为是不可测量的。但Parisi所说的计算开放或不可计算指向一种数学，一种可以很好地测量影响或潜力的测量。这是因为与她正在探索的数字建筑相关的数学与曲线有关。
在她所谓的共生建筑的数字理解的处理中，Parisi回到了关于线和曲线的古老辩论，那些“似乎过于依赖于线的局限性，而没有完全遵循曲线的迷宫”的建筑(Parisi 2009c: 349)。她探索了并行算法的发展，这些算法将软件架构从遗传算法转移到交互式艺术和媒体的“寄生架构”部署(Parisi 2009c: 348)。这种结构允许“不可预见的曲率进入”，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证明病毒生态或0和15之间信息密集折叠的数学上(Parisi 2009c: 363)。这些工作作为未来或潜力的投机性激活器。正如Parisi所说:“并行算法嵌套在彼此的活动中，在交互环境中交易和分配变化。”这使得



“不同处理器之间的同时通信，共享内存和消息传输。”这些通信涉及许多非常简单的算法，然而，这些算法不会导致“一种算法或另一种算法的进化，而是导致新的算法行为”(Parisi 2009c: 357)。
在这里，Parisi借鉴了林恩·马古利斯关于多细胞生物或真核生物起源的内共生概念。内共生不同于随机突变的累积选择的遗传学。相反，进化是通过平行实体的方式发生的，这些实体的独立活动在任何新的合成物中都保持独立的活性。并行处理不能包含在单一谱系中，也不能以亲缘关系的方式继承;相反，它指向“进化中的迷宫”(Parisi2009c: 358)。然后，并行算法的共生架构可以考虑并影响尚未经历过的经验维度，或者在时空块之间转换，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病毒式地跨越边界。对Parisi来说，这是一个抽象的机器，它需要“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局部的工程拼凑，相互融合和分裂，但在过渡点属于一起，这些点不像拐点，临界阈值，“难以察觉的连续性的曲率”或“原子内部和原子之间的空间，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在虚拟中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计算的物质性”

(Parisi 2009a: 82)。因此，软件编程的共生算法将曲率作为其计算设计的一部分;它涉及“可拓的生物数学特征”(Parisi 2009c: 360)。
根据数学家Gregory Chaitlin的工作，帕里西认为这是一种感性的数学，它将增加到概率演算中“0和1极限的模糊或不完整的量”

(帕里西 2009c)。这些不确定性“将二元状态的逻辑“是”和“否”，转化为“可能”和“也许”的模糊状态。“这些不确定性，”帕里西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数字二元论的定性呈现”，而是要用新的量化过程来理解，这种量化过程认识到“信息的密集区域是0和1的密集包围。”由“在计算上保持开放的内在数值变异性”定义的区域(帕里西 2009c: 363)。帕里西还借鉴了Greg Lynn，他的软件架构也利用了无限小的信息间隔。在这种情况下，计算仍然是开放的，或者“延伸变成了弯曲或感染”，其中“主动和被动的寄生力标志着环境的斜度，这种斜度永远不会达到平衡点，因为任何稳定性都是由吸引力和排斥力矢量引导的”(帕里西 2009c: 364)。
这种数学允许一种暴露曲率的软件设计，超越可能性，因为未来思想和物质扩展的纳米编程是必要的，测量影响或潜力也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允许测量之外的测量的数学



概率的;这样的衡量是单一的，但又富有成效的，因为衡量只能调节和改变潜力或影响的强度。因此，度量的尺度必然会随着每一次度量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度量是一种审美度量或情感度量，将审美度量理解为单一的、不可概括的、特定于每一个事件或每一个潜在的调制。它是一种允许体验不可感知的事物、理解的尺度，并因此允许它们的调节。然而，这种体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体验，而是每一个尺度的物质体验;的确，有一种指向无尺度物质的手势。然而，对于帕里西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声称最终透明的数学度量，而是她在怀特黑德的描述中所描述的，它带有“世界的尘埃”，“物质的黑暗情感”，不可计算的(帕里西2009c: 266-7)。然而，有了纳米技术，似乎有一种努力，可以更接近这种暗物质，以便能够调节其潜力，更接近“情感力量，其秩序、结构或模式尚未普遍化，而是保持分散、不连续，思想和扩展模式的多样性的无限实例”(帕里西 

2012: 37)。
我现在转向对物质中的思想和扩展的数学化或计算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之后，我将回到帕里西作品中更为流行的过程哲学和思辨的现实主义哲学之间的对比的讨论，我将论证这些哲学和现实主义哲学也涉及数学和技术科学，这些哲学和技术科学吸引了她进行哲学反思。当然，帕里西不仅从事哲学反思;她还关注技术科学、政治和经济纠缠在一起的含义。根据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称的“控制社会”(control society)的当前讨论，帕里西与其他人一起讨论了先发制人(preemption)，一种通过调节记忆和时间的经验，在每一个尺度上抢占未来的治理模式;她还介绍了她所谓的“先发制人/全面力量”，指的是纳米技术的目标是“无形地重新调整人类束缚的身体和思想的生物基础”(帕里西 2012: 48)。
毕竟，控制社会这一术语意在指出一种规范性的(如果不是强迫性的)对自我的关注，一种权力的分散，甚至是对前个体的非个人领域(如情感)的分散，伴随着对公民社会机构空间的平滑，利用公民社会机构日益增加的不愿或无法社会化，向个人灌输民族国家的理想。它还指出了媒体，特别是数字媒体的全球延伸，以及它们对私人和公共领域、经济、国家和市场的重新配置。虽然控制社会与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的转变不约而同，后者更多地关注物种生命，用跨人口的生活能力来表达，但向先发制人/集约权力的转变是对物质的每一个尺度的控制的强化，是一种宇宙学政治。这是一次会议



用曲线控制。正如Parisi所说:“光滑空间的数学在对美学曲率或连续变化的后控制论控制中变得有效……弯曲空间的控制本身”
(Parisi 2009b: 9)

这种控制的强化让人想起了福柯在他1970年代关于生命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演讲中讨论措施的方式。正如Tiziana Terranova所说: 特别是福柯的讲座，让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现实，并没有简单地将生活纳入其经济生产过程，而是实际上把生活作为一种重新定义全新政治理性的手段，在这种理性中，经济过程和生命过程从一开始就深深地交织在一起。
(Terranova 2009: 235)

正如福柯所看到的那样，市场推动治理关注于通过环境确保流通，进入生活或自然以使其良好运作。保护自然，或能够人为地优化自然过程，有助于限制主权在治理中的功能，因为治理成为对环境的生命政治行动:首先是城镇，最后是更抽象的东西，比如从未达到平衡点的倾斜环境。
环境指的是福柯所描述的一系列事件，这是一种异质性的、没有起源或终点的，或者以结果和原因的可逆性为特征的连续性

(福柯2007:20)，这种连续性很像德勒兹(1990)所写的系列。这个系列应该从时空拓扑的角度来理解，它解释了物体之间、一个记忆对另一个记忆之间的非线性混沌作用，这是一种量子非定域性。在这里，我们看到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治理超越了统计人口的概率，后者被福柯视为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治理的核心。这一举动是超越对概率的捕获而创造的过剩。这是向先发制人/密集力量的转变，是向曲线的转变，它唤起了0和1之间生动的区间的另一种生动的数学度量。
有了这个尺度，数字深度提供了不可计算的尺度，一种适合于超越生物力量的、针对出现或潜力的条件的潜力的尺度——全面。在金融资本主义中，财富的产生是在资本的劳动组织之外的，或者是在通过生产积累的资本之外的。所谓的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或者最近的影响经济，指的是通过全面的工作来积累财富，即上文所说的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影响，这是一种抽象，通过过去对工人的教育和福利的投资以及技术管理的升级而带来的，这越来越不是



被认为是反对创造和发明的。然而，通过教育、医疗保健、控制生育、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条款的私有化和稀薄化，以及随着数字网络的开放性继续对希望遏制它的政府和大公司具有吸引力，创造力和发明正在变得稀缺。而正是这种稀缺性，为概率测度以外的测度提供了动力，甚至超越了概率测度。它是一种产生对度量的迷恋的度量，将文字、数字、图像和图表整合在一起，将度量变成已经存在的未来的诱人证据，一个先发制人的未来，不仅因为它调节了人类的时间记忆，而且还调节了物质的每一个尺度上的时间记忆，纳米技术的可编程物质的形成。



美学，测量和对象
随着尺度变得越来越特殊和有影响力，必然会改变下一个尺度的尺度，人们对美学的兴趣越来越大，这是哲学回归本体论的一部分;这是将情感作为对所有实体的本体论把握的第一原则的回归。这种取向暗示了一种非人道主义，或客体的民主，它不假定人是存在和情感的中心。因此，对象取向提出，所有对象都具有相同的本体论权重，即每个对象都可以影响其他对象，也可以被其他对象影响。这当然取代了人类作为应该受到哲学关注的唯一能动者;当然，德勒兹和怀特黑德也有同样的担忧。
然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对所谓的“相关主义”提出了批评，或者假设“不可能说一个世界本身先于人类存在，而只能说一个世界先于人类存在”，正如Graham哈曼所说(2009:122);他还在对关联主义的批判中加入了对他所谓的“关系主义”的批判。哈曼反对对象是通过与其他对象的关系而构成的观点，强调对象不能简化为它们的关系。没有关系会使一个对象穷尽;它的存在超越了它的关系。在他对关系主义的批判中，哈曼采取了比德勒兹或怀特黑德更激进的对象导向。
德勒兹和怀特黑德的观点不同，但他们认为关系是客体的外在——也就是说，客体并没有被还原为它们的关系;尽管如此，对象不可能像哈曼所说的那样存在于所有关系之外。哈曼的立场指向帕里西在追随德勒兹的写作中所假设的虚拟或虚拟性，以及在追随怀特黑德时所指向的永恒客体的潜力。对哈曼来说，虚拟或潜在的假设“破坏”了对象，表明一种动态存在于它们的下面或外面，通常是在前个体的尺度上。正如哈曼所看到的那样，它也“掩盖”了对象，并导致了对对象存在虚假的指控;认为重要的东西必须在过程、事件和动态性中寻找，这些都是客体的一部分，但却是作为一种永恒回归的不确定性的过剩。虽然哈曼认识到怀特黑德与德勒兹的不同，欣赏怀特黑德对存在和毁灭的对象的规范，帕里西在她的“不可计算的唯物主义”中采纳了这一点，然而，哈曼的对象取向使他批判了怀特黑德关于永恒对象的概念，因为永恒对象指向对象之外的一种潜能。哈曼还认为，面向对象本体论的思辨转向也对唯物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按照他的说法，唯物主义以某种破坏和过度挖掘的组合方式填补了对象之间的所有空白。这一切都是说，客体成为关联的方式和关系的方式



成为客体对哈曼来说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所做的工作。 

很明显，对哈曼来说，客体的本体论取向意味着客体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客体的真实性;没有其他的能动者使一个对象真实，或者不属于这个真实的对象本身。因此，对哈曼来说，关于物体以及它们如何进入关系可以这样说:哈曼认为物体有四重特征，提出物体有两种类型:真实的物体和感性或意向性的的物体。真实的客体被从关系中抽离出来，尽管如此，关系仍然作为客体的感性侧面
(或感性客体)的一部分同时存在。因此，真实的对象与它成为它所需要的原始品质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实的对象是类似于本质的东西，但不是永恒的东西)。真实的客体也不同于出现在对另一个客体的特定感官翻译中——或者在人类领域中我们称之为主体的东西——的次要品质。感官客体具有直接可用于关系的次要品质。然而，感官对象的所有品质的总体是被淹没的，与意向性的或感官对象不同:感官对象总是小于它的所有品质(哈曼2009:135-

48)。 

因此，不可接近的、被“防火墙”切断的真实客体只能通过感性客体进入关系。相比之下，感官对象只能通过现实对象进行接触。哈曼用“替代因果关系”来解释真实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由替代引起的，或者感觉对象是真实对象的替代。进一步说，这样形成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客体。感性对象允许两个真实对象发生联系，这就形成了感性对象和真实对象在其中接触的新对象。对哈曼来说，当真实的物体通过感性的物体接触时，因果关系是诱人的或有感情的，因此，所有的物体都可能对所有其他物体具有吸引力，尽管有些物体比其他物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我强调了哈曼对物体的态度，因为它把注意力转向了物体的主要和次要品质，假设后者——颜色、味道或热量——被理解为主体的感知品质。与之相反，主要品质属于客体本身，如长度、宽度和深度。但在质疑相关主义和关系主义时，主要品质和次要品质的区别就受到了困扰。有人建议，所有的品质都可以被认为是次要的，虽然在客体之间的关系中是可转换的，从人类意识的特权中移除。然而，在真实对象的撤退中，当感性对象吸引其他对象时，真实对象受到了哲学的保护，而它的主要和次要品质则被开放给深刻的转变——让我们说，通过纳米技术这样的技术科学。毕竟，帕里西提出，纳米技术正在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学技术，这些技术似乎正在呈现曲线，在物质中进行扩展，或者对永恒物体的理解，



可操作性和可体验性;纳米技术意味着消除材料的物理组成——原子、光子、质子、电子——和它们的性质(如颜色、形状、平滑度、亮度等)之间的差别，从而使材料能够瞬间改变其实体
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哲学和面向对象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揭示出劳动、技术、身体和情感在政治、经济和政府方面的特殊配置。虽然过程哲学使帕里西等批评家能够关注技术变革以及由此产生的捕获和操纵潜力的能力，从而影响生活、劳动和物质，当技术科学和资本的投资不断寻求捕获每一个度量的过剩时，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可能会被批判性地使用;当潜在和虚拟不再具有正价或只有正价时，面向对象的哲学可能会给我们提供哲学基础。当劳动被认为是情感的工作时，哲学辩论的利害关系可能很高;这些辩论的抽象性，或许正是能够给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治理与数字的关系上的批判提供购买的东西。



备注
彼得·盖里森在介绍他所谓的“纳米制造”时提出，纳米技术正在把测量从表象变成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测量是同时进行的制造和操作。通过使用允许触摸和操纵纳米管甚至病毒的设备，技术科学家被允许进行“虚拟交互”，或者他或她获得“以大约一百万比一的比例在表面上的虚拟存在....”纳米领域的想象已经从一种被动接受的形式转变为操纵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日常日益增加的触觉工具，可以用来制造一个非常小的世界”(盖里森 2007: 173)。Gallison总结道:“我们早期形成的哲学理想可能需要赶上一种非常不同的科学形式”(2007:173)。我在这里所做的努力是要呈现一些批判性地回应这种认识的本体论基础的重新配置的作品。

卡芬齐斯还提出，物理学对劳动价值论至关重要:“物理学……为工作提供了明确的分析和新的组织计划。”它的模型可能看起来抽象，但它们与劳动过程直接相关”(卡芬齐斯1992:

220)。此外，卡芬齐还认为，随着图灵机的发明，热力学为工业劳动中的能量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计算机也为所有劳动
(通常被认为是熟练劳动)的计算过程提供了统一的方法，而是“隐含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所有部分”(卡芬齐斯1997:52)。

在考虑劳动价值论时，肖恩·库比特的文章也谈到了包括人类劳动以外的劳动的重要性。情感劳动与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和索恩克·泽勒(Soenke Zehle)对代码文化和算法技术的批判性参与也有联系。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没有重新思考身体作为有机体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对思维劳动、情感及其衡量的影响。

现在，信息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规律，即“信息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这说明了信息的物质性。(参见C. Seife 2006)

对于Massumi来说，“准因果关系”是敏感-情感的，或者是创造性的(给回应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它表达了一种从质量上感知和被影响的全球能力



改变。它注入了一种客观不受控制的程度，一种事件的边缘，一种活力”(Massumi 2002: 225)。
关于计算和什么是不可计算的，有很多可说的。我想指出David 

Berry的《软件哲学:数字时代的代码和调解》(2011)，因为它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了这些问题，适合这里讨论的面向对象哲学和过程哲学。
针对这篇文章的草稿，肖恩·库比特问了我一个重要的问题，并要求我澄清。我将在这里回答他关于单一度量和每个度量变化的度量的问题的政治含义。库比特在给我的评论中指出了度量单位的重复，但我在这里想要的(我认为，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与他在这个合集中的文章产生了共鸣)是我们认为不可测量的，因此充满活力的，支持对机会丧失的抵抗的东西可能变得可测量，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或者重新思考偶然性、不确定性或开放的未来。我的意思是，纳米技术及其数学已经在要求我们对动态物质的虚拟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进行不同的思考，因为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测量方式，使得对不确定性的持续操纵(如果不是捕捉的话)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重复相同的东西。政治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测量必须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库比特将他的政治观点建立在那些被排除在群体或群体可能性之外的人身上。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政治上被排除在外的人往往在经济上被纳入人口(社会服务和/或警务的目标)(Clough和Willse 2011)。这是另一种方式，这些人群的情感能力或无能是开放的测量和测量情感的盈利劳动的生产率。这种对政治上被排斥的人群的经济包容的理解，是福柯在他关于新自由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讨论中做出的贡献，库比特也在对此做出回应。

尚不清楚的是，思辨现实主义的面向对象本体论是否构成了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健康症状，还是它们为批评和政治提供了一个基础。我只想强调，这些哲学趋势应该与资本投资的技术科学发展的转变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Ansell-Pearson, K. (1999) Germinal Life, Th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of 

Deleuze. New York: Routledge. 

Berry, D. M. (2011) The Philosophy of Software: Code and Medi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Caffentzis, G. (1992) “The Work Energy Crisis and the Apocalypse,” in 
Midnight Oil: Work,  Energy,  War,  1973–1992.  New York: 
Autonomedia. 

Clough, P., Greg Goldberg, Rachel Schiff, Aaron Weeks, and Craig Willse 
(2007) “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 Affect-Itself,” Ephemera 7,  
no. 1: 60–77. 

Clough,  P. ,  and Craig Willse (2011) “Gendered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Political Branding and Population Racism, ” in Beyond 
Biopolitics: Essays in the Governance of Life and Death, eds. Patricia 
Clough and Craig Willse,  46–64.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  (1990)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lated by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
ge de France, 1977–78. New York: Picador. 

Gallison,  P.  (2007) “Nanofacture, ” in Sensorium: Embodied 
Experienc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Art,  ed.  Caroline A.  
Jones, 171–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oodman,  S.  (2009) Sonic Warfare: Sound,  Affect and the Ecology of 
Fe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rosz, Elizabeth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arman, G. (2009)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Melbourne: re.press. 

Massumi,  B.  (2002)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ikka,  J.  (2010) 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arisi,  L.  (2009a) “The Adventures of a Sex,” in Deleuze and Queer 
Theory, eds. Chrysanthi Nigianni and Merl Storr, 1–25.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arisi, L. (2009b) “The Labyrinth of the Continuum: Topological Control 
and Mereotopologies of Abstraction, ” Presented at Changing 
Cultures: Cultures of Change,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Parisi,  L.  (2009c) “Symbiotic Architecture: Prehending Digitality, ”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6: 347–79. 

Parisi, L. (2012) “Nanoarchitectures: The Arrival of Synthetic Extensions 
and Thoughts, ” in Digital Cul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Feelings, Affec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ed. Adi Kuntsman, 33–
51. New York: Palgrave.



Parisi,  L. ,  and Tiziana Terranova (2000) “Heat-Death: Emergence and 
Control in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Life,” CTheory, May 10,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
127. 

Seife, C. (2006) Decoding the Universe: How the New Science of Information 
Is Explaining Everything in the Cosmos, from Our Brains to Black Hol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Terranova,  T.  (2009) “Another Life: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Foucault’s Genealogy of Biopolitic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6: 
234–62. 

Virno, P.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Translated by I. Bertoletti et al. 
New York: Semiotext(e). 

Whitehead, A. N. (1978)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8随便写博客
Jodi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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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电子商务人士对美国青少年阿什利·奎尔斯的成功感到兴奋。到17岁时，奎尔斯每年从Whateverlife.com上赚到100多万美元。这个粉红色的网站是她设计的，用来推销MySpace的页面布局。不过，用“市 场”这个词并不十分准确。她的布局和插件都是非卖品。它们是免费的。她的收入来自广告。由于Whateverlife.com每月的点击量超过6000万次，超过了几家最受欢迎的英语青少年杂志的发行量总和，它为广告商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商品:少女的眼球。奎尔斯，或者叫自己阿什博，在2004年创办了Whateverlife.com。到2007年，她已经把她的网站扩展成一个女孩社区，一个女孩们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布局教程，以及各种各样的图像、横幅、标题、按钮和框来装饰她们的MySpace页面。除了创收广告外，Whateverlife.com(拥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设计师)还推出了一份杂志，并在阿什博的
MySpace页面上提供了她博客的链接。
尽管奎尔斯的受欢迎程度不同寻常，但她的形象符合美国博主的主流特征:她不到30岁，而且是女性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关于青少年和社交媒体的报告提供了一些背景:美国只有8%的成年互联网用户创建了博客，但28%的在线青少年写博客，而这些人最有可能是女孩。奎尔斯将她的网站描述为“一个表达你自己的地方”，重复了大多数美国博主写博客的原因:希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到2007年，她从Whateverlife.com上赚到的钱足以让她从高中辍学并买了一套房子

阿什利·奎尔斯将博客描述为一种流行的技术实践，内容生产、媒体使用和多平台集成融入日常生活，使得在线和离线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与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提供的统计快照一起，这张照片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接触到一个关于博客和社交网络的真相:它们是由十几岁的女孩创建的，也是为十几岁的女孩服务的。博客和社交网络都产生了情感空间，女孩们在这里表达自己，分享自己的感受，并带着一点希望伸出援手，希望有人会被感动，并给予回应。通过网络青少年的强烈情感世界来访问，博客并不局限于一个与其他媒体分离的领域。它们位于一个由多个平台和应用程序
(手机、社交网站、视频、音乐和照片分享网站)组成的丰富的交流栖息地。在那时，博客似乎是一种方式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报道、分享、体验，甚至推销我们的社交生活。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从每一个发自内心的表达中获得广告收入。情感是可以盈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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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数据和单个博主的经验相结合而构成的形象过于简单，即使它突出了当代网络媒体的单一和众多特征之间的并置。与其依靠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不可能的整体，我们不如将个性化媒体的兴起视为一种大众现象和实践。到2008年，博客的数量从8000万增加到1.

2亿这些博客中的绝大多数在几个月内出现并消亡，几乎没有读者看到过。博客数量众多，数不胜数，是一套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独特表达方式。与此同时，博客服务提供的标准化——基本的页面布局、存档功能、标题、横幅、广告和小工具——最终使博客成为可互换的、相同的、几乎无法区分的。
使博客成为博客的通用格式是单个博主的独特作品的一个条件。反之亦然:如果没有独特的产品，事实上，没有每一种声音都能被听到、每一种经历都被记录下来、每一种观点都能被表达出来的承诺，博客就没有意义。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处理同样的纠缠:博客同时提供了曝光和匿名性。作为博主，我们暴露自己，我们的感受和经历，爱和恨，欲望和厌恶。然而，我们经常在写作时，仿佛我们几乎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只向少数人，向我们信任的一小群人敞开心扉，也许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很清楚自己只是千百万人中的一员，所以没有那么多点击率、那么多评论，我们可能会松一口气。陌生人和对手提醒我们，我们的暴露、我们的可见度、我们的脆弱，以及我们最终的失控。博客可以成为有用的政治工具:他们让活动人士报告他们的活动、计划和愿望。博客帮助他们会面和协调。与此同时，他们向活动人士的反对者传递了很多信息——大学官员想知道哪些学生应对静坐负责，执法官员试图减少计划示威活动的影响，以阻止活动人士走得太远。隐私和消费者保护倡导者提醒我们，消费者数据的积累，这些数据很容易被挖掘出来，以满足越来越具体和个性化的广告目标。然而，这些需要保护的信息是数百万博客和社交网络个人资料的公开内容。博客让监控变得容易。没有必要监视!我会告诉你一切——甚至更多!简而言之，博客依赖于一种曝光的幻想，而不是与难以区分的大量独特事物相关的曝光。这就像说出一个秘密的兴奋感，而不会因为被告知而感到焦虑——没有曝光的曝光。



MySpace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也实现了类似的幻想——人们可以与朋友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一方面，因为一个人在他的网络中特别加了朋友，他可以放心，他的秘密是安全的。如果你不能信任你的朋友，你还能信任谁?另一方面，扩大人脉的动力
(看!我是个大人物!我有成千上万的朋友——他们喜欢我;(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把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生活中不同部分的人加为好友，掩盖了对个人信息控制的幻觉。不仅一个人的数据被分享给第三方，社交网络环境中蓬勃发展的调查和游戏也扩大了第三方的访问:访问我的朋友是访问我的一种方式。典型的Facebook个人资料会显示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生日、位置、职业、高中和/或大学、关系状况、性取向、政治派别、宗教和个人外貌。再加上大多数用户会提到他们参加的活动、他们所属的团体和他们支持的事业，结果就是高度曝光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以偏转的方式回应这些看似偏执的想法——数据被收集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一个集合体。这是我们的模式，不是我的。重要的是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参考一部新电影或点击一个广告，而不是我是否这样做。和写博客一样，我们对社交网络的参与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曝光了却没有被曝光，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但最终无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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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佩特曼发展了乔治·阿甘本提出的概念，从“任何存在”的角度考虑了可互换但不可替代的问题。对于佩特曼和阿甘本来说，任何存在都指向新的社区模式和新的人格形式，这是通过公民身份、种族和其他现代归属标志来消解同一性的铭文所预期的。佩特曼将角色演员描述为任何存在的典范，将这一概念解释为“没有品质的存在，或者至少是可以互换和明显地抹去所有同一性的品质。”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存在的纯粹一般潜能”的标签。6

阿甘本强调，在任何存在中，“无论什么”与奇点无关，与共同属性无关，“而只是与它的存在有关。”他写道:

在这个概念中，这样或那样的存在从它所具有的这种或那种属性中被收回，这种属性使它属于这个或那个群体，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红人、法国人、穆斯林)——它被收回，不是为了另一个阶级，也不是为了简单地普遍地没有任何归属，而是为了它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为了属于它自己。这样，在归属的条件下
(“有一个这样的x，它属于y”)，始终隐藏着的“这样的存在”，决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它自己就显露出来了:这样暴露出来的奇异性是你想要的任何东西，这是可爱的
有归属，但不属于某一特定的东西。某种特别的东西，只要它属于什么，就属于什么。问“属于什么?”佩特曼和阿甘本认为，错误地将集合置于归属的条件之上。重要的是归属，而不是归属于哪个。
与此同时，“重要”引发了一种干预，看似只不过是另一种指定冷漠的方式。“重要”很重要。它是爱与欲望、欲望的感叹或分 裂 。重要的东西之所以能从众多事物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很重要。正如佩特曼所说，我爱它，渴望它，把它从无尽的、开放的、无数的、难以区分的成员中分离出来。

有超过1亿个博客。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我的。



4

在美国流行的方言中，“whatever”是一种有情感的口头回应，可以转移他人的评论。它通常不是用来回答一个问题，而是用来回应一个陈述或观察，通过这个陈述或观察，另一个人可能试图驾驭接受者或听者。“你还没有打扫房间。” “无所谓。” 利亚姆·林奇(Liam Lynch)的朋克流行歌曲《Whatever》有多个视频混搭，其中一个视频融合了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形象、林奇的吉他配乐和布什配音。小布什大吼:

我是乔治·w·布什，自由世界的领袖。我要轰炸伊拉克。当全世界说“不!”我说:“无所谓!” 萨达姆已经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是啊，管它呢。
他唱着副歌，“因为这是我的美国。” 

“whatever”的反应记录了另一个话语的事实，交流的努力或参与。它通过交际努力的偏转来承认交际性。发送者的信息(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意图上理解，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既不被接受也不被拒绝。相反，“随便”的回答将信息提炼成简单的话语事实。
“随便”类似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的反应，当给他一项任务或指示时，他的回答是“我宁愿不要”对于一些当代哲学家(例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来说，巴特比提供了一个拒绝、反对或抵抗的形象;一个从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权力关系中逃脱或解脱的模型。这一论证的前提是权力对抵抗的依赖:对法律的违背呼唤法律的存在。或者抗议者需要警察的暴行，以证明他们抗议的有效性。因此，巴特比提出了一条走出法律辩证法及其越界的途径。他回避了反抗，剥夺了权力对它的控制。
然而，即使巴特比通过拒绝而避开了权力和阻力的循环，他仍然依靠自己作为一个单一主体的地位:他说“我”，指的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主体——不是任何主体，而是一个有观点、有偏好的主体。就这样，他仍然暴露在权力之下。他仍然在乎。在响应请求时，巴特比不仅承认了通信，也承认了消息已经传递的事实



收到了。他的回答肯定了请求的可理解性，即使它挑战了规范的期望。巴特比并没有挑战发信人提出要求的权力，而是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他不愿意这么做。他是一个有偏好的主体，而这些偏好必须得到满足。
相比之下，“无论如何”中唯一肯定的是沟通本身。另一个已经沟通了。这种交流绝不意味着我有义务成为信息的接收者。通过回答“随便”，我已经表明了对沟通存在的最低程度的意识:发送信息是期望得到回应的(毕竟，我没有完全忽视你)。“随便”并没有强调任何偏好。它既不肯定也不拒绝。它也没有将主体暴露为一个渴望的主体，对他来说，某些事情很重要。
“随便”也有一个情感维度，一种傲慢、态度或挑衅，源于它作为一种无反应性反应的功能。通过承认沟通而不关注信息的内容，“whatever”否定了发送者的感觉，即她的信息已被接收，因为其内容尚未被处理。发送者受到了挑战，她作为发送者的地位受到了破坏。“Whatever”预示着一种交际性的交流，即使它采用了交际的形式。它避免确立以“随便”回应的人的主体地位，它也扰乱了发起交换的人的地位。这是口头表达上的一个小故障。
如果在当代媒体实践中，无论交流性如何标记主体性和归属感的形式，谁和什么都可能受益?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可能会在这些新的传播栖息地中蓬勃发展?

不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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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文献记录了通过媒体和通信技术产生的国家身份。苏珊巴克-莫斯的《梦幻世界与灾难》是对这一研究最好的贡献之一。巴克-莫斯探讨了20世纪乌托邦和以项目为基础的国家的大众身份，如美国和苏联。她强调了电影带来的梦想和幻想，以及电影所激发的对集体的想象。对于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来说，20世纪的技术项目也是同一性项目。巴克-莫斯的解释中有四个部分特别引人注目:大众传媒对社会的直接称谓、大众传媒改变人群本质的方式、大众传媒的壮观功能以及大众传媒组织空间的补偿逻辑。
首先，很多人注意到了大众媒体对，嗯，大众的称呼方式。广播把领导人的声音直接带进了人们的家中，让领导人融入了他们的私密空间。广播电视同样占据了一个家庭空间，因为它把观众当作一个国家的个人成员，也许被想象成一个家庭(受人尊敬的新闻播音员沃尔特·克朗凯特被亲切地称为“沃尔特叔叔”)。但尤其是电影，它的大屏幕和宏大的规模，把大众作为一个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交谈。作为国家社会的国家是通过媒体演说(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电影)而产生的，在这个演说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存在。其次，在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苏联电影制作角色的细致解读中，巴克-莫斯观察到，

广播的声音让大众认同了政治领袖，而电影，前往城镇和村庄与观众中途相遇，代表了一种大众的动态形象，让观众认识到自己。这种镜像在将偶然的群体(自在的群体)转变为自觉的、有目的的群体(自为的群体)方面是很重要的，至少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命运

与观众聚集和分散的移动嘉年华不同，电影组织、定位并安排观众就座。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即屏幕上。银幕的统一从人的不统一中产生了一个单一的观众，这个观众可以看到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集体:“我们”正在观看这部电影。对于苏联人来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电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爱森斯坦捕捉并美化了革命群众的激烈场面，



这些影像成为了十月革命的记忆巴克-莫斯写道:

屏幕作为一种认知器官的特殊特征使观众不仅看到新的集体主角的物质性，而且看到其他理想实体的物质性:革命人民的团结，国际团结的思想，苏联本身的思想

同样，在美国，电影通过提供一个想象的大众主体，改变了人群的性质。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种族群体、宗教、政治组织和种族主义法律都与统一的政治同一性的形象和目标背道而驰。电影反击了这些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电影身体作为单一认同的点。通过生产一种共同的文化和集体经验，它是大规模同化的重要工具而且，正如巴克-莫斯所强调的，这个新集体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作为生产、消费还是政治力量。
第三，巴克-莫斯指出了电影中操纵的潜力。在一个让人想起盖伊·德波(Guy Debord)对景观社会的批判的论点中，她指出好莱坞和苏联电影是如何“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社会发展的某些黯淡现实”的。”12前者呈现了商品消费的梦幻版本。巨大的明星、惊人的产量(巴斯比·伯克利)和特效(金刚)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萧条时期的观众，并试图将他们的欲望引向消费幻想。后者则将制作理想化。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电影在引进好莱坞电影的同时，继续着革命时期的先锋实验(革命本身在美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到了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对集体项目的赞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Soiuzkino(苏维埃电影)的负责人鲍里斯·舒米茨基(Boris Shumiatskii)拒绝苏联艺术电影，认为它过于看重形式主义和美学。好莱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更好的模式，它采用了一种工厂式的艺术生产模式和一种大众可以接受的“欢乐景象”的现实主义风格这一时期最成功的苏联电影之一是《查帕耶夫》(Chapaev)，这是一部关于在内战中击败白俄人的动作片，它超越了它所模仿的好莱坞电影的牛仔和印第安风格。
最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在大众国家认同的生产和想象中的作用的讨论的第四个方面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这对我的论点很重要。在这里，苏联和美国的文化想象是彼此的倒置:对一个人来说是幻想的实现场所的空间，对另一个人来说是苦差事的场所。“公共公寓里强迫的亲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恐怖，影响着最平庸的做法



巴克-莫斯解释道。只要斯大林主义下的公共生活本身被呈现为目的和实现的场所，“就没有必要退回到私人领域。14相反，在美国，工厂工作通常表现为一种特别残酷、侮辱性的劳动。工人们在装配线上受到控制、奴役、日常的约束和贬低。工业工作不是一种成就感的来源，而是必要的苦差事。作为回报，工人以消费的形式获得补偿，在核心家庭的爱与温暖的背景下享受消费品。巴克-莫斯写道，“私人家庭的意识形态承担了巨大的负担，使整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合法化，在美国尤为如此。”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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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交叉、日益个性化的媒体和传播技术激发了什么样的幻想、什么样的可能性、什么样的主题?换句话说，构成国家乌托邦想象项目的媒介的变化，将如何引领一切存在的方向?与巴克-莫斯关于电影和国家大众认同的讨论相比较的乐趣表明，答案至少可以在四个领域找到。
首先，如果大众传媒直接面向社会，将大众作为集体组织起来并与之对话，那么当代的网络传播就会有多个收件人——已知的和未知的收件人，朋友和陌生人。博主可能会为他们想象中与他们有共同兴趣的人写作，为他们可能启发的一群无知的人写作，或者为未来的自己写作。在我的社交网络Facebook上接收我更新的那一群朋友，是我独有的。每个用户的网络都是不同的，即使它们有重叠和交集。博客和社交网络并没有提供广泛共享的象征性身份，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博客并不能全面地解决社会问题。它们邀请独特的读者来思考它们所提供的东西。或者它们只是让自己可以被搜索引擎的爬虫找到。与大众媒体号召集体、公众和国家的形成不同，博客并不能将博主和读者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更像铅笔而不是电影。它们在多样性上保持着特殊性。
第二，大众传媒使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被他们自己看到，为人群提供了一个想象的集体，而网络传播和娱乐使特殊性作为特殊性被他们自己看到。我可以在推特上发布我当前的位置，向朋友更新我当前的心情，查看什么是趋势。有了多重汇聚和动荡的媒体，我不必固定在任何一个方向或主题上。我可以活在当下。这些多重的、循环的冲动不仅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永久的优柔寡断或拖延，缺乏承诺——还有什么呢?但这种支离破碎的、联网的冲动把我的身体、我的脸变成了一幅蒙太奇:这里有一条皱纹，那里有一个肿块，鼻子太大，嘴唇太小。幸运的是，我可以随时更新我的照片——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动画!没有我们。没有我(虽然我可以谷歌自己，看看我是否出现)。巴克-莫斯认为，“电影创造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个群体存在，而这个群体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存在。

16我的观点是，博客——交际资本主义的网络化信息和娱乐媒体的代表——不仅没有为大众创造这样一个空间，而且消解了它的任何意义。它们取代了它，反而产生了不断加速的图像、冲动、片段和感觉的循环。博客不可能



计算;他们抵制被纳入集合或类别。是的，电影仍然存在，有时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可以发推特谈论它。博客映射项目试图让多个完全不同的博客呈现为一个球体，一个集体，作为共享空间中的点。但它们所映射的空间是在研究者的想象中，而不是在博主作为一个集体出现在他们面前。
第三，好莱坞和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制作的电影奇观一般寻求肯定官方文化，否认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相比之下，博客则坚持一种完全媒体化的设置: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说，看到。以公共性作为传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切都可以被说;没有什么是需要否定的。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反思、批评和嘲笑——然后这些反思、批评和嘲笑本身又被反思、批评和嘲笑……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在这样的设定下，没有什么是不值得被评论或评论的。平凡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某人来说都很重要——就像一秒钟。博客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都很重要——就其本身而言。在这种反射性的环境中，即使我的帖子很无聊，我在博客圈的小版块里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价值，TMZ捕捉到的名人的越轨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已知和讨论的。大多数时候，博客戏剧的重复强度是对政治的倒转，迅速循环的分歧和调整确保了一切都没有改变。有时，这种强度会累积起来，”不时出现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既有创造性，也有破坏性。17市场繁荣与萧条;恐怖袭击;一本童书轰动全球。电路调整和重新校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陷阱中再次捕获新的东西。
第四，正如官方关于通过工厂劳动实现的神话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而崩溃一样(人们不必再假装这是真的;他们仍然要去工作)，理想化家庭生活的神话在美国崩溃了，部分原因是女权主义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离婚、不忠、成瘾和虐待的现实使其幻想无法维持。电视和女权主义都使个人政治化，抹去了公共和私人之间脆弱而虚幻的界限，这条界线在社会主义兴起后几乎没有意义。在理想化家庭生活神话的残余物中，个人自由和创造力的理想得到了推崇。个人的满足取代了家庭责任。换句话说，家庭生活应该是个人的回报(而不是责任或期望)。当家庭生活不能令人满意时，就会对其进行检查和诊断，并提供补救和补充——家庭最好能成功，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竞争既不能提供庇护，也不能提供喘息的机会。交往资本主义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形式和载体



个体的消费、参与和创造性需求的表达，迫使个体得到满足。
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总是很微妙的区别的消除相关的是工作和娱乐之间界限的消失。从20世纪70年代最初的电子产品热潮到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相关的更大变化，信息化给那些从事符号和思想工作的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舒适。早期的版本颂扬远程办公和无纸化办公。后来的版本则利用了人们对落后的恐惧，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圈子之外，没有竞争对手那么快。咨询师们敦促企业调整工作结构，鼓励创造力和团队建设，让工作更像娱乐。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游戏和互动转移到网络和屏幕上，玩耍似乎更像工作了。在交流资本主义的循环中，驱动力的重复暗示着没有工作的工作(以没有报酬的工作或有趣的工作的形式)和没有游戏的游戏(以人们有偿的游戏和人们有偿享受的游戏的形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博客并不是逃避生活中一部分苦差事的方式。它们不是虚拟现实中的梦幻实验。相反，博客是从任何生活的任何方面延伸、放大和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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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终结，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衰落，全球化，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交流资本主义的开始。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描述这种新形态时，强调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过渡。他们以美国、英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为重点，指出学科逻辑主要是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制度内部产生主体的。到20世纪末，这些中介机构——核心家庭、监狱、学校、工会和地方教会——陷入了危机。先前凝聚成社会和经济机构的空间、逻辑、实践和规范已经崩溃和瓦解。它们的效力现在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制度逻辑从其空间约束中释放出来，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与这种普遍的消解和不确定性(其本身必然与信息化的经济变化和网络通信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相关联)相对应的是“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的不确定性”。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旧的政治主体——自治政治领域的公民主体，公民社会的纪律主体，愿意在公共场合投票然后回到他的私人家庭的自由主体——不再能够作为理论或行动的前提。种族、民族和性别认同同样不那么固定、不那么稳定、不那么可用，作为决定性的主体立场。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发现了流动的、混合的、流动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没有纪律，没有内化具体的规范和约束，现在只能被控制。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象征性同一性在控制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由过度的欢愉——也就是说，通过享受的禁令——维持的想象的身份。更具体地说，象征性同一性涉及到主体对自我理想的认同——也就是说，主体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看法。想象的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所采用的形象。我们可以说，象征性的认同建立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哪些形象会出现，以及有些形象如何比其他形象更引人注目或更吸引我们。想象的认同只指我的自我形象。
在规训社会中，规范性期望围绕着确定的社会角色凝聚在一起。假设学校、教会、家庭或国家的目光，一个人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不同的位置，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制度规范。我可以做一个认真的学生，忠实的信徒，孝顺的女儿，好公民。我也可以是一个不学无法、背信弃义、一文不值的叛徒。即使图像不同，凝视的象征性同一性仍然是相同的。随着象征效率的下降，纪律社会的解体，这种凝视失去了其先前的力量。我们不确定它是否有效，如果别人相信它:好学生是一个齿轮，没有创造力，在盒子里思考，伪善的人吗?他者是否真的欣赏和赞赏越轨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越轨是不是更越轨，因为这是他者想要的?面对当代反身性的无限可能性，后学科主体被推动着穿越各种想象的身份。我们以一种方式想象自己，然后是另一种方式，永远不确定我们是如何出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出现在谁面前。
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是什么样子，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失去了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或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选择任何同一性，但我们缺乏选择的依据，也没有意识到一种同一性一旦被选择，就必须承担责任而不是遵循规范——哪些规范?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谁让他们成为专家?我们在流行趋势中循环往复，无论是来自时尚、饮食建议，还是对特定亚文化锚的希望。控制社会限制了当代混合身份的流动性和流动性，但这些限制并不是由一个主能指或象征法则所设置的。主体对这些限制的体验，要么是毫无根据的侵入，要么是对享受的非理性障碍，要么是假设性的或工具性的禁令，作为后来获得享受的手段。陷入自反网络——总是另一个动作，另一个层次——我们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们的网络是自反性的，所以我们不必如此。
我们不是博主。我们不是Facebook。交流资本主义的网络互动并没有提供象征性的身份，我们将自己视为集体行动的地点。相反，它们为我提供了想象自己的新方式的机会，一种我可以不断尝试的各种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和可变性使我想象中的同一性极其脆弱——赋予它意义和价值的参照系永远在变化;其他能够打破这个身份的人随时可能出现，他们的成功、成就和享受的能力让我的身份受到质疑:我本可以拥有更多;我本可以真正地享受生活。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是心理上的;这是对坚持全球化、反射性的金融和信息网络的斗争的合理反应。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数字媒体大师所推崇的新经济——的大部分经济利益都遵循幂律分布。少数幸运儿将得到几乎所有的东西。大多数人得到的很少，几乎一无所有。
哈特和内格里用人类学的出走来描述在学科主体性的余波中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流动的、流动的奇点。因此，他们强调了这一点



，那些反对“帝国的剥削和统治”的人也必须不断地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身体和新的生活。20交流资本主义促进和煽动了这些尝试，采用不断创新的升级来确保这些尝试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加速进行。哈特和内格里承认，人类学出埃及的方法就是帝国的方法。但他们不接受他们的回应也是帝国的回应:做得更多，走得更远，激进化，创造新的东西，把工具变成假体，迁移和变异成信息技术。他们写道，“反抗的意志真的需要一个完全无法服从命令的身体。21一个无法服从的无纪律的身体是一个即时和享受的身体，被驱使着从一个图像移动到另一个图像，强度到强度。缺乏自律，它怎么能反抗，怎么能形成意志呢?这样的主体非但不能建构新的东西，反而排除了自我治理的可能性和希望。
控制社会中的网络媒体放大了后福特主义对集体同一性的挑战。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签署请愿书。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捐款。是的，它们使人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是的，奥 巴 马 有 上 百 万的脸书好友。但这些点击和链接的特定动作，并不会产生象征性的身份;它们是我表达自我的方式——就像购物、查看朋友的更新或关注

TMZ.com上的小报新闻一样。我可能会想象其他人像我一样，一个虚拟的当地人，但这个当地人仍然是像我一样的人之一，我的链接列表或追随者，那些符合我的人口统计资料，我的用户习惯。我不需要假设一个其他人的集体，我可能需要与之合作或斗争的人，我可能有义务的人，可能对我提出要求的人。网络化联想的即时连接，让我在感到有点不舒服、有点被排挤的时候，可以马上继续前进。请愿、社交网络小组(脸书上的一个旨在让100万人表达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小组有24,672名成员)、博客——它们是政治上的即时生产，快速反应作为交流资本主义流动的贡献而流传。在她对快闪族的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凯莉·索罗坎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索罗坎反驳了将快闪族狂热地视为民主参与的新例证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从任何有意义的政治项目中剔除的纯粹参与的盲目崇拜”。她总结道:“希望快闪族可能代表一种未来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反映了一种对便利政治的渴望，在这种政治中，与他人聚在一起很容易，不涉及冲突、承诺和斗争。22在交往资本主义的循环中，便利胜过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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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将任何事物与人体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其在景观中的形象的科技化联系在一起从广告和色情作品中涌现出来的摄影图像“既不是一般的，也不是个人的，既不是神的形象，也不是动物的形象”。在这些照片中，身体“现在变成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东西”。阿甘本在这里引用的“无论如何”暗示了一种对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的新方法，一种从景观中收回语言中存在的积极属性和被它剥夺的共同属性的方法。对阿甘本来说，无论存在是什么，都是未来社会的存在模式。在资本主义景观中产生的任何存在都预示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景观的统一将最终克服分裂。因为阿甘本想要从被困在场景中的人性的转变中挣脱出来，他提出了一长排跳舞女孩的腿的“几何辉煌”。
另一种思考“既非共性也非个体性”理念的方式，是将其与规训权力的规范化、聚合性方面联系起来。现代规训机构，无论是家庭、学校、工厂还是国家，都把个人作为类型，作为社会角色或地位的占有者来生产。回想一下莱维敦的照片，训练中的士兵的照片，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的毕业生的照片。作为学科的结果而被理想化的自我管理、反思的主体，或许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个体，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形式的实例。自主性通过个性出现。
阿甘本将地球上的小资产阶级与对植根于身体特征或语言、传统或文化差异的身份的挫败感和不得体联系在一起。他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已经在小资产阶级身上看到了“旧社会主体的衰落”。然而，他很快跳过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大众同一性，因为他主张一种新的全球同一性拒绝。
通过这种跳跃，阿甘本忽略了大众作为一种既非一般也非个体的现代集体力量。群众是行星资产阶级和任何存在之间被取代的调解人。在鲍德里亚的表述中，“质量是没有属性、谓词、质量或参照物的。”阿甘本的“任何存在”都表现为整体的奇异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质，它们与被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的大众是不一样的:大众是主体的大众，是人们的组合、聚集和积累，他们跨越并反对现代性对他们的分离和秩序的企图。如果群众产生于一种忽略了的身体的组合



它们的特殊性，无论什么存在跳过聚集的步骤来对待无区别、无品质，不是作为属于质量的结果，而是作为属于质量本身的条件。
阿甘本版本的共同归属颠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分子的政治想象:许多人害怕被抹去，被商品化，无法区分，成为大众中的一员。他们拒绝大众社会和大众媒体的术语，拒绝将他们的自我认知强行集体化到“我们”的信封里。阿甘本接受了没有集体形式的质量，从而将分解的瞬间快乐重新格式化为一个整体，作为归属的独特性。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质量的体验中摆脱或克服自己的身份。他们本来就缺乏身份。他们可以简单地保持现状。质量是缺失的环节——移位的中介——它的功能是性质的交叉反转。鲍德里亚写道:“平庸、惰性、非政治主义曾经是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处于变成革命的过程中——没有改变意义，没有停止具有意义。鲍德里亚在20世纪70年代对左派的警告在今天击中了它的目标:政治的撤离是如何体现政治本身的?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小资产阶级取代或代表了大众，从而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一个不受“归属”的划分和特殊性阻碍的归属形式的机会。阿甘本写道:

因为如果人类不再继续在已经不恰当和毫无意义的个体性形式中寻找合适的同一性，而是成功地归属于这种不恰当的形式，创造出合适的存在——因此不是同一性和个人属性，而是一个没有同一性的独特性，一个共同的和绝对暴露的奇点——如果人类能够，也就是说，在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传记中，不是这样，而只是这样，他们独特的外在性和他们的面孔，那么他们将第一次进入一个没有预设和主体的共同体，进入一个与不可交流的交流

我们被制造成不太可能联合起来的主体，是抗拒团结和怀疑集体的主体。这种生产的核心是培养和滋养一种独特和特殊的个性感。每个精子都是神圣的:我们独特的细胞生命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或者说，每一个潜在的基因组合都承载着我们在个性化自我中发现的非凡潜力。每一个声音都必须被听到(但它们不会组合成一个合唱)。每一张选票都必须被统计(但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动作)。每个人都必须是可见的(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一个群体)。个性化的参与式媒体之所以是个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对参与的个性化。更重要的是，它的禁令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个性化:制作自己的头像、视频、个人资料、博客、暴徒、视频、应用程序。参与变得



与个性化难以区分，是对一个人的持续培养。留下自己的印记。
如果我们停下来会怎么样?阿甘本对独特性和归属感的唤起，脱离了培养个人同一性或认同特定群体的强迫，为另一种形式的归属感开辟了潜力，这种归属感不受这种或那种划分和限制的限制。此外，他还提出，这样归属的存在物并不是欧洲哲学或精神分析学可能理论化的那种意义上的主体。如果某种同一性作为伦理人格的轨迹，并且对这种同一性的寻找已经被配置为一项重要的伦理任务(也许，正如一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是每个人一生的任务)，那么任何不受这些任务约束的人都会出现。不受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义务的负担，不受选择、言语或对意义的期望的束缚，任何存在都可以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下流入并通过共同体。
阿甘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什么奇点的政治可能是什么，什么样的政治可以伴随“一个共同体不是由任何归属条件(成为红色，成为意大利人，成为共产主义者)……而是由归属本身作为中介的存在”。28因为他在阐述任何存在的过程中，把他带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和作为未受洗儿童灵魂栖息地的地狱边缘，政治问题似乎特别令人烦恼。那些在地狱边缘的人缺乏上帝，但他们并不因缺乏上帝而受苦;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既不像被拣选的人那样有福，也不像被诅咒的人那样绝望，他们充满了无法发泄的快乐。limbo长期以来是某种困境的同义词，是一种既非此地也非彼地的坚持的中间状态，是一种无法前进或后退的状态，因此很难找到一种我们可能钦佩或寻求的政治。更具体地说，我在这里既找不到我所仰慕的政治，也找不到任何形式的斗争。什么能激励一切生灵?什么能感动他们?按照阿甘本的设想，他们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缺。他们共同归属，没有斗争，也没有对抗。这样看来，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是政治人物;他们的存在是非政治性的，超越了政治。他们既不攻击，也不反抗;既不内也不外。那么，从环境的角度来思考任何生物的政治，也许会更有意义。他们被感动和推动;他们在当代网络中循环。
地狱边缘的灵魂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这种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地狱的状态不是地狱。这也是阿甘本对国家绝对敌意的政治模式。阿甘本写道:“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可表征同一性的存在与国家绝对无关。”“因此，国家，或者更好地说，国家，将继续存在，不受人民需求的干扰和限制。国家可以攻击和监禁，利用和忽视——未来在军事化的掠食性机器人无人机中展开。任何生物都不缺任何东西，因此也不需要任何东西(而且，据推测，它们都相处得很好)。不



奇怪他们与国家无关。国家可以为所欲为。管它呢。
然而，对于阿甘本来说，无论什么存在都是“国家的主要敌人”，而不是为不受制约的国家权力铺平道路。他告诉我们，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奇点在没有确定同一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社区，人类在没有任何可表征的归属条件下共同归属。”

31撇开这种不宽容是国家的属性，还是构成分裂的人类主体性的更复杂的问题不提，似乎足够清楚的是，国家不时地容忍和利用群众，这是一种没有可表征条件的共同归属形式。群众可以威胁国家，也可以支持国家，可以颠覆国家，也可以维持国家。例如，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中，质量既不是群体主体，也不是客体。一方面，群众一般不能成为有意识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拒绝让他们说话的企图。调查和统计可以模拟它，但群众仍然是不可把握的，特别是因为这些调查本身就牵涉到它们所调查的群众的反身性构成中。鲍德里亚说，群众的缺席“仍然是无法忍受的。它推动了民意调查和测试的重复过程。因此，国家不仅能够容忍不能确认同一性的共同归属形式，而且同一性的缺失本身也会产生监视和煽动言论的过程，这些过程有助于产生和维持权力。
阿甘本将景观视为语言或交际性。它是一种对语言存在的剥夺形式，一种使人与语言疏离的形式。在这里，他从德波所表达的困境出发:在景观社会中，“真正交流的语言已经丢失”，“新的共同语言尚未被发现”。33德波写道:

壮观的消费以凝固的形式保存了旧文化，甚至恢复和扩散了它的消极表现;这样，景观的文化部门过度表达了景观在其整体中隐含的东西——不可交流的交流

阿甘本的回应是将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案，并以此在景观中找到“一种可以用来反对它的积极可能性”。35 .不可交流的交流消除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它告诉我们，即使是不可沟通的东西也可以被沟通，不能被分离。因此，景观作为语言存在的异化的极端表达，使其能够自我克服。在景观中对语言的剥夺，开启了一种关于语言和语言存在的新体验:“不是语言的这个或那个内容，而是语言本身，不是这个或那个真实



命题，而是人说话这一事实本身。交流的失败提供了它自己的满足，语言本身的享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驱力的循环运动描述为围绕自我的回转和从主动到被动的转变用语言来表达，主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被被动的目的，也就是说些什么所取代。阿甘本对交流的反身性处理，他从说什么转向说什么，运用了这种动力。不仅消极的条件(与语言存在的隔阂)被视为积极的开放(归属感的新体验)，而且它的积极性是反身性的结果。语言开启了自身。无论什么存在，都把注意力从语言的内容，从试图交流什么东西，转向作为会说话的存在的自身。他们从关注自身之外或超越自身的事物，转向关注自身。驱力的主体，任何被动的存在。他们交往活动的过度，正是被动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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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网络媒体以这种方式表演并重复着交际性，即语言的替代。作为表达任何想法或观点的工具，博客继续将表达与内容和作者分离开来。思想和观点联系在一起，流传开来，它们本身的表达既不完全是一般性的，也不完全是个体性的。帖子可能会链接和手势，但它们不代表自己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们是表达，就是这样。测量和计数，点击量和排名提醒博主们，我们身处密集的、反射性的交流和娱乐网络中。似乎让大众发言、对大众进行民意调查的冲动，现在把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当成了目标。博客统计并不追踪事实或意义。它们追踪的是博客、新增的帖子、回复和页面浏览量。换句话说，它们追踪说话人的事实，因为它们引导我们远离所说的内容。
没有指称物的语言的一个更好的例子，即只指“有人说过”的语言，是词云，一种根据单词使用频率来理解文本内容的图形表示。例如，在200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辩论后形成的一个词云显示，麦凯恩经常使用“知道”、“支出”和“得到”等词。奥巴马使用了“思考”、“制造”和“前进”等词。他还频繁地使用了got这个词。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他们使用了文字，发表了演讲。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语言本身的语言，作为语言自身反映出来的语言——阿甘本对即将到来的社区的理想——采用了图像的壮观形式。
在词云中，频率和接近取代了意义。哪些单词与哪些单词一起出现?这些元素的组合决定了强度——只出现一次的单词要么不算数

(它们不被计算)，要么显得非常微弱和微小，就像大气一样。文字很重要，而不是故事和叙述。词汇是交流的索引——它们标志着它们正在被交流。词云脱离了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意义空间，脱离了一种由句子构成的语言，这些句子是根据可识别和有争议的规则在上下文中说出的。
丢失了什么?区分争议性言论和霸权性言论的能力。反讽。调性。规范性(如果言语不是言语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从言语行为中的位置被提取出来，成为人工制品和玩具，那么怎么可能有言语的伦理?)批判(Critique)。话语中突出的术语可以辨别，但不能辨别它们的意思，甚至不能辨别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支配真理和谬误的规则，这可能意味着没有规则(除了。



频率、接近度和持续时间的规则)。请注意，频率可以是引用的，也可以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来自循环，也可以来自自我重复。消息力乘数比消息本身更重要。词云抓住了从信息到贡献的转变，这是沟通资本主义的特征。
词云的词形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艺术中就有预示。立体派把文字作为图像纳入其中。更具破坏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和苏联革命艺术家的海报。一方面，他们的文字艺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革命冲动，它对俄罗斯晚期绘画现状的挑战。它表演了革命，打乱了先前的意义。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它的表演效能依赖于它的语境，它强化了象征意义的事实。它的破坏不仅是索引语言，而且是创造一种新的语言，带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意义域。重点不是要摧毁意义。而是要改变它。
词云并不是革命性的。它们是交流资本主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加剧了意义和论证的崩溃，从而阻碍了论证和反对。任何话语都可能被遮蔽。在worldle，你可以用肯尼迪、赫鲁晓夫、安·库尔特或肖恩·康姆斯(Sean“Puffy”Combs)的演讲来制作一个新版本。任何你喜欢的人。词云图并不代表或提供一个假词。它标志着一种感觉，一种强度。它并不要求观众理解它。观众所要做的就是记住这个词曾经出现过，它曾经出现过。“成为形象”这个词是一种感觉冲动，就像一枚徽章。它是同一性的，依赖于单词和物体之间的同一性。意象这个词就是这个脉冲同一性。
一个字云是无法争辩的。它没有立场。它标志着一个时刻。它记录了那个时刻的强度:在这个等式中，重复带来了强度。但人们不知道为什么或是否需要它，也不知道它与什么有关。它只是很激烈。词云可能会传递这种强度，它可能会激发一种感觉或一种反应，但它不会邀请人们对这种反应或引起这种反应的原因进行询问。它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提供表象:问题就在那里。词云就像一条Möbius条，元数据变成了噪音:“她说了很多关于政治和科技的东西。”管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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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参与的暴力



9疏离自由劳动
马克·安德烈维奇

如今，我们几乎可以毫无争议地观察到，在线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之一，依赖于消费者是否愿意接受越来越详细和全面的监控形式。正如主流右倾报纸《今日美国》(USA Today)所言，“互联网上最酷的东西实际上付出了令人瞩目的代价:你的隐私。”1由于数据挖掘新领域的发展，从实时挖掘社交网络的初创企业，到大量从用户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收集数据的移动应用程序，这个代价还在继续增长。
如果说追踪网络行为的能力一开始是偶然的，是一串允许网站记住以前的访问者的代码所提供的便利的副产品，那么现在监控正在被设计到系统中。例如，交互式服务的整个应用程序层，在提供创新便利的同时，也为计算机监控提供了许多新的维度。如果你下载了一个冲浪或编织的应用程序，你就同时加入了一个新的人口统计群体，以进行目标营销。越是有针对性或独特的服务，它提供的用户信息就越详细和独特。甚至支持网络的计算机语言(超文本标记语言或HTML)的升级也包含了在线监控和跟踪的新功能。正如一篇新闻报道所指出的，

新的网络语言及其附加功能提供了更多的跟踪机会，因为该技术使用了一个过程，可以在用户在线时收集大量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硬盘上。专家说，由于这一过程，广告商和其他人可以看到用户数周甚至数月的个人数据
这些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和媒介文化的发展相辅相成: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在互动平台上进行他们的社交、职业和个人生活。试图将收集到的关于用户的无数形式的信息编目是徒劳的;我只想说，人们使用智能手机或互联网连接所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而且将会被跟踪、分类、存储和汇总。随着界面的发展，那些尚未被交互式设备捕捉到的个人活动的维度很快就会被捕捉到



更复杂和多维度——最终能够识别(并因此记录)表情、评估情绪、监测生命体征和跟踪眼球运动。
这种类型的监测已经轻松地渗透到数字媒体领域，这是令人惊叹的，也许部分是因为这项技术及其应用的新颖性。智能手机的便利性和小配件带来的诱惑，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它作为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监控和跟踪设备使用的担忧。如果把它转到一个不那么新奇的领域，这种转变可能会显得更令人反感。然而，事实是，目前对商业数字文化的拥抱意味着公共和私人机构收集、分类和存储公众信息的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新商业技术的华丽魔法充当了一种分散注意力或误导的形式，避免或推迟了我们正在构建一种文化的事实，在这种文化中，商业监控已成为我们沟通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虽然这种监视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开发基于监视的商业基础设施时，我们实际上押注了这样一种前景，即它将被证明在操纵和引导消费者行为方面是有效的。



隐私问题
的确，流行文化对新兴监控经济的描绘开始出现——例如，《今日美国》的文章标题是“在线跟踪出现可怕的转折”——但他们倾向于从个人隐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文章指出:“随着数字阴影的升级，人们对传统隐私观念受到侵蚀的担忧也在加剧。“关于在线跟踪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隐私的命运和与之相关的权利上。这是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定义隐私的方式是复杂的(因此，对消费者做出的选择的挑战不屑一顾，认为这是对他们个人自由的蔑视)，并忽视了他们的信息已经成为从事这项工作的商业实体的私人属性的方式获取信息的方式。它还倾向于援引相反的论点，认为几乎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在互动环境中发生的许多形式的监控都是匿名的，这意味着聚合器及其客户对被监控者的个人同一性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会亲自检查他们的详细信息个人资料(好像没有人阅读我们的个人电子邮件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没有理由担心这些电子邮件正在被电子扫描，以确定如何最好地操纵我们)。简而言之，隐私倾向于把讨论框定在个人的、个人的范围内。
由于隐私作为一种解决监控问题的手段存在潜在的缺点，本章提出了一种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方法，该方法借鉴了一种更有利于集体行动和对社会关系所起作用的认识的概念:剥削。剥削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被用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批评中，以破坏自由选择的概念，而自由选择正是《今日美国》所描述的那种交换的基础:作为个体消费者，我们自由地放弃自己的某些东西(我们的隐私——以个人信息的形式)，以换取我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的过程。诚然，这个提法中的“或”是一个令人烦恼的词——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在谈论需要还是欲望，是在谈论生计还是便利，它会造成世界上所有的不同。也许——尽管，正如马克思等人所指出的那样，构成可接受的生活标准(超出物质生存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概念是受历史和文化制约的虽然区分维持生计和饥饿是可能的，但要明确划定需要和欲望之间的界限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种区别，而是要断言它的社会条件特征，作为考虑与剥削概念有关的类似问题的一种方式。正如我将在以下几页中论证的那样，有可能证明商业信息的商业挪用符合剥削的抽象定义，但这样做有可能将同样名称下的残酷工作场所剥削形式与看起来良性得多的东西混为一谈:人们在网上购物或建立人际关系。认识到剥削的类型和程度之间的差异，并据此优先考虑关键的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就像人们可能会区分不同类型的物质剥夺一样。然而，动员剥削的概念提出了关于网络经济特征的社会关系的问题，以及它们在生产资源私有化、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化形式的再生产中的作用。



剥削与自由劳动
尽管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在线活动形式不属于雇佣劳动的范畴，但它们仍然可以产生价值。因为获取个人信息是用来创建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所以在线营销模式创造了一个反馈商品的市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息被互动公司直接用于定制广告;在另一些情况下，它被买卖给营销人员。正如《华尔街日报》关于数据挖掘的调查报道在描述一家剖析互联网用户的公司时所说，“口味可以批发出售(一批电影爱好者每千人1美元)，也可以定制出售(《初 恋50次 》26岁 的 南 方 粉 丝)。”5即使信息不直接买卖，互动经济也依赖于获取用户所产生的价值，这些用户的贡献有助于建立Facebook等社交媒体服务的经济价值，或者更早的时候，美国在线等互联网门户网站的经济价值。
互动平台所捕获的活动价值，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剥削所谓免费劳动力的文献。在关于聊天室版主提供劳动以换取在线服务的讨论中，Tiziana Terranova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生产性活动既可以被描述为自愿的，也可以被剥削:“自由劳动是这种对文化的知识消费被转化为生产活动的时刻，这种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又经常被无耻地剥削。6类似地，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在对网络经济的讨论中指出，“在那些文化和传播的网络中，产生了集体主体性，也产生了社会性——即使这些主体性和社会性可以直接被资本利用。”7彼得森(2008)对用户生成内容的剥削的论述认为，商业的“参与架构变成了剥削和圈地的架构，将用户转化为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8

对于Ritzer和Jurgensen(2010)来说，在线获取价值代表了资本逻辑向新空间和时间性的延伸:“资本家似乎找到了另一群人——超越工人(生产者)——来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新来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仅仅是
做了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找到了另一种扩张方式。9对科摩罗来说，互动参与的形式加强了而不是彻底改变了剥削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只要私有属性、合同和交换价值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差异和经济的主要调解人。



largelyremainexploitative relationships will 
unchallenged—unchallenged, at least, through the auspices of臆断。10简而言之，剥削的概念在最近关于网络生产力的论述中已经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批评大多指的是用户在工作场所范围之外有意识的生产性活动，比如粉丝劳动、聊天室管理、以及用户生成内容的创造——用户自愿参与，但也为能够利用用户活动的商业实体创造价值(有关粉丝劳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卷中Abigail 

De Kosnik的章节)。人们倾向于将这种创造性活动定位于拉扎拉托所描述的非物质劳动范畴，即“生产商品的‘文化内容’的活动”，注意到它“涉及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活动——换句话说，涉及定义和固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以及更具战略意义的公众舆论的活动。”11

然而，区分这些不同形式的价值产生可能是有用的——包括用户积极参与对自己的营销，占用用户生成的内容，以及获取可以转向用户的信息。这并不是说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免于剥削，而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稍微不同地思考在这些不同的实例中剥削是如何起作用的。
在网络环境中动员剥削概念的挑战之一是，它采用了传统上与工业劳工血汗工厂条件相关的关键概念，并将其转换为相对富裕和繁荣的领域，即，一个由那些有时间和机会参与在线活动的人居住的领域。有充分的理由，与血汗工厂对劳动力的掠夺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相比，用户生成内容网站所谓的剥削条件更难让人激动。就用户生成内容而言，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谈论的是富裕的消费者参与的可能被描述为可选的活动:你不 必加入Facebook或Twitter，获得

Gmail账户或在线购物不是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目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剥削批评的反驳通常会提到缺乏强迫和参与的乐趣。正如Nancy Baym和Robert Burnett(2008)在他们对独立音乐迷所做的宣传工作的描述中所说:“我们不愿意忽视他们对情感愉悦的主张，以及他们想要传播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东西的愿望，以此作为剥削的证据。12他们的研究引用了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与交互式技术的前景的描述非常相似，即乐迷的活动重新获得了前大众社会的快乐:“他们对音乐乐趣的社会反应位于深刻有意义的社会现象中，这些社会现象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音乐历史的各个阶段，在音乐产业出现之前的各个阶段，音乐总是在社区里由当地人为当地人表演，而不是由远方的名人为崇拜的乐迷表演。13这种形式的享受，那么，据说，与歌迷被剥削的观念是不相容的:“声称这些人被剥削，就是忽视了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在全面发展的人类的福祉中有多么重要。”14

然而，尚不清楚的是，这些描述所援引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批评是否与享受或愉悦的感觉不相容。剥削的事实并不妨碍工人从他们的手艺中获得快乐，或者从合作努力的成功中获得快乐。对剥削的描述也不一定诋毁这些活动或它们对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可能具有的意义，而不是诋毁那些支持剥夺和异化的社会关系。对剥削进行批判的重点既不是贬低工人的快乐，也不是贬低工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不然的话，就会陷入一种范畴混淆:试图将结构性条件重新定义为个人快乐和欲望的问题。对剥削的批判并没有贬低个人的快乐，正如这种快乐并没有使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无效一样。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定义非雇佣劳动背景下的剥削可能意味着什么，以支持对数字经济中剥削的批评，并解决它经常被忽视的方式(因为没有承认那些从事各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人所获得的利益和快乐)。



数字异化(Digital Alienation)

剥削的分析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无报酬的参与形式，这些参与形式产生的价值被那些控制这种参与所依赖的平台的人所占有?霍尔姆斯特罗姆对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做了一个清晰的总结:“那么，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家的利润是由剩余的、无偿的和强迫的劳动产生的，生产者无法控制这些劳动的产品。15这样一种解释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强迫是嵌入在构成所谓自由选择的关系中的。也就是说，强制并不需要有人拿着枪或其他武力威胁站在工人面前。要进一步指出的一点是，剥削不仅仅是为了利润，也是为了异化。正如霍尔姆斯特罗姆所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人真正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资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劳动力。”“异化不仅存在于对生产活动的自觉控制的放弃中，因此也存在于生产活动的产品中。因此，剥削不仅仅是货币价值的丧失，而且是对一个人的生产和创造活动的控制的丧失。再往前推一点，推动批判的是后一种剥削感，因为对经济资源的剥夺，最终是对稀缺形式的再生产，这种形式迫使人们自由地给予服从。
大卫·赫斯蒙达尔(David Hesmondhalgh)在批评将剥削概念应用于自由劳动的尝试时，引用了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提出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解的三个原则:

首先，当一个阶级的物质福利因果地依赖于另一个阶级的物质剥夺时，剥削就发生了。没有工人阶级的被剥夺，现代社会的资本家阶级就不可能存在。其次，这种因果依赖反过来取决于工人不能获得关键的生产资源，尤其是属性。第三，这两种特征(因果依赖和排斥)运作的机制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占有

虽然赫斯蒙达尔可能不同意，但我认为这一定义强调了新兴在线经济的关键方面，也许最重要的是新形式的创造力、交流和信息共享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数字媒体有一点一点也不新鲜，那就是它再现生产资源私有制逻辑的方式。即使它培育出了新的形式



它在facebook和YouTube等私人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平台上这样做。
许多网站不受商业控制，但它们仍然依赖于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随着检查通过私人服务器和路由器的数据的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基础设施的管理可能会变得更加严格。即使在比特和字节的世界里，物质仍然很重要——对物质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是如此。像埃斯特·戴森和阿尔文·托夫勒这样的未来学家断言，

20世纪的中心事件是物质的颠覆。在技术、经济和国家政治中，财富——以物质资源的形式——已经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思想的力量在任何地方都压倒了物质的蛮力

这是一种数字意识形态，它掩盖了支持生产和分配“精神力量”果实的物质基础设施。 

那么，批判对自由劳动力的剥削，就会凸显出新的生产资源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非常真实的方式，允许他们从许多人的活动中占有和获利，而这些人必须交出自己的个人信息，以确保获得数字时代的生产和信息资源。
我怀疑赫斯蒙达尔的症结将是赖特公式的第一个要素:特别是对多数人的“物质剥夺”。我们当然有可能认为，将个人数据的获取与血汗工厂劳动等其他更严重的身体剥削形式混为一谈，可能会使前者耸人听闻，而使后者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也有可能争辩说，尽管在贫困方面的影响大不相同，但存在结构上的、分析上的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以值得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关注和干预的方式跨越和联系了资产阶级关系。互联网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是一种物质剥夺和封闭的形式，因为它将用户与支持其交流活动的基础设施分离开来。它强化和复制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小群人控制着许多人使用的生产资源，并允许经济优势从这种控制中积累。如果没有获取和控制生产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包括Facebook、bb0、雅虎等创始人在内的所有权阶层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所占有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捕捉那些访问他们资源的人的活动的各个方面的能力，而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与他们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直接相关。说白了，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利用这种活动的商业目的的能力



few would disappear if these resources were commonly owned and controlled.

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是，上网交谈、购物、探索和交流显然不是一种雇佣劳动，即使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补偿，免费获得有用的资源，以换取服从详细形式的价值生成监控。这种活动不是一种工作(至少对大多数上网的人来说不是):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活动交给主管的直接指挥，他们也没有得到工资。剥削显然可以在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发生，但在用户不牺牲对其生产活动的控制权的情况下，剥削是否保留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可能具有误导性，因为数字环境促进了所谓的创造性或生产性活动的加倍。当我们创建一个博客或在Facebook上发布一个项目，甚至是购买一个项目或浏览一个网页时，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以不受监督和最低限度控制的方式进行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产生了关于我们的活动的信息，我们牺牲了对这些信息的控制，以换取对基础设施和它所支持的服务的访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失去了对我们在线生产力的某些方面的控制，即使这仍然摆脱了我们熟悉的监督和控制形式。
正如我们在进入工作空间时牺牲了对生产活动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一样，当我们同意特定网站或在线服务的服务条款时(甚至当我们浏览互联网时)，我们也牺牲了对如何使用我们的活动的一定程度的控制。它们会在不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收集我们的活动信息)。那些控制网络社交手段的人有权设定访问条款，这些条款包括对用户提供的信息建立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往往以粗略的、往往是难以理解的、有限度的方式概述。分离(对网络社交资源的私人控制)导致分离(对用户产生的信息的使用权的建立)。社交网站发布的各种“使用条款”和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确立了他们对在线收集的信息的使用、销售和转让的权利。
也就是说，曾经依赖于其他资源的社交、互动和交易形式，以及新的社交形式，越来越依赖于第三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这并不是说，引入第三方是完全新奇的事情。当然，以电话公司为例，它充当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中介(尽管不是靠广告支持的中介)。相反，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识别出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即在越来越多的活动中使用商业支持的中介基础设施:例如，在线购买取代了在商店的现金购买;倾向于在隔壁宿舍或办公室给朋友或同事发短信，而不是敲他或她的门;以及新的社交形式的创造



与开发商业基础设施(如在Facebook上“加好友”某人)紧密相连，等等。当我们与社交手段分离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使用它们;相反，我们开始依赖于他们提供的社会化技术，这些技术将我们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所依赖的信息分离开来。互动的关键资源不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是存储在由商业实体拥有和控制的服务器中。
我们不必走得太远就能弄清楚为什么人们如此愿意使用这样的网站:它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方便的、娱乐的方式来丰富、扩展和保持我们与他人的联系。需要更多解释的是，我们如何在一项自愿的、有益的活动中发现剥削的痕迹。Facebook促成的分离形式的结果不是对用户的剥夺，而是他们在线社交活动的产品的可让与性:这种活动的成果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其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控制。或者，考虑到对收集到的用户信息价值的提取依赖于同样的资源圈地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构成了“自由地”同意交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那么更突出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

剥削的概念是为了唤起社会正义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角度来看，对剥削的指控既是一个批判的术语，也是一个行动的呼吁:正如霍尔姆斯特罗姆所说，剥削是“邪恶的”，因为它“以多种方式涉及武力和统治，因为它剥夺了工人本应属于他们的控制权。”19这种力量并不经常直接表现在强迫放弃对劳动力的控制上，而是被建立在不对称的社会关系中，当这些关系受到挑战时，它就会公开表现出来。同样，许多数字媒体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也不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而只是通过将现有的属性关系扩展到数字领域来复制它们。强制的背景被内置于使私有化进程成为可能的法律结构和监管制度中。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强制的间接影响，假设如果有选择，用户更有可能不愿意为了访问在线和网络资源而接受全面形式的监控，正如最近的调查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调查表明反对基于监控的分析和
对网上信息收集的高度关注他们并不是为了方便而自由地选择交换个人信息，而是在网络资源私有制和随之而来的对实际跟踪行为的低水平认识所构成的条件下这样做的。如果我们对工作场所剥削的担忧既在于支持这种剥削的强迫形式，也在于它给工人带来的身体贫困(疲惫甚至更糟)和对创造性活动失去控制(霍尔姆斯特罗姆称之为异化)的代价，那么就做这些吧



这些担忧会延续到对剥削自由劳动力的批评中吗?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区别——免费劳动并不像某些形式的工作场所剥削那样带来同样的身体损失，尤其是因为用户可以在他们希望的时候停止，而不会有失去工作的威胁(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然而，他们确实失去了对生产活动各个方面的控制，用异化批判所提出的术语来说，这种控制是反过来对他们的。全面监控的目标是发现那些允许营销人员根据商业需求引导消费者行为的杠杆——在加速的生产和消费循环中，将消费者降级为反馈机制的角色。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对基于反馈的营销的力量用一种苦涩的赞歌所说:

宗教、色情和伪科学的某种精确混合将会卖出一份插图报纸……为了确定这些，我们有我们的粉丝评分、草编投票、意见抽样和其他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心理调查机制....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这些谎言的商人，这些易受骗的剥削者还没有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以至于一切都按他们的方式进行

当然，市场营销者和其他易受骗者的目标是意识到维纳提法中隐含的威胁:克服“尚未”。 
更具体地说，正如伊恩·艾尔斯(Ian Ayres)在他关于数据挖掘的书中所说的那样，营销人员的目标是“预测你想要什么，你会做什么”——即使你自己不知道或不确定这并不是指预测某种不可避免的未来;而是学习如何操纵条件、诉求和情境，以产生期望的行为或行动。它意味着利用收集到的关于人们的详细信息来加速和引导消费过程。只有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更丰富、更迅速地消费。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哪些触发因素能最有效地刺激消费者行为，以及如何克服可能阻碍消费的保留和担忧。这是为了发现什么样的吸引力——无论是对一个人的不安全感、焦虑还是对健康的担忧——在驱动行为方面最有效，以及什么样的潜意识因素可能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影响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消费者参与了产生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被输入到操纵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对剥削的指控进行调整，以突出个人信息的获取使我们自己的活动与我们自己对立的方式。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异化或异化:

工人在其产品中的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一种客体，一种外在的存在，而且



它独立地存在于他 之 外，对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它本身就成为一种力量，与他对抗。这意味着，他赋予对象的生命作为一种敌对的、异己的东西与他相对立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背景下的雇佣劳动产品，但它是一个公式，阐明了由消费者产生的信息商品的轨迹，然后为了操纵他们的行为和欲望而转向他们。
互动营销者所设想的异化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们所有的行动

(以及它们被聚合和分类的方式)都被系统地反转到我们身上。最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愿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赖以活动的氛围已经变得私有化和商业化。我们写的每一条信息，发布的每一个视频，购买或观看的每一件物品，我们的时空路径和社会互动模式，都成为算法中的数据点，用于排序、预测和管理我们的行为。其中一些数据点是自发的，是消费者意向性的行为的结果;另一些是诱导的，是正在进行的随机实验的结果。算法的复杂性和相关性的不透明性使得那些无法访问数据库的人几乎不可能确定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因为特定的政治竞选信息而被拒绝贷款，或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广告饱和，而他们已经被揭露出最容易受到营销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能力能否转化为管理行为的能力，但这是营销人员正在下的赌注。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社会在转向基于监测的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系统作为支持其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手段时所做的赌注。
在某种程度上，剥削是否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问题取决于是否试图将休闲、消费和家庭生活领域与工作场所分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现在一个明显的现代分化领域的背景下。雇佣劳动的发展依赖于在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保持明确的区分——尤其是出于监视和监控的目的。交互式数字技术促进了各种形式的去分化，挑战了这种明确的区分:我们可以在家工作，在工作场所社交，这要归功于移动电话、短信、便携式电脑等等。与此同时，与所谓的非物质劳动的发展相关的文化和经济转变利用了对活动的捕捉，这些活动模糊了休闲、劳动和家庭生活领域的明确区分。正如特拉诺瓦引用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所说的那样:“‘社会工厂’描述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作过程已经从工厂转移到社会，从而启动了一个真正的



复杂的机器。当我们在家、在火车上或在海滩上工作，帮助建立
Facebook的价值时，我们就参与了这个社会工厂。

与此同时，在许多专业环境中，在线创意与工作场所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学者、政治家和电视制作人都被鼓励写博客、发推特和在线网络来宣传自己和他们的工作。一位研究公共广播的研究人员最近告诉我，从前，电视制作人把他们的工作放在“罐头”里，然后在播出时可以去其他地方，现在他们被期望在线，关注在线讨论，并在节目播出时发布推文回应观众的评论。
在某些情况下，网络直播的义务正变得制度化，并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价值来源。例如，考虑一下应用程序的开发，这些应用程序允许雇主利用从员工的社交网络中收获的联系人。例如，一家名为Appirio的公司的新闻稿概述了员工社交网络数据作为招聘、销售和营销资源的三重价值——所有这些都无需为提供数据的员工支付额外的费用。Appirio的营销应用程序借助Facebook，通过利用员工可能已经拥有的关系，扩大公司“虚拟账户团队”的规模:

员工可以看到朋友是否成为了潜在客户，是否购买了产品，是否参加了活动等等。如果员工愿意，他们可以通过Facebook联系他们的朋友，建立联系，最终为公司的底线做出贡献(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奖金!

同样的数据可以为潜在的雇员和客户提供线索，通过为有针对性的营销诉求提供数据，可以起到三倍的作用:“基于对朋友资料中的关键字的搜索，该应用程序会推荐可能对该提议感兴趣的朋友，然后用户可以选择采取行动。26该应用程序将来自员工个人社交网络的数据与专有的消费者关系营销数据库链接起来，以便“跟踪线索，提供后续优惠，并报告活动成功情况，以了解他们的病毒式营销活动与其他营销计划的对比。”27

这些应用程序所设想的未来是，在线活动为雇主提供多种价值来源，雇主寻求通过员工下班后的活动创造价值并将其货币化，商业实体也可以在网上收集详细的个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双重占有逻辑在起作用:工作场所资源的私人所有权和通信资源的私人所有权都被用来从工作场所之外发生的活动中提取价值。的类型



雇主可以从雇员那里榨取的让步，是围绕生产资源不对称控制的工资劳动合同展开的持续斗争的一部分。Appirio设想了一个未来，一个人的社会网络服从于工作场所的优先事项，成为谋生的条件之一。
如果像赫斯蒙达尔所说的那样，剥削的概念既是一个解释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和分析性的概念，那么很容易注意到它有助于解释数字经济特征的预期生产力形式的方式。网络资源私有化所产生的价值，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从用户那里提取生产数据的能力——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广告商、雇主、政治运动和警务的资源。与更多的物质商品不同，只要能够开发出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处理的自动化系统，数据的消费就没有明确定义的饱和点。个人对数据的吸收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数据库却没有。可以提取的信息量也没有明确的限制，它随着交互、交易和通信的机会而增长——即使数据收集的成本不断下降。至少在某些方面，数据收集和挖掘的预期生产力是拒绝对其进行更严格监管的理由。喜欢所谓自我监管的公司带来的威胁是，加强隐私立法将制约不断增长的在线经济。这一威胁是由一位隐私律师提出的，他声称要求网站包含“不跟踪”选项的提议“可能会导致互联网经济——为数不多的经济亮点之一——被束缚。”28

以隐私为基础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捕捉到基于监测的营销承诺中生产力和工作控制的要素。如果侵犯隐私构成了一种侵犯——对自我披露过程失去控制——那么市场监测就包括了控制和管理的另一个因素:系统地利用个人信息进行预测和影响。对剥削的批判针对的是权力和控制的这一要素。市场监督的捍卫者会辩称，个人消费者的行为仍然是不受强迫的。然而，批判的方法不仅将强制定位在离散的个人决策层面，而且还将强制定位在构建这些决策的社会关系层面。在这方面，对剥削概念的援引与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在他为本卷所作的贡献中所声称的相似，即“对劳动的兴趣应该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平台的物流，并将其视为在劳资斗争中形成的技术，从而通过并为了对劳动的征用。” 

考虑到后福特主义形式的生产消费与工业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剥削的批判方法。本章认为，考虑剥削的组成部分(对无偿剩余劳动力的攫取、强迫、



和异化)在技术促进的商业监视形式的背景下运作。虽然这些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异化意味着强制的背景形式的存在——但它们在消费者生产力或集体社会劳动的非物质形式的领域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些批评家关注的是无偿劳动的要素，另一些则关注异化的要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通信资源控制关系及其促进的生产性监督形式中嵌入的强制背景下，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思考。


